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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客人？外人？》一-書中，這位享譽國際' 研究全球化的卓越專家， 

廣泛且說服力十足地分析了遍及全球的移民現象。Saskia Sassen首先討 

論了在特定歷史脈絡下當前的移民問題的「危機」，將美國的經驗視爲是 

全球橫跨邊界之歷史的一個階段來理解=她描述了 19與20世紀中義大利 

人與東歐猶太人的大規模遷移，以及導致「難民」概念出現的國際間的流 

離失所現象——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藉由這些例證，Sassen探 

究種種使移入現象得以產生的原因，這些原因又是如何影響各國以歡迎的 

態度視新移入者爲「客人」，或帶著鄙夷的眼光視其爲「外人」。最後， 

她在如何改進美國與歐洲移民政策的問題上，爲我們擘剷出了一個「深 

具啓發的方向」（ ＜出版家週刊〉）。

本書爲爭執不休的美國移民政策爭議提供了極具價値的一課，（同 

時）煞費苦心地找出了一段被遺忘的歷史以去除認爲「歐洲並非 

是塊充滿移民的大陸」的迷思。

——《出版家週刊》

Sassen，這位研究全球化的頂尖社會學家，爲當前的移民潮與難 

民潮現象寫下了深具洞察的見解，本書確實是一精心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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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曾問過我是否有意 

願撰寫一本書來討論歐洲過去200年的遷移歷史，當時我只回 

了句：「你說什麼！ ？」更令我驚訝的是在本書的研究過程 

裡，我發現要理解西歐的遷移歷史甚至必須回溯到200年之 

前，如果只從一般常見的故事起點——大規模的移往新大陸說 

起，那將有礙於理解。在我於哈佛國際事務中心針對西歐遷移 

現象的議題從事博士後研究時，偶然發現Abel Chatelain研究 

法國18與19世紀季節性遷移史的兩大冊成果，自此它就一直 

伴隨著我成爲歐洲的另類歴史，向我揭露主流文化傳承下歷史 

記載陰影外的另一面。重訪Chatedain的研究讓我深信，我們 

有必須要打破歐洲是人口大規模遷出的地區這個圖像的迷思。

我知道，要能持續數年將精力投注在本書的研究與寫作上 

的唯一方法，就是讓自己像個抽絲剝繭的記者，揭露出歐洲其 

他遷移歷史來，而它們如今大多深埋在幾近模糊不清的學術文 

獻與博學者的收藏裡。本書很大一部分的努力是爲了提供大家 

對歐洲遷移歷史，一個更持平的觀點，讓我們明白國際間與區 

域之間的勞動遷移有多麼普遍，並如何構成過去三個世紀以來 

歐洲都市化與工業化的歷史裡，一個策略運用下的元素，不論 

是在18世紀末期從西發利亞前往阿姆斯特丹的「去荷蘭的人J 

這類遠距季節性遷移，或是在19世紀於德國各城市裡建造鐵 

路的義大利人遷移。來自或遠或近的移工聚集巴黎地區，爲 

Haussman的擴建與革新計畫盡一份力，鋪設了管子並建造了 

林蔭大道(譯註：Baron Haussman是法國於拿破务三世在位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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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外人？

的行政官員，爲因應都市化過程裡造成巴黎的犯罪情事節節上 

升，而提出與執行大規模的市政改革與改建工作）。在巴黎的 

一角也有德國移工的社群聚居在此。歐洲無法逃脫所有經歷過 

快速成長的地區的共同命運：需要引進外部大量的勞動供給’

X 我主要的關懷之一是探索過往的這段歷史如何能幫助我們

重新理解今日的移民問題，以發展出更具智慧與有效的移民政 

策，並且重新省思我們認爲「歐洲並非由移民所構成的大陸」 

這個共享的觀念。本書當然不是以鑲嵌在征服的歷史中的新大 

陸過去的殖民方式來探討，而是採取不同的路徑。當我在進行 

研究，並於晦澀難解的文件與立法部門的辯論中，尋找移民現 

象在經濟、政治、社會中定位的蛛絲馬跡時，我也開始思考當 

前的論述，在討論到歐洲發展過程中的勞動遷移時，是如何以 

各種方式對過去來建構其敘事。因此，這本書很明顯地也是回 

應這類缺少某些元素的論述。

同樣地，在研究難民與流亡者的歷史時，我也認爲重新探 

索難民與大規模難民潮，如何在歐洲成爲一個複雜的過程，深 

刻地受到國與國間的體系出現與現代歐洲國家形成的歷史影 

響。今天，當大多數的難民潮發生在非洲與亞洲，並且大多是 

內部的難民時，我們常遺忘了現代國家與難民及大規模難民運 

動之間，有著深厚的淵源連結著。

以一個明確的立場來撰寫本書的可能性，對我來說是別具 

意義的，Fischer Verlag的編輯也很明確地提出這樣的要求。要 

在這樣一本小書裡把過去200、300年來的遷移歷史，做一個 

全盤的描述是不可能的事，而無可避免地必須放棄許多主題不 

論。本書不是個調査報告，而是沿著歴史裡隱蔽的軸線去追溯 

事實的一項嘗試；這條軸線並不是個持續的過程，畢竟當中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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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顯見的不連續；但事實上，對我來說很重要的一個議題也就 

是遷移如何誕生，並在延續了一段時期後消失。我試圖從蔭蔽 

的歷史裡策略性地找出一些例證，來說明遷移與難民潮當中有 

多面向的動力，是如何與經濟、社會及政治的實體互動。

倘若未仰賴遷移與難民潮，以及如都市化、人口統計、工 

業化、戰爭與政治等相關議題的龐大學術文獻幫助，本書是無 

以寫成的。今日，有爲數眾多的研究者針對歐洲的移民與難民 XI
這個廣大範圍內的議題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當中有許多已被含 

納在本書的參考書目裡，然而因爲篇幅有限，有很多卻沒辦法 

寫入本書。我常選擇列出的書目是較不容易被察覺的，而不是 

廣爲人知的；爲此，我必須爲那些無法包含入這本小書與簡要 

的參考書目的所有研究致上歉意。

在我的研究裡有三項文獻異常地重要，因爲它們扮演著龐 

大的檔案硏究與編纂的角色，我要向這些呈現令人讚嘆成就的 

作者致上深深的謝意：它們分別是Abel Chatelain於1930年代首 

次出版的《法國1800至1914年間的暫時性遷移者》iLes 

Migrants temporaires en France de 1800 a 1914) ； Jan Lucassen 
透過博士論文對拿破崙調査文獻的研究，寫成的《北海沿岸地 

區的吸引力：1600到1900年的歐洲勞動遷移的體系》｛Naar de 

Kusten Van de Noordzee. Trekarbeid in Europees Perspektief, 1600- 

1900) '以及MichaelR.Marrus的《被拒者：20世紀的歐洲難民》

(The Unwanted: European Refuge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過去20年來，有許多朋友與同事都曾針對本書的內容與我討 

論或交換意見，我必須在此向他們獻上感謝，尤其是以下這幾 

位:Sophie Body-Gendrot、Catherine Wihtol de Wenden、Yan 

Moulier-Boutang、AbdelMalek Say ad、Mirjiana Morokv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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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zarina Wilpert ' Aristide Zolberg ' Rainer Munz ' Jochen Blaschke ' 

Enzo Mingione、Rainer Baubock。雖然本書的研究與寫作是在過 

去三年間進行的，但在過去20年裡我穿梭在這個主題裡，一步步 

地搜集資料、凝聚見解與概念。在過去這幾十年裡，許多人與許 

多研究中心皆在本書的船釀過程裡扮演重要的角色，其中最重要 

的莫過於Daniel J. Koob，他是第一個提醒我過去20年裡西歐國際 

遷移現象的重要性的人，那時我才剛開始博士研究；另外，我也 

要感謝哈佛國際事務中心(Center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Joseph 

Nye，Jr，支持我以遷移現象切入討論跨國關係的博士後研究；在 

最近，我也自以下這些機構、團體的同事、學者及訪問學人裡獲 

益良多：柏林的 Wischenshaftszentrum、維也納的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 紐約市的 Russell Sage Foundation、薩爾斯堡的 

論文發表會、蘿馬的American Academy、巴黎大學的Institut 

d'Urbanisme '蘭開斯特大學的Summer Institute。最後，在我研究 

與寫作初期有一些人曾幫助我，其中最要感謝的是提供慷概又睿 

智的協助的Todd Kenworth °
XII 我同時也要感謝我偉大的雙親，身爲荷蘭人他們毫不費力

地讓我在五種語言的環境下成長，當我13歲時又很單純地告 

訴我該學些外國語言。在這個獨特的研究計畫進行期間，我無 

時無刻不慶幸自己通曉這些語言。

我的丈夫Richard Sennett是一位細心又寬宏大量的讀者， 

本書大部分都先經由他的閱讀，而他的建議也是十分的寶貴。 

我的兒子Hilary Koob-Sassen在當前移民與難民議題上，是一 

位熱心積極的對談者，而這個議題也受到他這個年輕世代愈來 

愈多的注意。

所有本書的錯誤理應由我自己來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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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序

長期以來，歐洲的移民歷史被認爲有莫大的殊異，事實也 

確實如此，但在這類通俗論述裡未被提及的是，在19、20世 

紀的歐洲裡產生了一系列的動力，包括反移民的情緒、種族化 

'racialization) '視移民爲危機而欲加以控制的心態、從题需外 

來工人到將大規模失業歸咎於外來工人的階段演變，這些動力 

不僅與美國的美國移民現象有關，也與過去歐洲的有關。

在歐洲所看到的難民產生的歷史，的的確確是十分獨特 

的。永無止境的戰事與「革命」，讓19世紀與二次世界大戰後 

的歐洲創造出了今日被認爲是「第三世界現象」的情景。歐洲 

境內這些移動的人群所組成的戲碼，清楚地向我們揭示了獨立 

自主的民族國家之形成，實際上與難民、尋求庇護者、流離失 

所人群的產生密不可分。歐洲的民族國家極力追求行政管轄上 

的主權，尤其是宣稱掌握了取得公民權利的決定權，使得難民 

被製造出來。光在20世紀裡，歐洲就有數以百萬計的人們， 

每每在世界性的戰爭後遭逢流離失所的困境，估計在第二次世 

界大戰後就有6,000萬人民因各種緣故而離開家園，這種世界 

性戰爭後的結果是過去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戰爭的勝利 

者剷除了戰敗的國家，但大多數的勝利者卻不願接納被剷除國 

家的人民。

沒有任何一個歐洲國家的手是不沾染血腥的一_沒有任何 

一個勝利者認眞看待人道主義者的關懷或所謂的人權。在第一 

次世界大戰後的戰勝國卻是追求自身狹隘的利益，而這些各自 

追求自身利益的舉動集結起來，便創造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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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管理的情況，即數百萬以上流離失所的人們，這也是國際 

聯盟成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首要處理的問題。當我讀到這

XIV 段歴史的文獻資料時，發現與今日認爲前南斯拉夫的戰爭只是

巴爾幹上「偏離」常態的特例的評論有所出入。基本上，這場 

戰爭只是未被言述的廣大歐洲歷史所造就的結果。

伴隨著美國成爲全球軍事強權的行動，創造出了由海外移 

入的難民潮歷史，1960與1970年代的中南半島及1980年代的 

中美洲是其中的兩個名例。雖然相較於歐洲大陸發生的流離失 

所情況相比，這仍是小巫見大巫，而且其中大多發生在美國境 

外，但我們仍有必要藉由承認這些難民的存在及他們的論述來 

面對現況。

而對美國而言，歐洲經驗所能提供的無價洞見則大多是在 

移民議題而非在難民歷史上。瞭解這段歷史或許有助於說明勞 

動遷移的基本特徵以及種族化的動力，同時幫助美國人民重新 

審視在移民政策上的選擇。本書試圖討論以下三個議題，以有 

助於美國移民議題上的辯論的進行。

到底檢視在歐洲這個範圍內各國這200年來的勞動遷移， 

能提供我們什麼樣的教訓？我們能找出經驗上的規則嗎？觀察 

到的勞動遷移有什麼共享的基本特徵可循嗎？規則與基本特徵 

是很重要的，因爲在決定政策時應該考慮這些因素，找出這些 

因素或許也有助於歐洲與美國走出當前將移民認定爲危機、大 

規模入侵的心態。

在19、20世紀的西歐發生的跨越國界遷移的證據告訴我 

們，這些遷移都有模式可循，具有固定的規模及持續時間，並 

受到一些特定過程的限制。遷移並非如之前所談到的「大規模 

人侵」的想像那樣，是由貧窮地區溢入的無區別人潮。如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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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貧窮就能造成移出現象的話，那麼已開發國家確實將遭受到 

大規模入侵的威脅，但事實上只有極少部分的貧窮人口進行移 

民，而他們也來自十分特定的地區，同時前往同樣特定的目的 

地。本書討論了一些以這些遷移潮爲題、十分細緻的民族誌研 

究，讓我們更清楚知道爲何特定貧窮地區裡的某村落會發展出 

移民潮，但鄰近的另一村莊卻沒有，以及爲何該村落特定的一 

群人會移民，而其他人卻留下來。19世紀的西歐同時告訴我 XV

們，儘管在特定區域內有明顯不均等的發展程度，但大多數的 

人仍不會從此區域裡的貧窮地帶遷移到較富裕的地帶。

即便在國家尙未具備管控邊界的行政與技術能力的時代，

情況就已經如此。再者，當時許多領土仍身陷在多種統治體系 

的影響力之下，以致於國家控制邊界的觀念還未被建立起來 ；

事實上，即便能夠移往較富庶的地區，大多數的人仍不願離開 

家鄉的社群。我們在今日歐洲聯盟（以下簡稱歐盟）的這類現 

象裡，也觀察到了兩個有趣的類似情況。其一是東西德之間的 

移動，在柏林圍牆倒塌後的頭幾年，德國境內東西向遷移的人 

數仍被統計時，我們可以看到從東向西的移動有劇烈的增加。

但沒過多久，這股風潮就平息下來，並且遷往西德的東德人只 

占總人口裡的一小部分而已。第二個例子是歐盟成員國國民在 

歐盟裡對自由移動的選擇情況。因爲歐盟成員國國民可以任意 

進出歐盟任何國家，同時這些國家間的社經條件仍有明顯的差 

距，我們或許會認爲很多人會遷移到歐盟中具有較佳的就業條 

件、薪資水準的國家裡；然而，歐盟總共超過35億的居民 

裡，只有500萬人並未居住在自己的母國。

西歐的經驗也顯示了絕大多數的遷移現象都會終止，大多 

數發生在歐洲的跨國界遷移持續的時間約在20年。之所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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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一個原因是因爲一般來說，遷移現象是與接受地區的循 

環與發展時期息息相關，義大利人與西班牙人移往北歐的大規 

模遷移就是個十分戲劇性的例子。數十萬的工人在1960年代 

時大舉湧現，而大致在1970年代時就劃上句點。今天，雖然 

義大利人與西班牙人能夠自由地在歐洲內移動，但卻幾乎未再 

產生遷移現象。當歐洲經歷了戰後的重建，並在I960年經濟 

快速擴張之後，許多條件不再延續的情況下，勞動遷移的特定 

時期便告終了。這或許向我們揭示了遷移現象的最重要特性： 

它們的存在是受到各種其他特定的過程所決定的，也因爲遷移 

現象這種受其他條件限制的特性，使得它們在時間與規模上都 

有所限制。

XVI 第二項洞見是關於種族化的問題。不論是在歐洲所謂的文

化距離(cultural distance )或是在美國所謂的移民素質 

(quality of immigrant)，我們都能看到其中對移民的種族化情 

況。歐洲的歷史——尤其是19世紀與20世紀初——向我們揭

示了外人(outsider)這個身分--- 即不隸屬於當地社群的人

一一是如何標示了移民，事實上，外觀特徵、宗教或「文化」 

從來都不是標示移民最重要的指標。在19世紀裡許多從歐洲 

某地區移往另一地的移工，遷移的距離都非常短，通常也都在 

廣義的同族裔/文化區裡。遷移者看起來與本地人沒有太大的 

差別，飮食習慣、宗教信仰也都相同，同時吟唱的音樂、生命 

禮儀(life rituals)(如洗禮、婚禮、葬禮)也很類似。但無論 

如何，他們就不是當地社群或小鎭裡的一員。

種族化的過程對我們理解當前美國或歐洲的移民現象至關 

重要，而在這段歷史裡，我們也可能發現它的存在。今日的一 

些情況同樣也頗具啓發，其中最令人熟悉的莫過於前東德的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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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的例子，他們在德國西部被當成是截然不同的族裔團體來 

對待。

當種族化的現象鑲嵌在具體的文化、宗教、生命禮儀、語 

言或顯見外觀的這些差異情況下，我們很容易忽略了種族化的 

動力。例如在法國關於伊斯蘭或「非洲化」的爭論很容易把焦 

點帶向「非洲人」（或穆斯林）與法國人之間具有本質性的差 

異」的這類觀點。在宗教、文化或外觀上實際的差異被視爲是 

「客觀的」事實，因此成爲了一個「問題」。然而，檢視歐洲過 

去的歷史將清楚地向我們闡明，移民做爲一個外人或許是這些 

差異經驗的背後最主要的因素。

第三，歐洲的經驗能在國家管理遷移人潮上該扮演的角色 

與實施的政策等面向上，提供我們一些學習的方向。過去歐盟 

在移民政策上的經驗即受到這些限制的影響，而這也是要建立 

--個聯盟與實行創新體制下必須去面對的挑戰。各成員國在經 

濟政策上解除邊界控制以利資金流動，但在遷移政策上卻想對 

人群移動施予更嚴格的控制，因此各成員國們必須去協調兩者 

間的緊張關係。在美國，人們不願意承認試圖取消邊界的新經 XVI!

濟體制與想要完全控制邊界的移民政策間，波此並不相容。面 

對著境內的自由移動的議題，歐盟必須想出因應之道，這不只 

是針對一般歐盟人民，也包括了非歐盟成員國國民；此舉勢必 

藉由多邊協商來進行，而這股壓力也會驅使歐洲實行比美國當 

前更開明的政策，來管理跨國界移動的人群。雖然斷言歐盟的 

政策已達到開明的地步是言之過早，但我們可以說某些具開明 

前景的政策已經蓄勢待發。今日在大多數歐盟國家內的政治修 

辭又明顯走上民族主義的情勢，可能使得上述的進程受到威 

脅，但是已被建立起來處理移民議題的基礎制度，從長遠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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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能上軌道地實行下去。

相對地，今日美國移民政策的特徵是強調要能管理移民現 

象，同時堅持由單邊強勢主導此事務。於1996年通過的美國 

移民法是最近一次修法，也更加強了上述幾項特徵，而這類管 

理與單邊主義的作風都是在回應那些被視爲是威脅到政府管控 

邊界的危機。在1999年時，移民現象不但被認爲是對本地勞 

工的就業機會而言，也可能對「美國文化」以及政府在治理邊 

界、毒品、罪犯等議題上的權威造成威脅。

當然，這種將移民視爲威脅的情況在20世紀裡並非首 

見，美國政府也不只在這個議題上大聲疾呼要採取強勢單邊作 

爲，但是今時的脈絡與以往的時期大大的迥異，其中的轉變有 

三大特徵。當前的民族國家正面臨一股新的經濟局勢，迫使著 

邊界失去原先的作用，也讓國家主權與單邊政府作爲被削弱 

（至少是有所改變）。再者，當我們把焦點轉到移民現象時，也 

會發現國家正遭遇了一些會限制其自主性的國際性因素，例如 

新興的人權組織也超越國籍地致力使人們能擁有權利，這也意 

味著國家不再是國際法律上唯一的主體，個人如今也成爲了主 

體，即便仍是較微不足道的一個。最後，今日崇尙法治的各國 

政府面臨了愈來愈多的各種司法上甚至是憲法上的轉變，這種 

轉變也促使公民的權利得到鞏固，在許多例子裡，也讓我們看 

到公民社會的角色因此而被強化，這種公民權利的強化使政府 

在管理移民上的強勢作爲受到限制。

XVIII 這三項在移民政策上嶄新的情勢，在歐盟間受到重視的程

度遠勝於在美國內。我們看到在歐盟成員國裡也如同美國一 

樣，在放棄採取單邊主權控制移民現象的議題上，採取抵抗的 

作爲；但是，歐盟存在的事實也迫使它們體認到新興的經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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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與傳統的主權行使之間是存在著緊張關係的。

在一方面受到經濟全球化的驅使，另一方面又受到公民權

利及國際人權體制發展日益蓬勃的壓力下，美國政府在移民政 

策上回應的方式是訴諸傳統的信條：控制自己的邊界(甚至是 

以軍事力量)，以及在移民問題上堅持絕對的單邊主權行動。

雖然在一些議題上主權已被削弱，但在移民議題上卻訴諸絕對 

的主權，這種矛盾現象尙未被美國媒體發現，同時也鮮少被政 

策制定者們提出來討論；但是在歐洲，主權的這種矛盾情況卻 

巳經清楚地成爲了一個顯著且困難的政策難題。

爲何有這樣的差異存在？爲求經濟上的整合而建立的細緻 

的制度性架構，使得歐盟居民跨國界移動的問題不可能被忽 

視；相對而言，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與服務貿易總 

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f Trade in Services，簡稱GATS)的 

制度性架構遠遠不如歐盟發達，因此容易導致至少其中一部分 

的這類議題被棄置一旁。然而，甚至是NAFTA或GATS也不 

至於在正式文件或協議裡完全忽視這個議題，更遑論在勞務、

資本、資訊的貿易與投資上，跨國界流動的實際運作層面裡。

兩項協議裡都包括了規範服務業工人的跨國界來回移動的特定 

條款，而這群人當中大多是技術專家(Sassen, 1998, ch2)。

因此，很顯然的是一旦形成了常見的貿易與投資地區，同 

時發展出了特定的制度，這時候人們的跨國界移動就不再會被 

忽視；高度的制度發展也會產生動力，使得國家以單邊主權行 

動的方式控制移民現象的情況漸漸減少。

因爲人權組織的興起，讓全球性的脈絡也有了改變，這在 

近期的歐洲經驗裡清楚可見。比起十年前的情況，如今人權法 

的文件更常被法官們援引，而也更常被使用。歐洲在國內法庭 XIX

-xi -



各人？外人？

上援引國際人權文件的經驗遠較美國更加源遠流長(Jacobson. 

1996)，像歐洲人權法庭(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這 

個制度在今日也擁有可觀的權力，即使其中的法官們都是來自 

各成員國，然而此法庭的決議卻高於各成員國的決定。

至今在美國尙未有類似的制度存在，但是今日不論在美國 

還是歐洲的法院裡，人權及公民權利的法律文件都會被援引， 

而將公民權利列入憲法裡的這股趨勢也不斷在進展。一個全球 

性的公民社會——指著一個具有一定自主性的領域，在當中公 

民具有賦權(empowerment)的方式，同時也可能進行公民行 

動——的概念也逐步浮現，而公民組織也策略性地宣稱自己擁 

有批判各種政府部門作爲的權利，尤其是治安機關，甚至希望 

能以司法的力量來制衡它們。例如曾有一群來自幾個非洲國家 

的非法移民，爲了躲避警方的遣返行動而藏匿於巴黎的一所教 

堂裡，幾個禮拜之後，一位法官授予這群反抗者中一些人居留 

的權利，而其他人則被授予另一些形式的許可而可以待在這個 

國家裡。在歐盟的其他國家裡也有類似的例子。

最後，在國家危機這種老舊的視野下管理移民現象如今不 

僅是不適用的，而且在法治的觀念底下也不可取。世界上的高 

度開發國家中，不論是政治上或公民間的秩序維持都大大仰賴 

於對法治的期盼；雖然法治的概念或許也有其潛在的危險及偏 

頗之處，而在實際執行上可能也不盡完美，但是在我們追求一 

個較民主或富裕的社會之際，它仍是一個較佳的工具。若往好 

的方向看，法治意味著公民的權利能免於被國家侵犯的威脅， 

但爲了控制移民現象而擴大使用治安工具的作法，是不可能達 

到這樣的效果的，這在美國近期的幾項措施裡可以讓我們清楚 

看到，尤其是在1996年的法案裡剔除掉了幾項原本移民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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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受司法單位檢視的行爲。治安單位的勢力同時也更密集地進 

入了移民的管理裡，這也與人權'公民權日益受到重視的情況 

間產生f緊張關係，並造成了一些後果。當警方的強勢作爲把 

其目標擴張到愈來愈多的人們的身上時——包括移民女性、男 

性與小孩——國家遲早會發現自己也身陷於逐步擴張的人權及 

公民權的網子裡，而它的舉動將違反了這些權利，同時干涉了 

公民社會的運作。

這些情況都使得歐盟如今成爲一個實驗室，不斷測試著民 XX
族國家與超國家或跨國行動者之間變動的權力平衡關係。與歐 

盟相關的制度性變革勢必造成在處理移民事務的權限從民族國 

家到歐盟層次上的轉變。當與歐盟組織並存時，國家對各類跨 

國界移動的管理與行政措施也需要重新在制度上做調整，這不 

但發生在貿易與投資事務上，也在犯罪及文化事務上；同時，

也顯示出了當前需要形成一個特定的跨國體制來處理移民與難 

民的事務。許多歐盟成員國發現上述情勢與它們保衛自身主權 

的期望並不相容，同時採取-些抵抗的措施，但它們也已經放 

棄了一些控制邊界的形式，同時接受法庭的判決，而這些判決 

保障了移民的人權以及公民控訴政府的權利，其控訴的內容則 

大多與違反移民與難民的權利有關。這個世界並不會就此結 

朿，這些情勢也不會徹底摧毀民族國家管理移民的能力。

如今或許是重新打造移民政策的良機。觀察家們都同意在 

世界主要的移民接收國裡，其制定移民政策的意圖與實際的移 

民政策之間都存在著巨大的鴻溝，在Cornelius、Hollifield及 

Martin (1994)的重要研究裡指出，在主要工業化國家中的國 

家移民政策(包括了法律、各種規定及實際執行的行動)與政 

策導致的實際結果之間的差距不但不小，而且有擴大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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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研究者注意到了控制移民的種種措施，其成效正在下滑， 

同時在被研究的九個國家裡，其移民官員對政策的成效，比起 

15年前更缺乏信心。

兩個極度不同的體制之間的矛盾----- 個是爲了資本流

通，另一個是爲了移民流動——帶出以過去的遊戲規則難以解 

決的問題。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簡稱EC）及 

各成員國政府都發現了一個事實，即各式各樣因應移民潮及其 

他流動人潮而設立的歧異體制共同存在時，是非常難以去協調 

處理的，然而現在是必須正視這個問題的時候了。美國基本上

XXI 還未體認到這個問題的存在，然而它確確實實是存在的。近期

爲了要加強取締毒品交易，同時控制移民入境而提議要檢査通 

過美墨邊界的卡車計畫，引發了來自美墨雙方與貿易相關的團 

體的諸多批評，他們認爲這項政策將對此地區的自由貿易帶來 

災難性的影響。此事正足以做爲不同體制之間引發張力的縮 

影。

歐洲的經驗確實告訴我們，如果能把握住國際遷移現象裡 

的幾項關鍵特性，將有助於我們找到更爲恰當的政策可能性， 

這也比美國認爲可行的政策更爲適切。如果我們瞭解國際遷移 

是受到條件的限制，具有模式可循，同時是有範圍的一個過 

程，那麼原本將它們視爲國家危機的心態將被調整爲視它們爲 

管理的對象——雖然困難，但仍是可以被管理的過程。姑且先 

不論世界貿易組織（WTO〉或國際貨幣基金（IMF）的金融援 

助、環境上的迫切問題以及軍事干預，歐洲與美國都必須研發 

出新的方式以處理複雜的過程，同時對過程及情況有更加多邊 

的理解。管理移民仍舊是個複雜且困難的事務，需要相當大幅 

度的創新之舉才能因應，但如今正是著手啓動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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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遷移的歷史長河
曾嫵芬

台大社會系教授兼系主任

Saskia Sassen : 一位撼動人心的政治經濟學者

有一次在社區大學教國際遷移，正式上課前，我詢問大家 

對新移民的看法，一位經營麵攤的學生，約五十多歲的男性， 

提了許多於新移民遷移動機的質疑。接下來兩小時的課，我 

主要以本書作者Saskia Sassen更早的著作77^ mobility of labor 

and 中的政治經濟學觀點來討論遷移爲什麼會發生。上 

完課，請同學寫下上課心得，那位麵攤老闆學生在紙上寫下 

了：「人爲夢想而遷移」的句子拿到我面前。

雖然Sassen研究國際遷移向來主張，遷移不只是個人的動 

機與行爲，是經濟過程與地緣政治將兩國的遷移管道打通在 

前，個人的遷移行爲在後，因此，這位麵攤老闆的「遷移乃爲 

夢想」論點，不盡符合Sassen要強調的立場。但是，這位麵攤 

老闆先前「反移民」態度的確有了改變，改變他的力量大多要 

歸功於Sassen從政治經濟學觀點出發，將當代的移民現象與千 

里以外一直在運轉的世界體系關聯起來的努力。

知識有時是透過拉長現象在時間與空間上的座標來改變我 

們的視野，再進而改變我們的觀點。我個人認爲，巨觀層次的 

政治經濟學比微觀個人層次的分析更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不 

過，由於政治經濟學的觀點往往過於抽象或宏遠，以致於不像 

個人層次的分析或故事那樣帶有直接撼動人心的力量，但是本 

書作者Saskia Sassen卻是一位異數。以前讀她的書時，雖然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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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必須想像有一個政治經濟的世界體系在左右與影響個人的遷 

移行爲，但是，我往往能夠找到穩固的踏腳石繼續跟著她的思 

路前進。

Saskia Sassen是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的教授，她的研究領 

域主要集中在全球化中人口遷移與都市發展的議題，以政治經 

濟學的分析見長。她在1988年出版的77ze Mobility of Labor and 

Ctzp/to/是國際遷移領域中的經典之作，該書從世界體系理論出 

發提出一系列的重要命題至今歷久不衰：勞工的跨國流動與生 

產國際化之間有密切的關聯；勞動力的遷移通常在一個相互關 

聯的經濟體系中進行，這相互關聯性在二次大戰之後最重要的 

是由國外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所連結。外資 

帶來了兩國間的文化連結與工資比較的機會，資本投資國成爲 

吸引資本吸收國的人前往的目的地。

《客人？外人？》是Sassen對遷移在歐洲的歷史研究，也 

是她學術研究中的一項重大努力。Sassen在這本書的序提到： 

「我知道，要能持續數年將精力投注在本書的研究與寫作上的 

唯-方法，就是讓自己像個抽絲剝繭的記者，揭露出歐洲其他 

遷移歷史，而它們如今大多身埋在幾近模糊不清的學術文獻和 

博學者的收藏。」研究這些被埋沒的文獻固然困難，要在一本 

小書中整理呈現「300年來歐洲一直是由移民所構成」的故事 

主軸更是艱鉅的任務。研究300年的歐洲遷移史，讓Sassen得 

以在這本書中提出對遷移的基本理解，其中最重要的看法是： 

國際遷移的流量通常在時間、區域和規模幾個面向有一定的限 

制；國際遷移不是隨機發生在窮國與富國之間，結構性的因素 

影響遷移發生的區域、移民數量、以及遷移潮期間的長短，在 

這些結構性因素中，地主國的移民政策與勞動力市場通常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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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的角色。

Sassen所提的這些基本理解和地主國社會一般性的看法截 

然不同：--、地主國社會通常有一種恐慌，憂慮這些移民從四 

面八方而來、無止無盡。二、地主國（尤其是政府）往往將自 

己視爲國際遷移過程中無辜的旁觀者，但事實上，在民族國家 

界線清楚的今天，若不是地主國的政策設計新的管道，移民往 

往不容易進入。因此，地主國政府在移民政策的制訂過程通常 

經驗一種分裂，一方面打開國界的門讓更多移民進入；一方面 

又表達擔憂移民的到來。這種分裂起因於地主國政府往往自認 

爲是遷移過程中的被動接納者甚至是受害者，當社會大眾對於 

移民有疑懼時（通常是經濟衰退的時候），它們就信誓旦旦地 

要嚴守邊界；但當社會大眾遺忘移民議題（通常是經濟景氣的 

時候），它們又開始擴充移民管道。以致於歐洲歷史中的遷移 

者，在當地人心目中，有時是受歡迎的客人（guests） '有時是 

誤闖的外人（aliens）。究竟政府、市場、媒體、以及大眾在何 

時、如何、以及爲何將遷移者視爲外人或客人，本身就是値得 

研究的問題。

新移民的台灣

讓我們回到台灣本身的移民課題。在1990年以前，台灣 

並無具體接納移民的制度設計，也一直沒有吸引顯著數目之外 

來人口的結構性因素，因此台灣社會也沒有機會想像有一天會 

有外國人加入成爲不折不扣的同胞=自1990年代開始，各種 

類型的國際移民逐漸成爲台灣一項重要的社會變遷來源。首先 

是1990年初開始外勞政策大量引入外國（東南亞）勞動力。 

1995年中，因爲婚姻而移民到台灣的東南亞與大陸籍女性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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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東南亞籍勞工與婚姻移民的移入使得台灣成爲亞洲內部 

遷移的一個主要目的地，當代台灣再度成爲眾多移民的目的 

地。但是這些移民與台灣社會的關係仍然處於相當不穩定的狀 

態，她/他們處於像George Simmel所說的陌生處境，與台灣 

社會既遠又近，空間距離很接近，但心理距離可能很遙遠。首 

先，外勞政策引進移工是以暫時性勞動力的方式，他Z她們和 

台灣社會的關係從這樣的起點直到今天都還是處於法定地位的 

暫時狀態；另一方面，因爲婚姻而移入台灣的新移民也遇到很 

多被接納的障礙，雖然這些絕大多數爲女性的外籍配偶比外籍 

勞工起碼在法律地位上更具備成爲台腾社會永久成員的資格 ， 

但是，也正因爲政府無法透過配額等像水龍頭開關一樣的機制 

來管制以這種資格移入台灣的人口流量，反而進一步引起台灣 

社會極大的焦慮與關切。政治人物發表各種對移民的言論，加 

上媒體大篇幅的報導，幾乎讓一般人也都可以認知到變遷中的 

台灣，新移民一定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就移民的台灣而言，我們可以說站在一個移民歷史的轉捩 

點上。我們亟需建立一個接納移民的傳統。雖然現在很多人提 

出台灣人口多來自外來移民，因此台灣是移民的下一代所組成 

的社會，做爲台灣的「接納」移民傳統。但是，台灣早期的移 

民雖來自島外，但都爲漢人，並建立了一個將原住民邊緣化的 

漢人移民優勢社會。面對台灣今天的新移民，這套漢人強勢的 

移民傳統並不適合成爲我們面對新移民的基礎，新移民來自多 

元國籍，有著不同的種族與族群文化背景。因此，我們要建立 

另一種新的移民傳統，那就是體認國家組成的成員更加國際化 

與多元化乃是必然的趨勢，我們社會對於不同國籍的遷移者成 

爲我們的一分子，要予以正面的回應與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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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傳統的建立需要對於一個國家的未來組成成員應該是 

誰的問題，提出看法，對於此一問題，大致有兩類型的回答： 

第-一種是主張一個國家的成員身分取決於共享的族群性與民族 

性，又稱族群國家；第二種主張國家成員是基於社群參與及對 

民主價値的共同看法，又稱公民國家。族群國家以維持種族同 

質性爲主要的價値，將來自外國的各種移民視爲構成對於國族 

統-一性與共同性的嚴重威脅。這些國家採取以血統做爲公民身 

分唯一的基礎，傾向相信基於血統而自動成爲公民的人們，比 

後來志願選擇成爲一國成員的人，可以組成更眞實、更可靠的 

同胞關係。在這樣的思維之下，那些出生即擁有公民權的人， 

比後來因爲婚姻、或者其他選擇而遷移到該國的人應該享有更 

穩固的公民地位，該國其他成員也會覺得與本地公民，相對於 

後來才抵達的移民，分享一種更強烈的國家歸屬感與忠誠度。

族群國家對移民通常不友善，它也往往帶給整個社會對於 

移民的負面觀感，移民以及其下一代在這樣的國家更容易被排 

斥，因爲族群身分乃無法由後天努力所取得，而是由先天（祖 

先）的身分所決定。

公民國家的原則強調國家的組成基礎在於由公民參與的民 

主政治社群，在其中，一個合格的公民乃是遵守做爲公民的權 

利與義務，尊重民主中平等與參與的價値，這樣的原則對於新 

增加的國家成員比較具包容性，因爲它不以任何不可改變的、 

先天的族群、文化的理由排斥新移民及其下-•代。Sassen在本 

書中想要理解誰會被設定爲「外來者」並被明顯地拒斥在融合 

的可能性之外時，她發現既使在採取族群國家定位的德國，族 

群文化原則並不是歸類「外來者」最明顯的判準。一方面，並 

不是所有的異族群者都會被排斥（高階的人經常被接受），再

xix



客人？外人？

者，往往不是文化、語言、族群差距最大的一群人被排斥（德 

東人是德西人最排斥的外來人之一），這揭穿了族群國家往往 

以族群之名行歧視之實的虛僞。

在全球化的今天選擇走族群國家的路，要付出相當多的代 

價。以族群國家爲定位的日本，當它需要移工時，爲了要控制 

不讓其他族群進入，選擇用海外日裔族群做爲移工的來源，並 

賦予高於其他外國人族群的權益，但又不想長期接納他們，於 

是在外國人群體中創造出各種族群階層，重重的人爲界線掩蓋 

了各種外國人一樣對日本社會經濟貢獻良多的事實。

這也是爲什麼Sassen對於移民政策有跨國化的主張，她認 

爲資本跨國化過程中，國家之間一直擔任協調者的角色，甚至 

可以催生跨國的經濟聯盟（像EU和NAFTA），國家之間也應 

該積極地協調出更合理的空間讓移民來來去去。Sassen主張應 

該向歐盟學習在區域經濟體的協商中，加入人口流動的自由 

化。特別是情況比較相似的NAFTA，在資本與商品自由化的 

同時，卻將低階勞動力流動的障礙調高，甚至大量投入警力， 

嚴守邊界造成更多非法偷渡者喪命，這是Sassen不贊成美國移 

民政策的主要重點。Sassen研究移民史，帶有強烈的使命感， 

那是因爲她希望移民能活在一個不會再因爲她們的來源或國界 

而受到不同待遇的世界。

我們可以從國際遷移史學到什麼？

讓我用歷史對於移民研究者的重要性這件事做爲這篇導言 

的結語。法國史學者Fernand Braudel在他討論15世紀到18世 

紀資本主義動力的書中，寫道：「記者、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 

在研究工作中的缺陷，是極其經常地忽視了歷史的範疇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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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許多歷史學家不也是這樣的嗎？他們所研究的歷史時期好 

像是一個自在的孤立的時期，自生自滅。」有人類就有遷移， 

因此如果只研究遷移的當代剖面，無法像Sassen那樣地指出遷 

移的模式與變遷，也就不能夠將當代的遷移放在一種相對的角 

度予以比較。

在本書中，Sassen發揮她一向一邊拋出問題、一邊提出關 

鍵線索的寫作風格，使得讀者得以透過這本書一窺過去三世紀 

以來，國際間與區域間的勞動遷移如何構築歐洲都市化和工業 

化的歷史。這樣複雜的故事，被Sassen—層一層的剝開，讀者 

竟也不太費力地跟著Sassen跨越300年，南來北往在歐洲各地 

穿梭。令人吃驚的是，Sassen最後抵達的時空終點站是當代的 

歐洲與美國移民政策的比較與出路。儘管她在英文版序中說， 

她寫遷移在歐洲的歷史，意在給予她最熟悉的歐洲與美國移民 

政策一些建議，但是，讀者-路讀來不免心中疑惑，Sassen能 

夠穿越歷史的長河抵達當代現實的岸邊嗎？讀完這本書的時 

候，對於歐洲遷移史與當代歐洲及美國移民政策的關聯性，清 

楚呈現。佩服之餘，更應效法Sassen的企圖，從對遷移的歷史 

閱讀，思索個人所處之社會所面對的移民問題與出路。

-XXI -



目錄
序 i

英文版序 v
導讀：遷移的歷史長河曾嫵芬 XV

第一章導言 1

第二章1800年 9

在早期勞動潮與難民潮中的國家 12

在世紀之交的經濟脈絡 17

性別與勞動遷移 25

拿破崙時代的主要勞動遷移體系 27

北海體系：這群「去荷蘭的人」 31

結論 38

第三章1848年之後 41

流亡者（exile）與難民 44

經濟成長的多重意義 48

勞動遷移以及歐洲的建立 51

延續與改變：往葡萄園去的季節性遷移 57

第四章阈族與遷移：德阈、法國、義大利 63

德國：短期遷移的典型國家 65

法國：愈多愈好，並且讓他們都變成法國人 78
義大利：他們在農田與礦坑裡工作，

也爲歐洲其他國家修築鐵路 85



結論 91

第五章國家與外國人 93

猶太人的西遷 96

巴爾幹諸國與種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

的早期版本 99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其餘波盪漾 101

邁向第二次世界大戰 111

結論 118

第六章模式、權利、管控 119

移入 122

非法移民 126

尋求庇護者及難民 129

新的遷移模式 133

嶄新的以及重新恢復的東西向遷移 134

成爲接收地區的中歐 138

移民的政治權利 143

移入議題與來回移動的自由 152

第七章今曰的移民政策該如何制定 161

勞動遷移是鑲嵌在特定脈絡的過程 162

遷移的地緣政治 166

跨越國家的管制 170

從外籍工人成爲定居者 174

移民政策的跨國化(transnationalizing) 181



結論 188

附錄 191

參考書目 201

索引 232



Ayr ^ZL
第一旱

導言

今時的移民常以具威脅性的外來者的形象出現，離開原居 1

地而向較富裕的社會叩門，或是撞進、偷偷潛進門內。移民之 

接收國的反應顯示他們自以爲接收國並未參與整個移民的過 

程；但事實上，他們確實參與了。國際遷移是受到許多經濟或 

地緣政治的過程交錯影響下的產物，而在這些過程裡也將許多 

相關的國家連結在一起；國際遷移不僅是追求較佳機會的個人 

的加總結果，欲理解移民問題，我們也必須去探索在移民的過 

程裡，包括政府、經濟行動者、媒體，以及高度開發國家的整 

體人民，是如、爲何、何時參與此移民的過程。

難民潮同樣也是眾多過程交錯下的結果，而在20世紀大 

多數的時候，我們也都看出，難民是一群心不甘、情不願地離 

開本國的人，他們完全是迫於自身無法控制的大環境使然，而 

非企求在富裕國家裡擁有更好的機會。國與國之間的政策或協 

議，皆視難民潮爲其他行動者採取行動下的後果——尤其是國 

家的行動。這樣的認識已經被仔細探察，甚至是被攻擊的。相 

同的普遍流行的意像，也在有關國際遷移的瞭解上，逐漸獲得 

優勢：如今，難民也常被視爲是企求在富裕國家裡擁有更好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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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個人。

關於移民或難民，不論是國際法、政府的政策走向，或是 

曰常生活的論述，都未觸及到產生移民或難民的政治和經濟情

2 勢。例如，移民或難民潮如果眞的只是一群企求在富裕國家 

裡，擁有更好機會的個人，那麼，在這個世界上許多遽增人口 

與貧窮的地方，早已創造出數目十分可觀的窮人入侵高度開發 

國家，而且這將是一群毫無區別，都是從悲慘處境湧向富裕的 

人潮。但是，事實絕非如此。遷移本身是高度選擇性的過程； 

只有特定的人們會離開，同時他們前往目的地的路徑是高度結 

構化的，而非盲目地湧向任何他們所能進入的富裕國家。遷移 

之所以具有如此高度結構化的形式，乃是跟移出國與移入國之 

間的互動及相互關係有關。

一旦政策制定者和一般大眾誤認遷移只是因爲落後國家的 

貧窮或迫害，在政策制定的選擇上將沒有太多的空間。對於大 

規模入侵的合理回應似乎就是關閉所有的邊界。在此選擇下， 

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最極端的表現方式，恐怕就是恐外症 

(xenophobia)及種族主義；這種對移民和難民「關起門來」 

的較溫和的版本，在所有高度開發的國家中屢屢可見。

在本書中，我希望先藉由對「這些移動的人們爲何存在」 

做一較廣泛的詮釋，以便我們在處理移民或難民問題時，有更 

多、更廣的選擇。欲達此目的，意味著我們要檢視歐洲本身， 

看看它自己的移民與逃難的歷史，因爲今日這些在遷移潮 

(migration flow)的體系中積極參與的富裕國家，乃是在不斷 

演進的歐洲脈絡裡才發展出來的=

尤其，透過我針對過去200年來歐洲的遷移與難民的歷史 

做一探索，或許可讓我們得到一個免除「大規模入侵」之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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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詮釋。首先，我將揭示不論是過去或是今日，各式各樣的遷 

移在時間與地理的面向上都是有模式可尋，並被時空所限制 

的。其次，我將闡述這些遷移，是如何超越那些僅停留在迫 

害、貧窮和人口過剩的冷酷事實上。當然，我們不能，也不會 

否認這些力量所起的作用；但必須說的是，這些冷酷的驅動力 

只是原始元素，還需要在更廣大的政治和經濟結構中互相結合 

或加工後才能使人們產生行動。當迫害、貧窮及人口過剩不再 

被視爲是對遷移潮充分的解釋時，那些基於入侵的想像或隱喻 

也將不再能滿足我們；同時，關於移民的政策制定也將更具開 3
創性，因爲它所處理的將是一個界限明確的事件、被形塑的經 

驗以及可被操控的過程。

要瞭解遷移者在歐洲發展過程中的地位，我們必須回到現 

代工業化發軔之初，尤其是轉變爲以工廠生產爲主的形態，以 

及鐵路發展的那個時點。從18世紀末到19世紀末的經濟轉 

變，與當時國家處理宗教和政治難民的方式相互補充。在現代 

化道路上產生的轉變，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在不同的時間 

裡，以不同的速率進行著，但一般而言，這些轉變是發生在鮮 

少有邊界管制，並且政府缺乏科層體制及技術，因而無能力控 

管的時代裡。遷移所發生的模式由於夠複雜，因此可以對流動 

的規模大小及持續與否加以設限，並決定此流動的地理位置。

我將探索這些形塑此流動的力量，是否會左右欲遷移人們的意 

願，並限制有意遷移者的數目。並且，我將進一步分析，遷移 

的這種系統性條件(system conditioning) »是否以及如何以近 

乎於準平衡式機制的方式產生影響。

我們知道，在整個殖民擴張時期裡，因著高度的成長，因 

此需要動員外來勞動力的供給。上述對外來勞動力的依賴有幾

-3-



客人？外人？

種形式：在礦區或大型種植園裡工作的龐大強制勞動運動，其 

中最極端的形式就是奴隸制度；但也有數以百萬計的契約勞工 

(indentured workers)，從印度半島乘船到加勒比海地區的人， 

或是前往北美洲的歐洲白人契約奴隸，以及強加在南非原住民 

身上的強制勞動體系，像是米塔制(mita) 1或委託監護制 

(encomienda) 2。因爲當時尙未得知有其他的來源，因此委內 

瑞拉即被攻打，以獲取勞動力來供給西印度群島的大規模種植 

業。上述這些熟悉的描述，咸認是美洲、亞洲、非洲經濟史裡 

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在這個脈絡下，日本也是相當値得注意的 

例子，它是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間經歷大規模成長的同 

時，唯一沒有以進口勞動力來配搭的高度開發國家，但最近曰 

本已求助於移工(immigrant worker)，以解決一些產業的需 

求，包括農業、漁業、製造業，以及預期將因老一輩日本人即 

將退休而大量出缺的低工資服務業。

4 然而，歐洲的情況又是如何呢？關於歐洲與遷移間最具支

配性的想像，就是數以百萬計的人正離開這塊大陸。在過去二 

個世紀以來，在歐洲境內的勞動力遷移究竟占多重要的地位， 

而又是如何構成遷移圖像裡的一部分？西歐國家們已根深蒂固 

地堅信他們並非移民進入的國家(immigration countries)的信 

念，因爲遷入歐洲的移民基本上要到1960年代才開始，並且 

這罕見的統計數字之所以會在當時浮現，是因爲戰爭造成的大 

規模摧毀以及重建的需要。我試圖要呈現出歷史的事實與這個

L _是一槌政府有權力藉由支付當地公民金錢，而強制他們執行政府認爲 

有必嬰的工作，這常是殖民者藉以獲取原本沒有勞動報酬觀念的原住 

民之勞動力的體制。

2.在此制度下，殖民者認定當地原住民必須向「土地擁有者」，也就是 

殖民政府繳交部分田地產出爲貢賦，或是必須爲殖民者執行勞務，

-4-



第•章導言

信念的差異有多大。

雖然我的資料大多是充滿數字與地理名詞，但在講述這個 

另類版本的歷史時，卻不能不考慮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情況 

裡，遷移者的政治與文化的表徵。今天有些人常常宣稱，當代 

移民所產生種種問題之一，就在於種族、文化與宗教的距離一 

一可以想見這些因素，都將創造出同化移民上的障礙。因此我 

要問，當移民具有相同的種族，或者廣泛地說，共享西歐文化 

時，是否種族主義或反移民情結就較不會發生？

在探索邊界（borders:）的意義過程中，這些議題的意義將 

逐漸被凸顯出來。今天我們看見了有些力量爲要創造無邊界的 

經濟空間而集結起來，有些力量則是爲了排除移民與難民，而 

重新調整邊界的控制。今天爲了阻止移民的努力，都是基於這 

樣的脈絡下，即預設了他們對我獨特的意義，就是當前於資 

本、貨物、資訊及文化的流動上跨國化的傾向，高度開發國家 

中的政府與經濟行動者，想盡辦法要在上述流動的過程中，逐 

漸減少國界的角色以創造跨國的空間，但已開發國家當前的移 

民政策卻與其他國際體系下的主要政策架構，以及全球經濟整 

合的逐步達成反其道而行。

歐洲共同體以及其下會員國的政府已經發現，這些意見分 

歧的政權並存於一架構下，在政策的處理上是十分困難的。的 

確，所有高度開發國家在過去10年間，已接收了在數字上快 

速成長的移民，不論是合法或非法的；沒有國家認爲它們的移 

民政策奏效，這些國家正向外來的投資與貿易敞開他們的經濟 

體，去除他們在金融市場上管制。一個新經濟制度的出現，劇 

烈地削減政府以及國界在控制國際交易上所扮演的角色，然而 

這些國家的移民政策架構，卻仍然把焦點擺在民族國家及國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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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過時的概念上。當討論到經濟交易時，移民政策必須顧及 

到經濟快速國際化、國家政府相對應的轉型、對邊界的重新定 

義等事實。

而類似的兩難也在難民議題上逐漸成形。始於第一次世界 

大戰，西歐國家已發展出一套技術與官僚系統，能控制他們的 

邊界，並越來越能夠管制發生在領土境內的活動與事件。建構 

起這個過程的一項重要的元素，就是國際組織(interstate 

system)的強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不久，所簽訂的日內瓦 

公約裡對難民的定義是非常狹義，同時是國際組織運作下的產 

物，基本上只有自共產鐵幕裡逃出的才叫做難民，而國家也參 

與在這個對難民界定與管制的過程裡。這個定義在往後維持了 

50年，這50年是國際組織世代來臨的時期。

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20年及之後的10年間，歐洲充斥 

著數百萬的難民，開啓了現代大規模難民的時代，另一頁的歐 

洲歷史，而在隨後的1930年代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 

歐洲又見到數百萬的難民，我將探索是何種機制，讓歐洲國家 

得以在分歧的處境裡協商，這處境可以從一些表徵看出，如狹 

義的「難民」定義、廣大可以及不能被分類的難民的現實、對 

於難民處置上國家的絕對主權，以及國際組織所導致的嚴格管 

制等情況。

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終結，國際組織開始在現代難民的 

定義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在近10年來，一個新的定義逐漸 

浮現，這有部分是因爲在日漸走向全球化的世界裡，國際組織 

的角色必須轉變，部分因爲冷戰的終結導致對「難民」的正式 

定義有所轉變的必要，部分則因爲今天在亞洲與非洲正上演的 

大規模難民轉變的戲碼。在西歐國家的框架裡，最終將因著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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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曰益普及的信念，即認爲難民們實際上是僞裝成政治受害者 

的經濟移民，而將「誰是難民？」這個問題給複雜化。誰是難 

民？那些來自戰禍頻仍或普遍壓迫地區的人們，被經濟上的絕 

望所驅動，像是在188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間離開東歐或俄 6

羅斯250萬猶太人，他們算是「合法」難民嗎？如此廣泛的定 

義會對難民的地位造成傷害嗎？在西歐這個標榜著日益跨國化 

的新政治與經濟體中，國家對難民定義這樣的控制是合理的 

嗎？

關於移民與難民的這些問題，以及他們所引起在政策上的 

兩難問題，形成了這本書的架構。去地域、失根、遷移的人們 

在歐洲歷史上，似乎居於一個模糊的灰色地帶，他們住在不屬 

於他們的地方的陰暗角落。但是，我稱呼移民及難民爲「今曰 

的定居者」(today's settler)，以便指出老舊的歸屬概念並不適 

用於當前的事實。遷移是安頓及定居在一個世界上的動作，在 

這個世界裡，起點與終點的區分不再等同於對他者的區分，在 

這個世界裡，國界不再將人類的存在狀況(human reality)區 

分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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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 年

隨著拿破崙戰爭的展開，刀劍與槍炮構築了這個新時代的 7
主要圖像，除了戰爭之外，數十萬的男人、女人與小孩以不同 

的方式在過活。法國山地上的人民下到地中海平原，利用幾星 

期的時間來收成穀物及葡萄，這種每年都有的季節性遷移持續 

了整個19世紀。來自西發利亞(Westphalia)的農民，即所謂 

的去荷蘭的人(Hollandganger)，每年有三個月的時間，會遷 

移到北海地區以挖掘沼澤裡的泥炭、砍伐乾草。整個歐洲的農 

戶也會以年度契約的形式，把家中的兒子與女兒送到不同的主 

人家中，幫忙農地或家務的勞動。但直到晩近爲止，這些人都 

如沃爾夫(Enc Wolf)設計的巧妙詞彙所稱呼那樣，是「沒有 

歷史」的人。

然而，戰爭與宗教迫害形塑了拿破崙世代對遷移的理解，

而在我們對歐洲歷史的瞭解裡，因爲戰爭與宗教不寬容產生的 

遷移，確實遠較勞動力的遷移要來的印象深刻。當談到17和 

18世紀的人口移動狀況時，不論是發生在1685年之後，爲數 

50萬的胡格諾派教徒自法國被驅離而遷移，或是在1732年從 

薩爾斯堡(Salzburg)被驅逐的路德派信徒，都是常被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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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家記憶猶新的舊帝國政權間的戰爭，如鄂圖曼'奧國' 

俄國，也導致了東南歐與小亞細亞地區的大規模的人口劇變。 

現代的學術著作也讓這樣的記憶更加精確，我們已經知道發生

8 在鄂圖曼帝國境內，爲西歐或中歐強權所支持，藉此欲削弱鄂

圖曼勢力的民族主義或族群運動，也造成了人口迅速的轉變。 

被統治的少數族裔團體常被鼓勵遷出：普魯士想要逐出居住在 

自前波蘭奪得的土地上的波蘭族裔，奧國則鼓勵克羅埃西亞人 

遷移出去。

但是，雖然戰爭與宗教迫害是導致人口移動的主要因素， 

拿破崙軍隊本身的計畫者卻知道他們也必須考慮勞動遷移。在 

18世紀晚期的這段時間裡，爲求工作而進行的暫時性遷移也在 

歐洲各地持續進行，構築成一群動態同時也是可移動的身體。 

欲將戰事擴展開的法國軍隊，+分在意召募軍人的問題，因此 

針對暫時性勞動遷移舉行了第一次的官方調査，這次自1808 

到1813年間進行的拿破崙調查(Napoleonic Inquiry)試圖建立 

帝國內的人力資源的資料，而這個帝國在當時包含了今天的法 

國、比利時、盧森堡、荷蘭與大部分的德國西部，以及一部分 

的義大利與瑞士。今日，這則調査成爲主要的資料來源，爲那 

個時期的季節性遷移提供了巨細靡遺的資訊，同時也是經濟史 

中一份諷刺的文件；很多遷移的路徑後來因爲帝國發起的戰 

爭，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動亂，而停滯中斷。

在拿破崙戰爭開始的當時，有幾條主要的勞動遷移路徑， 

將工人們帶到北海地區、地中海平原、巴黎、馬德里以及倫 

敦，這些路徑是從中世紀結束後開始發展的暫時性鄉村遷移所 

逐步演進而來，在前工業的歐洲裡，所有的都市地區都有著遷 

移者：不論是貧困或富有的遷移者都聚集在或大或小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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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今日對當時最可靠、確切的歷史知識，是來自於對住在城 

市中公民(burgher)的記錄，例如德國在18世紀的這種記錄 

告訴我們，約有居住在貿易城鎭的半數城市公民都是遷移者，

但許多較不富有的城市居民並未進行登錄，因此讓我們難以確 

知到底這些遷移者在前工業歐洲城市裡占有多大的比例；而拿 

破崙調査使我們能知道更多在鄉村裡的平民百姓的情況，帝國 

在對他們控制與瞭解要較對城市的居民成功的多。

今天我們已經能確知，不論在舊體制下的城市內或是城市 

外，都存在著頻繁的移動。在當時城市內的死亡數目勝於出生 9
的情況下，遷移者是使這些城市裡的人口規模保持穩定，甚至 

是提升的重要因素(de Vries, 1984)。在鐵路開始出現的200年 

前，暫時性遷移者也是在歐洲境內四處巡迴，Poussou(1988)
的研究顯示，在這個時期的生命模式，並不像一般想像的，是 

定居於一地不動的。像是Clark ( 1979)的發現，就說明了在 

1660到1730年間的英格蘭南部中，移動是常態。事實上，從 

Chatelain ( 1976)的觀點來說，遷移者比起商品貨物還要更有 

效率地在各地巡迴。

如果這些遷移的人對拿破崙的調查人員有意義，認爲是潛 

在的軍事資源，那他們對現代歷史學家的意義，則在於瞭解滑 

鐵盧(Waterloo)之後的政治經濟情勢。做爲一位重建19世紀 

勞動的歷史的先驅，Chaterlain寫到1920年代與1930年代時指 

出，暫時性的勞動遷移雖然被歷史學家忽視，但卻不是經濟體 

系裡的邊緣機制：他們就像鄉村工業(rural industry) 一樣，

都很重要地形塑了 19世紀的經濟與社會生活。今天我們或許 

有可能罹患一種新形態的歷史健忘症，只因爲這些暫時性遷移 

在20世紀的進程裡變得不起眼。關於19世紀的歐洲勞動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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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如今記載下來的歷史所強調的是發生在那個世紀的其他類 

型遷移，如較永久性地往城市移動，以及在19世紀後半葉發 

生的大規模的遷往海外的遷移。

這一章試圖要在工人們暫時性的移動，以及直到19世紀 

中葉爲止較永久性的遷移之間，描繪出一幅平衡的圖像，並將 

焦點放在拿破崙的調査人員想要繪製出的世界，以及不斷改變 

這描繪的地理、經濟、社會的力量。本章的最後，將以拿破崙 

的硏究員們所繪製出來的其中一個遷移系統的細緻圖像做結 

論，這也是由當代學者Jan Lucassen(1987)所重建而成的： 

阿姆斯特丹繁榮的經濟操控著，每年由西發利亞到北海地區的 

農民季節性遷移。如果這段歷史中絕大部分都鮮少爲人關注， 

如果它許多特徵已經消逝，但是它的結構仍對我們在瞭解當前 

歐洲的遷移有莫大的助益，因爲當前經歷過第二世界大戰後的 

情況，與當時經歷過拿破崙的征服與挫敗後的歐洲十分雷同。

在早期勞動潮與難民潮中的國家

在19世紀之前，歐洲已經歷過許多與工作相關的不同類 

10 型的遷移，始於中世紀的手工業工匠之遷移，或許最爲人所 

知，在爲期最高達10年的學徒生涯後，師傅會把學生派至能 

增進他訓練的更大中心，或只是派他到另一個中心來實踐他的 

技術。這些由行會(guild)所管制的遷移，最終促使手工業工 

匠，以及在不同地點間工作的新興工程業裡的特定成員，更普 

遍的遷移。法蘭西之旅(Tour de France)以及結伴式遷移 

(Gesellenwanderung)就是這些類型遷移的代表。在歐洲各地 

都有對技術工人的召募：義大利的鑿石工與砌磚工在歐洲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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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需求；德國的傢倶師也被召募到法國去；瑞士的酪農工人 

也被召募到德國。

長距離的季節性遷移體系在17世紀歐洲大部分繁榮的地 

區裡，是另一種常見的遷移模式(Hart，1974; Lucassen,

1987)。當一些遷移者待在他們的終點站，並開始籌組家庭，

與更多自他原生社群向外遷移的人們構成連帶時，這些循環不 

斷的遷移體系最終就演變爲連鎖遷移(chain migration)的元 

素。

這樣的遷移最令今天的我們感到大相逕庭之處，就在於整 

體而言，當時接納的社群是很歡迎這些遷移者的。四處遊歷的 

旅者帶著少見的高超技術前往遙遠的地方；會停留在一個新地 

方的季節性遷移者，也讓歐洲境內飽受疾病摧殘使其人口驟減 

的繁榮地區，居住人口得以增加。

阿姆斯特丹就是個因遷移而爲經濟帶來正面效果的好例 

子。做爲17世紀商業與金融的核心，這個城市受益於富有與 

貧窮的移民甚多：從1600到1650年，阿姆斯特丹的居民從六 

萬人成長到17.5萬人。可以肯定的是，這些成長當中有些是從 

施行宗教迫害與不寬容政策的法國逃出的難民，或是從實行不 

寬容政策的西班牙或西班牙掌控的安特衛普(Antwerpen)逃 

離的富商。但是阿姆斯特丹的經濟以及社會生活，漸趨大量地 

仰賴外來的工人，將近60%的當地水手及船員都是外國人，其 

中大部分來自德國及挪威(Hart, 1974)。1700年時，每年約有 

1.5萬名的德國工人前往阿姆斯特丹，在1730年，每年也有介 

於1.5萬到二萬名的德國人遷移到荷蘭；在這個世紀結束時，

也就是在法國大革命所引發的一系列戰爭之前，這個遷移的數 

字可能高達三萬名(Lucassen, 1987)。這些在德國被稱做去荷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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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的人的外來工人，構成了這個關於季節性遷移的龐大體系裡 

的--部分，他們集中製磚、商販、街頭叫賣、修築運河、碼頭 

搬運或是農業等行業。

經濟移民與宗教難民在舊體制下的歐洲是互相重疊的兩群 

人，而在這當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國家是如何介入到遷移的過程 

裡。在16與17世紀的新教及天主教的宗教改革期間或之後， 

我們看到丫大量難民的產生，都是因著在歐洲發生的宗教迫害 

與宗教戰爭所導致的結果。1在這二個世紀間，歐洲有超過 

100萬的難民，但這個數字在18世紀有了顯著的下降。在國族 

建構過程裡，希望創造出一個在政治與文化上較爲同質的國 

家，而在經歷這過程的時代與地區中，宗教都成了宣誓效忠的 

關鍵標誌。一個團體裡有著另一個勢力龐大的宗教認同被視爲 

是不可取的，因爲這將有礙其內部的忠誠，威脅政治的權威： 

西班牙的猶太人、法國與西屬尼德蘭的新教徒、宗教改革年代 

裡中歐的一些公國及邦國的新教徒或天主教徒。宗教難民的分 

布是十分廣闊的：在17世紀起自鄂圖曼統治下逃至匈牙利的 

塞爾維亞人；在1688年之後跟隨著他們統治者四處流亡的英 

格蘭、愛爾蘭與蘇格蘭的天主教徒；在18世紀離開斯堪地那 

維亞與中歐的各種新教教派。

宗教戰爭摧毀了經濟的成果，但同時也進一步促成了受經 

濟吸引而產生的遷徙。像阿姆斯特丹這樣一個宗教寬容的城 

市，吸引了這些宗教難民前來，日後也獲得了相對應的收成。

1.納太人第一次被驅逐出伊比利半岛是發生在1492年，在法國也發生 

了宗教戰f (1562-1593 ):尼德蘭地區(Netherlands)反叛西班牙 

足發生在1562到1593诈間：而戰火遍布大部分德國的30年戰爭則發 

生在1615到1648年問：英國也曾丫I'過宗教衝突，最終並演键爲 

1642到1660年的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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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遷移者與宗教難民的路徑恰好在此交會。身爲接受一方的 

舊體制對遷移者與難民的流入，並未像後來20世紀那樣採取 

限制的政策。首先，重商主義下的政策認爲人們的遷入是一件 

有正面助益的好事，並附帶有許多資源。同時，遷入對當時人 

口飽受高死亡率、短暫的預期壽命、飢荒和連綿的戰事而遽減 

的歐洲而言也具補償效果，而歐洲人口一直到19世紀中葉之 

前，都不曾顯著地向上成長。在許多地區，從周圍腹地及「本 

國之外的地區」吸引人口以形構爲城市的過程中，都有一個明 

確的政府政策：只要遷入者擁有財富的數量與當地市民相仿，

即授與他市民該享有的權利。

在17和18世紀中，許多政策的確都積極地尋覓有才幹與 12

資源的人，這些人因著各種原因而被迫或不得不離開他們的國 

家。2當法國撤銷南特詔約而將境內的新教徒驅離時，普魯士 

國王腓特烈威廉還邀請這些新教徒來定居，日後普魯士的政令 

一直持續這個政策。彼得大帝與凱瑟琳女皇也試圖吸引移民，

最後使得上千萬的人先到南俄羅斯，以及稍晚至西伯利亞定 

居。在「新俄羅斯」中，從1763年開始推行低價購地以及對 

移民各種優惠的政策，以鼓勵外來人士在此定居。在凱瑟琳二 

世的執政期間，有爲數可觀的德國人在此定居，稍後將證明德

2.這樣的例子在更平之前就發少過、在1511年內班牙政府強制從那不 

勒斯J‘:國驅逐猶太人後一一岱時是在波旁(Bourbon)的統治卜'一一 

--些城市耍求國王能讓猶太人阿來，他們官稱假使沒有猶太人的勞務 

付出，他們將無法繳稅給國王。Sennett (1994)描寫到因爲猶太人 

的金融事務對威尼斯經濟典好的運作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在威尼斯的 

猶太居件區內，猶太人的地位及安全都受到保障。因爲猶太人是整個 

歐洲網絡®的--部分，我們知道像是威尼斯的猶太人就與法蘭克福的 

猶人人存迚繫，他們勋員資本的能力，是常地極少數的經營者有辦法 

相比擬的。

-15 -



客人？外人？

國人難以融入時，又換成許多斯拉夫人在此定居。

這個過程的另外一個面向是，許多政府在17與18世紀

中，對於境內移出的遷移設置了許多限制。Colbert （譯註： 

Jean Baptiste Colbert, 1619-1683，法國政治家，路易 14時期的 

財政大臣，實施重商主義政策，積極建立法國經濟霸權）就明 

令法國居民的遷出是不合法的，甚至將非法離開的人們處以死 

刑。遷出在斯堪地那維亞也是非法的，而在英國則是特定擁有 

技術的工人不得離境。英國的鐵匠與紡織機製造匠是禁止離境 

的，因爲他們可能會在離開時同時帶走商業機密，就像是 

Samuel Slater—樣；他背記下了 Arkwright （譯註：Sir Richard 

Arkwright, 1732-1792，是英國水力纺紗機發明者）建造的步驟 

方法，並將羅德島打造爲新興的棉織工業中心，與他所拋棄的 

祖國的紡織工業打對台。更廣泛地說，在那個時代裡，戰爭勝 

敗取決於人口的密集與否，加上低人口成長率、短暫的預期壽 

命，政府們都竭力要緊守他們境內的人口。勞力短缺是當時歐 

洲，從北海體系到地中海平原都普遍存在的問題，國家對遷出 

人口的政策一方面受限於勞力短缺，另一方面也想藉由驅逐那 

些異議分子與偏離者，來建立國內一致同質的想法所影響。

從一個國家對遷移採取特定立場，也可以部分反映出它在 

世界體系中的財富有多少（Zolberg，1978; Hansen, 1961; 

Plender, 1972; Thomas, 1973）。在 1800年代的早期，開發度最 

髙的英國自覺實力夠強，可以放鬆反遷出的立場並開始採取較 

放任的政策，雖然英國並未立即撤除阻止遷出的障礙，但至少 

有三項因素有助於減少障礙：從1811年的人口普査中，其人 

口成長達15% ;持續不斷的內部遷移補足了做爲工業重鎭的新

13 興城市的勞力需求；有一派政治經濟學家認爲遷出與定居於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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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有助於開創英國商品的國外市場，而他們的影響力日漸增 

加。其他的歐洲國家像是法國、德意志的一些邦國以及俄羅 

斯，因爲他們的經濟並未如此活絡，因而到19世紀時仍維持 

他們強硬的反遷出政策。例如，法國有很充分的理由去反對遷 

出。在拿破崙時代，法國的工業化以及勞動市場的普遍化並不 

像在西歐其他地方發展得那樣完全，單依賴農業維生的情況仍 

十分普遍；農地規模小，並由個別的家庭所管理；一個兒子的 

遷出就會導致這塊農地耕作上的危機。除此之外，法國的人口 

成長也很緩慢，遲滯地新生人口也被軍隊需索無度的需求所徵 

召，以維持殖民帝國的運作，而這帝國也不像英國的邵樣，無 

法以貿易來繁榮母國。因此，法國內部的經濟結構以及它在世 

界經濟中的位置，決定了它與英國截然不同的利益所在。

可以確定的是，即使在被英國所控制、整合良好的北大西 

洋地區，對人員以及貨物的移動限制比純粹自由放任觀點所告 

訴我們的，更加普遍、有效率（MacDonagh，1961）。國家透過 

管制有差別的交通費用，試圖來控制遷出。但是藉由這兩個國 

家間的比較以及阿姆斯特丹的歷史，都告訴我們一個普遍存在 

於舊體制下政治經濟體的簡單眞理：對於貧困的國家而言，遷 

出的威脅遠大於移入，然而對所有國家來說，有人民移入都是 

他們的福氣。

在世紀之交的經濟脈絡

從1792到1815年之間，歐洲因爲戰爭而遭受大規模的破 

壞，一個現代經濟秩序也在承平後的歐洲乍現。雖然這個秩序 

是在不斷發生的飢荒以及普遍貧窮的陰影之下茁生，但這些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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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本身在結構上十分不同於戰爭或瘟疫這種毀滅性的重傷，後 

者曾大大破壞早期的現代歐洲，並讓整個歐洲人口處於可能突 

遭重創的威脅中。從18世紀的後半葉起，歐洲經歷了分布不 

均但卻穩定的經濟與人口成長。歐洲的人口從1700年的8，100

14 萬成長到1800年的12,300萬人；這樣的成長大多發生在1740 
年之後，3並且是配合著各種類型同時成長的脈絡，像有更多 

人參與廣泛分布的勞動遷移，成爲歐洲社會及經濟歷史中一個 

不可或缺的部分。戰爭與瘟疫並未促成勞動遷移(雖然飢荒一 

定程度上可能促進遷移，就像我們可以明顯在19世紀中葉的 

愛爾蘭，以及1880年代的德國看到的那樣)。在財富橫流之 

地，如今歐洲人必須意識到，貧困與富裕在結構上似乎是不可 

分割的統一體；遷移讓這個統一體的兩面都顯露無遺。

拿破崙的調查人員，雖然他們沒有精確計算人數的方法， 

且是出於一時奇想，但今日的我們相較於此仍沒有更好的條件 

來理解這場「鉅變」的樣貌。在這個時期並沒有普遍的人口調 

査，居住人口登記的品質也參差不齊；最終，過去所遺留給我 

們的，只有不盡完美的統計數字。針對早期工業以及城鄉之間

3.德的人口在1680到1820年間成良了51% :法阈足39% :两班牙是 

64% :義大利定53% :英阈則是 133% (Guttman, 1988; Wrigley, 1983; 
Anderson, 1988)。這時期出牛.時的預期壽命也顯著地提升了，在英格 

蘭佔計從36歲上升到41歲；/£瑞典則從38歲上升到46歲：在丹麥從 

35歲k升到44歲：在法阈從29歲上升到41歲。而迪兒存活率也反映 

期漭命延長的嶄新怙勢，因此在英國1740年代前期出生的所有

男孩中有將近四分之-活不到一歲，而有一半活不到約28歲：在 

1830年代前期則只有6%的男孩在嬰兒期就死亡，而有•-半可以活到 

44歲。在法國1830年代的人也達到類似的水準：這象徽著一個卜分 

顯著的進步，因爲/J•: 1750年代出生的男孩裡有一半活不到九歲 

(Anderson, 1988: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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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連結之發展的學術研究，常常只能提供瞭解勞動遷移的間 

接資訊(Tilly, 1983)。社會情況也讓統計上的偏差更加嚴重'

例如鄉下的佣人並未擁有土地，經常必須受僱在爲期一年的契 

約之下，並且據估計其中有三分之二是每年不斷更換工作的，

因此這類的佣人是如何遷移便很難去追溯(Kussmaul, 1981;

Todd, 1975)。相對於此，我們必須仰賴他們那時身處的特定地 

點與區域的詳綑歷史記錄。

從這個來源，我們確實能知道人口成長以及資金進入鄉村 

經濟，是有助於小地主的無產階級化(proletarianization) ° 4人 

口成長也意味著一塊土地必須再去切割，但常常這些土地已經 

小到無以維持擁有者的生計。稅制的引進加上各種來自國家或 

封建領主要求以現金支付的額項，爲小地主製造極大的壓力，

使他們寧願去工作以換取工資。遷移是唯一能換取現金支付眾 

多稅項的方法，但是受薪工作的快速成長，並未使愈來愈多的 

個人與家戶的經濟停止下滑。很多工作的薪資都很低，這也爲 

歐洲創造了一個全新的赤貧階級。在這個世紀裡，我們看到幾 

種遷移快速地擴張：以往的地主太過貧窮，以至無力再待在村 

子裡，也無法維持~•個家庭及養育孩子，因此棄嬰的數目也持 15
續成長，在這裡意義上，遷移者於是被視爲是流浪漢。

4.例如在Blaschke (1967)什訴我們，從1550到1750年裡，薩克森 

(Saxony)將近半數人［I都成爲無產階級，這包括在城市與鄕村◊在 

Wigston Magna的Leicestershire付中，在I765年時仍有40%的上地爲 

農说所擁有，但到183［牢II:，農民已經消失，都被迫出賣或出祖自 

的土地。Soboul ( 1970)估計在1790什:的法國裡，有40%的鄕村

人I ］巳成爲半無產階級或無產階級了 類似的過杩也在城市裡發生 

(Lis and Soly, 1979 ):例如在史特拉斯堡，受薪勞動者的比例從 

1699年的21% 卜.开到 1784牢的45% (Moch,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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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股歐洲的赤貧現象透過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政治體系 

裡展現。在英國，地主可以自由地將農民逐離土地，並圈地來 

從事任何他希望的用途。生產力提升了，只是代價是農民爲求 

生存，淪爲受薪勞動者。在法國，小地主繼續持有土地，而貴 

族受制於絕對王權下的政府，因此無法驅離小地主；但是這個 

絕對王權的政府同時也向小地主抽取高額的稅金與貢物，貴族 

也繼續向沒有離開土地的小地主抽取封建稅，彷彿稅金還不夠 

高似的，這也進一步將他們推向貧窮。

假使我們將每個國家當成是整體看待，18世紀歐洲各主 

要國家的生產力與技術發展的程度其實是相當接近的。因而 

Bairoch (1982)估計英國、比利時、法國都有類似的生產力 

水準，並只稍稍領先德國與義大利；瑞士則落後上述的國家一 

些。但這情況並未持續到下一個世紀，那時的英國遙遙領先其 

餘的歐洲國家，並成爲世界工業的火車頭。

但透過較細部的地理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在18世紀的成 

長與技術發展，加劇了空間上的極化現象，繁榮地區與貧窮地 

區的數目都同時上升。可見的資料顯示，鄉村工業主要集中在 

幾個少數的地區(Guttman, 1988) °我們以棉及亞贜紡織製造 

業爲例來說明，在英國鄉村工業裡最大的雇主包括了集中在 

West Riding及約克夏的棉紡織製業者，以及Ulster的亞麻紡織 

製造業者。而在歐陸中最主要的工業——亞麻紡織業也明顯集 

中在荷蘭的Overijssel省、西發利亞的幾個地區、萊茵河下游 

地區、薩克森、波希米亞、西里西亞與奧地利南部，其中法蘭 

德斯的平原是亞麻紡織業的中心。

亞麻製造的成長也造就了一些地區的繁榮，伴隨而來的是 

工作機會與遷入人口的顯著增加。在一些製造業的主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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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人口大多數受僱於亞麻製造業，女人與小孩擔任紡紗工， 16
男人則爲操作手工紡織機的編織者。因爲每一台手工紡織機需 

要至少四名，甚至多達10名紡紗工，因此女人在這產業裡的 

角色便很重要。繫帶的製作也是仰賴密集的勞力，因此僱用了 

大量的女性，至於傳統上隸屣男性工作的鐵釘製造則僱用較少 

女性。包括上述工作在內的很多職業都說明了鄉村工業可能僱 

用女性多於男性的事實。

鄉村工業製作了繩線、鐵釘、衣物或工具，讓商人能供應 

到距離遙遠的市場。這群正在成長的鄉村工業的工人則變得要 

仰賴世界的市場、國際貿易協議以及國際政治局勢。例如，

1786年制定的條約就允許英國紡織業進口到法國，這意味著法 

國北部數以千計的工人將遭遇失業以及沉重的貧困 

(GulUckson, 1986) °
勞動遷移對那些身處貧困地區的人而言，是能否存活下去 

的關鍵；對正在擴張的繁榮地區而言，勞動遷移也是提供其勞 

動力不可或缺的部分。必須離家謀生計的人，以及能待在自己 

的村子裡生活的人，這兩群人中一個顯著的差異就這麼浮現。

鄉村工業的成長創造了新的經濟空間，在此情況下城市也成爲 

這嶄新局面裡的關鍵元素：城市是完成製造以及行銷的中心，

也創造了龐大的就業機會。在18世紀裡，我們見證了許多中 

型城市的出現與擴張，這是繼17世紀成長集中在大型首都與 

港口城市的趨勢後，一種嶄新的模式。在1700年之後，人數 

在5,000到9,900人之間城鎭大部分都向上成長，在18世紀則 

有大約3,000到4,000個負責行銷、行政以及生產的城市中心 

(de Vries, 1984)，在鄰近地區的村民們可以在城鎭與城市中找 

到非農業的工作，因此不必再進行遠距離的巡迴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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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遷移入城巿的記載最詳盡的莫過於Poussou對18世紀 

波爾多的研究，在當時波爾多已成爲一個主要的國際港口城 

市，在1700至1790年間，人口從4.5萬增加到11.1萬人，其中 

的成長是仰賴多區域間以及國內的遷移；城中即將成婚的女子 

裡有四分之一是來自12個他縣的遷移者；女性在地方性的遷 

移裡占很大的比例；她們有三分之二的遷移者是來自本地；從 

較遙遠的內地前來的巡迴遷移則無例外地都是男性；直到19
17 世紀，女性才漸參與這類的遷移，因此當她們永久定居在波爾 

多時，也有助於連鎖遷移的形成。

在那些鄉村工業特別有活力的區域，家庭並不仰賴這樣的 

遷移：愛爾蘭的Ulster、法國北部的低地區、尼德蘭地區、萊 

茵河沿岸地區以及今天的比利時。活力+足的鄉村工業能讓家 

庭不需因爲要維生而必須遷移(Head，1979)。根據Lucassen 

(1987)所言，以西發利亞的「去荷蘭的人」爲例，在18世紀 

時只有非常貧困的人才會被迫進行這些類型的遷移。

因此19世紀開始後，在粗糙的舊體制下遷出與遷入間的 

不均衡情勢有了新的特質，尤其是當我們用經濟區域而非民族 

國家爲單位來檢視時。如果勞動遷移比較限於繁榮的地方，比 

較算是發生在地方性複雜網絡裡的移動的話，那麼勞動遷移仍 

對促進這些地區生氣蓬勃的發展，有重大的貢獻(Souden, 

1984)，這不僅因爲它提供了有彈性的勞動供給，也在於遷移 

者藉由勞動遷移，能到這些以新方式提供他們居住及擁有房子 

的自由地區。Levine (1977)注意到，在英國鄉村工業發達的 

那些村落，其領主都未限制定居的自由，同時也能享受保有不 

動產的自由；而在對新移民的定居以及土地分割設限的地區， 

其鄉村工業都萎縮不振。Kisch (1981)也提到在西拉西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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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裡，在封建領主限制自由定居的區域，鄉村工業唯有在一 

些移工對封建領主負有部分工人的義務時，才能發展順利。移 

動自由與鄉村工業發展與否之間的互動關係，也在奧地利 

Waldviertel的例子裡清楚可見：在這個地區中，盛行亞麻製造 

業，當地的法律則對定居、土地所有權的分割，還有新屋的建 

造與否設有限制。這意味著男性唯有在他們不在田地上工作，

將農事都交付妻子與孩子時，才能夠從事亞麻製造業；根據 

Lutz的研究指出，這種情況限制了奧地利鄉村工業的發展，因 

爲這樣的體系恰好排除了那些最能滿足充分就業的勞動力：那 

些沒有土地及其他資源，因此最需要一個支薪職業的人。

地方的網絡會影響工作報酬的高低。製造鐵釘的工人與紡 

紗工在鄉村工業裡都算薪資最低的工作。倘若這些鄉村工業是 18

設立在普遍較貧窮的區域，像是法國中央高地，那麼薪資也會 

跟著較低（Poitrineau，1985）;如果相同的產業活動發生在普 

遍較繁榮的地區，像是法國的低地，那麼薪資將會較佳。此 

外，地方的網絡也可能變得極爲緊密，就像法國與西班牙記 

錄，告訴我們地方的次體系是如何在一個地區的遷移模式之中 

運作的：一份記錄大西洋沿岸城市Cadiz （譯按：西班牙的一 

個城市〉當地的法國移民列表裡顯示，他們來自彼此間相距不 

到20英哩的約18個村落；並且，地中海沿岸城市瓦倫西亞的 

移民，也來彼此間相距不到18英哩的約17個村落（Poitrineau，

1985）。

也有因經營家族企業而產生的正式遷移，這類遷移能夠動 

員資金，並且其中不但包含了高階的主管人員，也有出賣勞力 

的遷移者隨著。Poitrineau （1985）描述了一個名叫Chinchon 
的公司，它的總部就設在馬德里南方，一個與其公司同名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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鎭上，其成員全來自亞維農南部，特別是Aurillac以北的約20 
個教區中。這個公司貿易的商品包括羊毛、亞麻、釘子、鈕 

扣、針、鍛帶等。來自法國的教區居民像沿街叫賣的小販一樣 

兜售這些物品，在這公司營運最髙峰時，整個西班牙境內還開 

了 25家分店。

以上是關於鄉村發展的一些情況，這也爲19世紀勞動遷 

移的大規模成長鋪好了道路。鄉村工業與遷移之間的生產關係 

是非常重要的議題，並且並不像我們一般對現代經濟秩序發展 

的理解那麼簡單而已。

在一些社會改革家與政治革命者的渲染下，19世紀發生 

的遷移特色，是我們所熟悉且理解的。這段血淚歷史是由城市 

無產階級勞動者的增加，以及鄉村工業與農民在財富比例上相 

對應的縮減所構成，這也是勞動遷移在本質上發生激烈轉變的 

預兆(Tilly, 1983, 1990)。在1780年後由於貧窮情況加劇，以 

維生爲目的的遷移隨之增加，並且因爲貧困與嚴重的失業問 

題，導致流浪漢四處可見。然而新經濟秩序也開始以更一致， 

但或許較以往少見的形式來組織遷移。

19 遷移者可被僱用從事的工作類別有明顯的不同。前往巴黎

盆地的工人成爲協助採收葡萄園的工人；在城市裡，他們也受 

僱爲挑水員、苦力、建築工人與低階勞工。這些工人大多來自 

法國的中央高地。進一步來說，某些團體是與特定類型的職業 

有關聯(Chatelain，1976)。從德國東部來的「去荷蘭的人」， 

長期以來也從事農業、築堤的工作，或擔任船員、僕人 

(Lucassen, 1987)。那些遷往倫敦及其周圍地區的人若不是在 

田裡幫忙採收穀物或割乾草，就是在城市裡擔任建築工人、小 

販或苦力(Redford，1976)。前往科西嘉島、羅馬或義大利中

-24 -



第二章1800年

部的工人，則在田裡或葡萄園內幫忙採收，或從事建築業、商 

品買賣或服務業。到波河谷地的工人則在稻田裡工作，到都靈 

(Turin)與米蘭的則從事營建業、服務業與商品販賣 

(Lucassen, 1987)。在其他主要的遷移體系，像是前往西班牙 

或是地中海沿岸平原的移民，情況也都大同小異。新經濟清晰 

地描繪出了一些關於移動的輪廓，而這些移動的模式都是經年 

累月所形成的。

然而不論是有組織或沒組織的移動裡都必然存在一模糊不 

明的面向：我們對這些移動中女性的瞭解遠少於對男性的認 

識。

性別與勞動遷移

在U世紀與19世紀的最初幾年裡，大多數的家庭都發現 

正參與在各經濟次體系中。某個特定的產業或經濟次體系，很 

少能夠主宰一個地區，雖然後來隨著工業化與工業城鎭的興 

起，讓這件事的確發生了。家庭形成分配的中心，按照年齡與 

性別，讓各個成員從事不同類型的經濟活動。

在許多地區可以看到，一個家庭與幾個經濟次體系：農業 

生產、爲當地的市場生產，以及爲了出口到其他地區而生產的 

鄉村工業。在一年裡頭的某段時期進行勞動遷移，也是十分常 

見的。除了家務生產與農事外，女性經常會藉由編織鍛帶或製 

作繫帶來賺取現金，而男性則透過製造鐵釘來賺取現金。

在17世紀時，離開家鄉去當農地工人或是家務幫傭就已 

經很常見(de Vries, 1984; Moch and Tilly, 1985)，大部分的年 

輕遷移者都在鄉下擔任僕人，在法國被稱爲農莊的男僕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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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ets de ferme )，在德國叫Gesinde，在英國則叫農僕 

(servants in husbandry) °從遺留下來的教區資料顯示，在鄉下 

擔任僕人的不只是男性，也包括女性。男性遷移者常成群移 

動，而此群體就成爲工作團隊，藉此有互相保護與支援的效 

果，同時也因爲他們當初就是一同離開村莊(Chatelain， 

1976)。女性遷移者則當家務幫傭，並做裁縫或在製絲坊裡替 

女主人從事家務勞動(Garden, 1970);也會成群結隊地到葡 

萄園工作。

但是，女人在19世紀社會中的地位，使得她們的遷移情 

況變得模糊而難以得知。軍隊並不需要女性，因此對欲掌控男 

性遷移概況的國家，自然對她們的移動情況興趣缺缺。因爲女 

性多半從事小規模、私人的家務勞動，所以其勞動遷移的概況 

並未被歷史紀錄或政府調査所記載下來(Berkner anti Mendels, 

1978)。

我們至少知道的是，在鄉村工業發達之際，有許多女性找 

有薪水的工作，並進行短距離的移動；在女性當中，長距離的 

暫時性遷移似乎還不常見，畢竟遠途旅行耗力費時，路途中還 

可能遭遇重大的意外，這都讓許多女性卻步。當女性遷移者不 

被賦予權利與保護時，接受的社區就可能成爲一個危險的地 

方；在遠離家庭與親戚的情況下，女性遷移者很難防衛自己免 

受男性的侵害。

我們也略知懷孕與遷移之間的關係。從18世紀以來的一 

些證據顯示，在小鎭或城市裡的單親媽媽，大多是女性遷移 

者，也有資料顯示這些女性中，有許多人曾喪失過雙親中的一 

位；例如在里爾(Ulle)有超過一半的單親媽媽曾失去她們的 

父親，而有70%曾喪失雙親中的一位(Lottin, 1970)。而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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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中似乎只有極少數是爲求匿名而來到城市中完成生育，之 

後還計畫要回自己村莊的鄉下女性；相對地，帶著孩子移居到 

城市裡的單親媽媽，是要待在此地工作的(Tilly. Scott and 

Cohen, 1976)°

拿破崙時代的主要勞動遷移體系

我們已經討論了促使人們遷移的原因，以及在舊體制下賦 21

予遷入與遷出的不同評價。當經濟生活開始轉變，遷移的地區 

性網絡以及遷移的社會經驗就變得更加複雜了。拿破崙調查人 

員由於認定遷移就是戰爭與宗教迫害導致的，因此並未創造太 

多其他的類別，來歸類那些其他形式的遷移經驗。在有限的類 

別裡，其中一種是衍生自歐洲人的殖民經驗；另一種則是衍生 

自他們每年在整片大陸上都可觀察到的經驗，即工人的季節性 

遷移。

事實上，這些類別都容易誤導讀者。在歐洲內部就有幾種 

顯著的殖民遷移發生，以德國爲例，在17世紀土耳其人被打 

敗以後，就有德國人被徵召到東南歐的平原上定居；從1748 

到1786年間就有六萬名殖民者應官方政策而來到匈牙利，之 

後隨之而來的又有18萬人自行到這裡定居。從1763到1800年 

間，大約有3.7萬名德國人抵達俄羅斯的Volga地區或是黑海 

邊，大約有30萬人在腓特烈大帝的鼓勵之下，往東邊遷移以 

在普魯士的領土上殖民(Fenske，1980)。德國人也徵召其他的 

殖民者來他們自己的土地，最有名的就是那群對溼地排水饒富 

經驗的荷蘭工人。

在歐洲之外，北美洲成爲德國殖民者最常前往的地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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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紀末時，就有12.5萬名德國人定居在北美洲，絕大多數是 

在費城；並有L7萬名是在北美洲發生獨立戰爭時受僱的德國 

傭兵，日後也待在此地定居。其實，美國對所有歐洲人而言， 

是用來達成殖民目的再適合不過的社會，對難民以及因經濟因 

素移民的企業家而言，到美洲就好像回到家一樣，當地的「土 

著野蠻人」也不積極地主張自己對這片土地的擁有。

在17世紀晩期，英國與法國想到美洲來殖民的遷移浪潮 

湧現，但緊接著在18世紀初期時，卻只有少數人遷移至美 

洲。於1763年七年戰爭的終結更加確立了英國對北美洲的控 

制，開啓了一股新的跨越大西洋、大規模的遷移浪潮，在18 

世紀中，光是英國就有大約150萬人，至於愛爾蘭、瑞士、德

22 國也有數目較少的人遷移至此。在1760到1775年間，亦有 

84,500名來自非洲的奴隸抵達(Bailyn，1986)。在拿破崙戰爭 

後，歐洲由於經濟的破壞與糧食的歉收，因此每年約有三萬至 

四萬名的移民潮流向北美洲；在1840年，隨著歐洲飢荒的範 

圍日趨擴大，開啓了規模更大的遷移。

季節性遷移是這個時期另一種主要的遷移類型。居住在山 

地的人們發展出了一種獨特的季節性遷移模式，遷往天氣適宜 

餵養畜隻之處，這也是放牧業的特徵，另外也就是尋求販賣畜 

隻時會進行遷移。拿破崙時代對這類事件的描述，後來也被當 

代學者進一步地補充(Poitrineau，1966; Chatelain, 1976; Lis and 

Soly, 1979)。他們描繪出從庇里牛斯山區下山的山地居民，或 

是到西班牙、正在發展中的波爾多的城市，以及朗格多克 

(Languedoc)西部的低地來工作；他們也描繪了爲數不少的人 

們，從法國中央高地下到西班牙，或是法國南部的平原與城市 

及巴黎。其他的季節性遷移還包括從瑞典南部到丹麥的西蘭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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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jaelland〉，從北海沿岸到Schleswig與Holstein間的圖域，從 

洛林南部到亞爾薩斯等路線的工人。或許，在18世紀的這類 

型勞動遷移中，規模最龐大的就屬每年從西發利亞赴荷蘭地區 

的遷移了。

而在此我們也想介紹其他一些拿破崙時代的人群遷移潮， 

我們目前理解他們移民所屬的類型並不是他們用來理解自己的 

方式。我們較他們能瞭解更多的，是當時的政治經濟局勢，以 

及此局勢與經濟區域的關聯，而不是民族國家的狀況。我特別 

想在這裡舉出Lucassen (1987 )的研究，他曾估計歐洲在18世 

紀晚期時，有七種內部遷移體系在進行著，這些遷移構成了歐 

洲各地各個接受與輸出移民的地區，其經濟體的關鍵部分。這 

些體系裡總共涉及爲數30萬名的工人，每年朝著七個主要的 

地點移動，其中三個在歐洲北部，四個在南部。Lucassen估計 

遷移的起終點地區，其中心間的距離介於300到700公里，但 

遷移者很少會旅行超過350公里的，大多數的人所旅行的距離 

都遠小於這個數字。

Lucassen是根據拿破崙調查所搜集的資料爲基礎，描繪出 

七個體系的圖像，因此這並不只是當代人對過去強加的想像而 

已。調査資料所呈現在他以及我們面前的如下：

第一種顯著的移動體系發生在英國東部：每年在收割時 

節，約有二萬名遷移者來到Lincolnshire與東英格蘭，在倫敦 

四周的鄉間從事園藝工作，或在倫敦裡找如公共建設計畫下的 

工作。他們大部分都是來自遠在西邊的愛爾蘭，尤其是 

Connaght省，但也包括從蘇格蘭、威爾斯及英格蘭來的工人。

第二種遷移發生在巴黎盆地四周：每年約有六萬名工人來 

到這地區，其中大多數的人是進到巴黎，這個充滿公共建設、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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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及商業工作機會的城市裡；而在周圍的區域中’遷移者 

則被僱來採收穀物。他們大多來自法國中部高地(Massif 

Central)，少數則來自阿爾卑斯山與法國西部。

第三種遷移成形於馬德里及其所在的卡斯提爾地區：每年 

至少有三萬名人遷移至此，大多來自Galicia地區，少數來自 

Astumas地區。直到拿破崙戰爭之前，每年都還有來自法國的 

移民，爲了收成穀物、公共建設、服務業的工作而來，但後來 

拿破崙入侵了西班牙，導致了當地人對法國移民的憎恨，同時 

將他們強制驅離出去。

第四種遷移自加泰隆尼亞省順著地中海沿岸地區，一直延 

伸到普羅旺斯地區：這個體系是在拿破崙戰爭之後又重新開始 

運作，並在19世紀末達到最高峰。在稍早的時期裡，約有二 

萬人包含在這遷移裡，大多是來協助穀物收成，有極少數是來 

協助葡萄收成，葡萄在當時比較起來是較少人種植的作物。當 

葡萄園在這個世紀晚期擴張起來後，移工的數目竟增至10倍 

之多，他們大多來自阿爾卑斯山區、法國中央高地及庇里牛斯 

山區(下一章裡有針對這個遷移體系運作的細節有更多的描 

述)。

第五種遷移發生在波河谷地：每年約有五萬名工人到此從 

事農業工作，尤其是稻米的耕種，或者在像米蘭或都靈的城市 

裡找尋公共建設與服務業的工作。他們大多來自附近的山區： 

北邊貝加莫附近的阿爾卑斯山區＜Bergamasque Alps)，以及南 

邊利古里亞地區的亞平寧山區(Ligurian Apennines)。

第六種遷移發生在義大利中部較偏南的地區，包括托斯卡 

24 尼及Lazio的南部、科西嘉群島及厄爾巴島：每年大約10萬名

工人來到這裡協助穀物採收，或是從事農業工作，或是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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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找尋營建業、商業、服務業的工作，尤其是在羅馬這個大 

城。

最後一種是發生在北海四周地區的有系統的移動現象：每 

年有三萬名遷移者從東邊或南邊的地區前來，大部分是從德國 

來的。

爲了將這些遷移體系在經濟與社會上展現的效果傳達出 

來，我將針對這七種裡的最後一種遷移體系——在北海四周地 

區組織形成的移動模式，做較深入的描述。

北海體系：這群「去荷蘭的人」

從拿破崙調查的記載以及Lucassen進一步的研究裡，我們 

知道北海經濟區域所含納進來的，是從法國加萊(Calais)到 

德國不加梅間大約200公里長、50公里寬的狹長沿岸地區。這 

個地區的特徵在於它繁榮的經濟發展，以及在運輸上的基礎建 

設，包括港口及道路的建設，都十分健全，吸引了甚至遠達 

300公里外的人們遷移至此。在這個廣闊的地區裡，也存在著 

一些輸出移民的區域(push region);以及一些沒有遷入或遷 

出的，或者說其勞動遷移的規模還未達顯著的區域。

我們之所以能標舉出這些體系的特徵，主要的資料來源就 

是所謂的「1811年問卷調査」，這也是針對暫時性勞動遷移所 

進行的拿破崙調查計畫下的一部分。問卷裡問到遷移者從哪裡 

來及往哪裡去，有以法蘭西帝國下的行政區爲單位來提問，也 

有以工人所在特定地區爲單位來發問。然而，這些資訊還必須 

輔以其他類型的才足夠；問卷所提供的資訊裡，無法幫助我們 

瞭解是什麼樣的家戶類型會產生移工；移工的薪資又占整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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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收入比例的多少；移工的家戶形態是否相異於非移工的；以 

及爲何在同樣地區裡的某些家戶會有人遷移，但其他的家戶則 

不會。這些地區裡爲求勞動而遷移的人們是少數，在北海體系 

裡只有3%的人們是住在這些輸出移民的地區；假若以其來源 

的地區做更細緻的觀察，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個比例會上升到

25 12%，若以更小的地區爲單位，則可以上達26%，但終究仍是

少數。這份問卷也無法讓我們得知有關時間的問題：接受遷移 

的地區裡，在遷入達到高峰的季節中，準確的遷入時間爲何 

時，以及遷移者離開故鄉的準確時間又是何時。

(―)誰離開了，以及誰留下來了

Lucassen試圖要回答的其中一個問題，就是爲什麼有一些 

地區會成爲輸出移民的區域，而其他的區域卻不會。他發現那 

些家庭工業(domestic industry)，尤其是織布與採礦工作發達 

的地區，較難成爲輸出移民的區域。因此，他所稱爲法蘭德斯 

走廊(Flemish corridor)及較東邊的畢勒費德走廊(Bidefield 

corridor) 都是主要的亞麻紡織與亞麻製造的地區，在那裡每 

1，000人當中，大約就有50台紡織機，這是非常驚人的比例， 

意思就是說大約每四戶人家裡就有一戶擁有紡織機。這也意味 

著這些經濟相當活絡的地區在當時也未吸引移工至此，雖然或 

許仍有僱請一些當地十分鄰近地區的移工。再者，在一些地區 

裡，農業需要專職的工人，並足以藉著收成維持一個家戶的經 

濟，此地的勞動遷移發展也較不可能產生。有幾個坐落在較廣 

輸出移民地區的地方，其以織布爲主的家庭工業也十分發達： 

有些地方中，每1，000位居民裡就有40到60台紡織機。因爲織 

布工作的過程裡，每一台紡織機至少需要四名紡織工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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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意味著織布業將吸收可觀的勞動力。簡而言之，這些地區裡 

對資源特殊的整合方式，有助於平衡遷出與遷入的情勢：勞動 

力的需求在當地就可以被滿足，而也有足夠的工作來維持大部 

分家庭的生計。

有證據顯示，在一些亞麻製造業發達的輸出移民地區，遷 

移者都來自特定條件下的地區，即在其中亞麻紡織只是副業， 

通常是在農忙過後的冬季時節裡進行的，在這些地區裡有著許 

多租借田地的小農集中在此，他們就是所謂的Heuerlinge，構 

成了這些輸出移民地區大約20%的家庭。在18世紀時這些佃 

農所耕種的農地平均只有1.14公頃，而很多人甚至比這個數字 

更少。在人口移出區裡的農地往往比較大，佃農較不常見，而 

家戶紡織業也是主要的經濟活動，以上三個條件讓勞動力的移 

出鮮少發生。Lucassen發現，在遷移者的家庭裡，紡織的工作 

要常見的多：紡織工人的需求龐大，而紡織工作大多在冬季時 

進行，因爲那時較容易找到勞動遷移者來幫忙這項工作。在一 

個家庭裡的任何成員都可以幫忙紡織工作，而這項工作也不必 

投資太多的資本。紡織業是貧窮家庭裡常見的家庭工業。在我 

閱讀Lucassen的分析裡，發現了一種特殊的勞動力市場的結 

構：遷移者的家庭常可能是比較貧困、租賃田地、從事紡織或 

比織布所得要更低的工作。就西發利亞整體來看，Lucassen認 

爲以亞麻製造業，尤其是織布爲主的家庭工業與勞動遷移是難 

以同時發生的。

在這個世紀早期，擁有密集的家庭工業的地區是不會輸出 

勞動力的。在萊因河以東的地區中，其鄉村經濟體中最主要的 

構成元素就是紡織業與採礦業：在19世紀初期，在普魯士 

Regierungsbezirke的 Arnsberg 與 Dijssenldorf，以及 Landkreis 的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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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ilheim都有著發達的家庭工業。再往西邊與南邊走，在 

Aachen與Verviers也有高度發展的棉紡織業’而在Liege附近 

則有採礦業。最後，在法國北部省分里爾附近，也有高度 

發展的工業。

同樣地，農業地區既不會有遷出人口，也不會吸引移民至 

此。Lucassen檢視了這些地區的農業經濟的性質，發現存在著 

土地分配上嚴重的不平等狀況，或許這可以解釋爲何沒有勞動 

遷移的產生。小地主擁有的土地狹小，經濟狀況又貧困，以致 

必須出賣勞動力給大地主，而大地主也透過當地徵集的勞動力 

來補足其所需。進一步來說，當小地主因爲孩子漸漸長大，而 

使家戶裡出現剩餘的勞動力時，鑑於自己擁有土地之狹小，因 

此必須分配這些勞動力到大地主那裡去。因爲這個體系是在大 

型農業經濟體下運作，然而大小地主所栽種的農作物性質，使 

他們需要勞動力挹注的時節是非常不一樣的。事實上， 

Lucassen在一些記載詳細的資料裡發現，在比利時未產生勞動 

遷移的地區，廣大的農地所栽種的農作物是不同的，穀物能在 

大農地上生成順利，但卻不能在小農地上；另一方面，在

27 Brabant的小地主大多種値蔬菜以銷售到市場，但所栽種的蕃

茄只供己用。針對比利時其他地區的資料裡也有類似的描述； 

然而，並未有充分的證據顯示對所有未產生勞動遷移的地區， 

都有這種現象。5

遷移者的家庭通常握有的土地十分狹小，大約只有1.5公 

頃，並會從事其他的生產，其中就可能讓家庭一個或更多的男

確$現1'，在尼德蘭的核心區域裡，有河流穿過的地區是 

未有遷出或遷入產生的中性地區，當地土壊不均的性質造成經濟活動 

上與農作物上很大的變化。這也確保了整個年度當中都需要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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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離家到北海體系下工作三個月。穀物生產則不允許這種現 

象發生，而在如此狹小的土地規模下種植穀物也不可能獲利。 

因此，遷移者的家庭似乎很可能種植蕃茄以供己用，並種植蔬 

菜以賣到市場，而這些農作物的耕種也都是此家庭裡其他成員 

可以應付的來的。Lucassen也發現特別在家庭的生命週期到達 

某個階段時，爲勞動而遷移會出現而成爲一個生存策略：當有 

了孩子，因此需要額外的開銷時，或當孩子們成長到十來歲， 

家庭裡有能力勞動的數目多於這個家庭所需的時候。

北海地區的工資相對而言是優渥的，因此這個數目往往可 

以讓來這裡工作三個月的人獲利不少。但是當這些僱請移工的 

產業遭逢疾病、作物歉收或是經濟蕭條的衝擊時，所能付給工 

人的薪資就會很低=在異地生活的開銷也比在家要高的多，因 

此遷移者都會試圖在身上攜帶多一點的補給物，帶著這些食物 

與必需品來移動，也常帶著一批亞麻布在價錢滿意的情況下販 

賣（我們並不清楚這些亞麻布是遷移者的家裡自己織成的，還 

是他們僅紡紗，而將織布的工作交給其他家庭）。

有些遷移者移動的距離並不遠，但許多人則要走上好幾天 

的路程。因爲有時得穿越河流，因此遷移者們都會聚集在特定 

的地點，共同搭乘船隻過河。數以千計的人們會在這些地點集 

合，然後儘早快速過河，時間對這些工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多花•一天來等待過河，就意味著少賺一天的錢，以及多用了一 

天的包括食物在內的資源。

i透i女各揷工作需求上的大a參與，讓一整年的勞動力 

供給似乎都不虞I胃乏。Lucassen在-份評估19世紀時尼徳蘭地區實 

行強迫教育體系成效的報告押，發f見這個地區的學齡孩童的上課缺席 

比率足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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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場由東向西的移動，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說是由南向 

北的。在沿途的道路上有一些標的物，工人們每年會在那裡碰 

面相聚：像是一株名叫Friessische Eiche特別的樹' 遷移者每

28 年都會歇腳的幾間客棧，或是位在Ankum與Oeffeln之間一顆

名叫巨石(Breiten Stein)的大石塊。

(二)去荷蘭的人(Hollandganger)

Lucassenfi新建構了一條特別的遷移路徑，這條路徑源自 

奧爾登堡(Oldenburg，在1811年時的Ems S叩erieur )南方的 

Miinsterland，一直往北海地區的中心，即阿姆斯特丹南部的 

溼地區。在每一個輸出移民的地區，到了三月就會有工人齊 

聚，以步行方式開始這趟遷移。音樂與歌謠是旅途中的一部 

分：這群漫步旅行的小伙子正是以歌聲聞名，隨著旅途的開 

展，漸漸會遇到來自別地方的團體，最終在同一條道路上前 

進。在抵達了「臣石」之後，這群人的數目將達到數百人甚至 

更多。此地對遷移者來說是很有名的集合地點。對這場遷移而 

言，是有個地圖以及圖像可循的，遷移者似乎習慣於年復一年 

地在相同的地點停留，不管是特定的樹木、石頭或客棧。

直到有橋建造完成前，他們都必須在Lingen乘船渡過愛姆 

斯柯(Ems) °那個時候他們已達上千人，日後取徑Bentheim 

的Neuenhaus與Uelsen，透過邊境城rh Venebrugge而前往尼德 

蘭地區，直到Overijssel的Hardenburg。快速的行動在這裡是 

很重要的：目的是要讓沉重的行李能藉由船載運，以便自己能 

輕便地儘快向前步行到H e s s e n w e g道上的須德海 

(Zuiderzee)，而沿著此道向北走可抵達Vecht的Dalfsen與 

Ommen，向南走就會到達溼地了。同樣，在此或許又是個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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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競爭的時刻，人們必須藉由乘船，在Hasselt、Zwolle或是 

其他幾個城鎭來穿越須德海。6在往Hasselt的路上有一所天主 

教的小教堂，這裡似乎對前往荷蘭的天主教徒來說，是很重要 

的地方，它可回溯到14世紀争期，並曾因爲在這裡發生的神 

蹟，而使教宗下詔大赦一百天，許多遷移者都會在此歇腳。他 

們將拿起先於他們抵達的行李穿越須德海，一次只能有100名 

工人搭著用來運送牛隻的船過海。

在船上過了一天後會抵達鄰近Oude Brug的阿姆斯特丹，

上岸之後，遷移者若有攜帶任何肉品，必須馬上繳交自治市的 29

稅款，這項命令持續實施到1865年爲止。他們可以在德國交 

易所(German Exchange)或稱爲Moffenbeurs裡，找到可以睡 

覺、吃飯或購買工具的地方。隔天，他們將前往他們的終點 

站：泥炭挖掘工將帶著一船船的泥炭下到溼地去，而在此季稍 

晩，割草工也會向北邊去。

遷移者在酪農場上做的事就只是割草以及預備乾草；他們 

不被允許做其他種類的工作。在1811年時，至少有1.2萬名移 

工來到這些農地上。召募工人的方式有二種：一種是年復一年 

地僱用相同的工人，只要這些酪農願意的話，他們也會根據同

6. A Hasselt、Zwolle與其他城鎭間對運送這A遷移者的利益上行茗激 

烈的競爭。Hasselt己與阿姆斯特打的船運行會達成了數項協議，以 

取得運送這些遷移者的獨占梢利，WZwolle卻使用各種手段，包括 

設置路標罟訴遷移者方向，或足警告走別條路可能受罰，以迷惑並混 

淆遷移者，使他們來到Zwolle，當匕述方法欠•效後，Zwolle更找來 

审隊以強迫遷移者來到Zwolle ;常這也失靈時，Zwolle還與行李運 

送的船運業者立下秘密協定，要他們不要將行李送到Hasselt，而是 

送到較「友曾」的這裡來。Lucassen搜集的資料則顯示，大部分的遷 

移者可能還是選擇前往Hasseh，因爲這是袪方便橫越須德海的地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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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推薦來僱用其他的工人。雇主會讓他的割草工知道他什麼 

時候需要草，以及他希望工人什麼時候能來幫忙。第二種方法 

是遷移者只要人到並提供勞務即可，從一個農場做到另一個， 

或是前往日工介紹所(day-labor markets)等待聘僱。因爲割 

草的工作是在這個季節末期進行，因此許多割草工人在季節早 

期都會一併在泥炭溼地或堤防上工作，或從事其他農業工作。

那些從事穀物收成工作的移工，都是以一群10人的方式 

來到南部地區，並也是-群群地被聘僱爲農夫。在這個季節的 

稍後，也有著挖掘茜草的工作，茜草有著半公尺長的根需要被 

連根拔除。在那時移工會在溼地或堤防上工作，然後也會有一 

些仲夏時節的工作，像是穀物的收成。

在高峰時期，移工能從事的產業十分多樣，其分布從農業 

到泥炭的採收、挖掘的工作以及製造業。遷移者幫忙採收亞 

麻、蕃茄，並協助剝除櫟樹樹皮。遷移者也協助土地開拓的計 

畫，從事挖掘、割砍泥炭的工人，也擔任維修堤防、港口或是 

整理溼地的工作。他們擔任的工作從工業到運輸業、商業與服 

務業。以團隊的方式進行工作是很常見的，遷移者與當地工人 

及雇主，則很少有接觸。

結論

歷史學家早就不在舊體制與現代政治經濟的開啓之間，劃 

上一條清晰明確的界線，然而遷移的歷史並不是一段從遙遠的 

過去到近代之間平穩整齊的變遷過程。在舊體制下的經濟遷移

30 常與國家相關的難民潮互相重疊；而經濟遷移者與難民則象徵

著一個國家，在阻礙與促使人們移動的兩難問題裡的兩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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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當遷移者與難民抵達另一個邊境敲門時，接受他們的國 

家、地區或城市可是樂於從這兩難當中獲益。

在舊體制裡具有一個特殊的性質：與工作相關的遷移，在 

17與18世紀，不管是地區性或當地的勞動遷移都具有週期性 

循環，有個來與回的模式在運作。在當時我們也看到了一些連 

鎖遷移的發生——在阿姆斯特丹、法國與西班牙定居的德國 

人。但是生涯性的遷移(career migration)則僅限於任職於政 

府或教會的高階人士；也就是說，工人在地理上的移動並不像 

在19世紀時那樣，是與社會流動連結在一起的。在歐洲的勞 

動遷移者既不是利慾薰心的人也不是窮途末路的流浪漢。唯有 

在殖民的過程裡，舊體制下的遷移者才會以尋求新經濟地位的 

經濟行動者形象出現。

在1750年後發生了一些改變，包括在人口上急遽的上升 

以及鄉村工業的驟然增加。雖然每個地方結合這些力量的方式 

不盡相同，我們仍看到了一個趨勢，就是在幾乎沒有鄉村工業 

的地區，因爲人口上升導致農用土地分配上的壓力，以致遷移 

情況增加了，也看到在鄉村工業快速發展的地區遷移減少。鄉 

村工業的擴張驅動了資金移往鄉村，這也會反過來對以農業維 

生的生活形態造成壓力。在17世紀後半葉與18世紀前半葉 

裡，有二種模式正在浮現：一種是擁有大量人口與不夠土地的 

社區正在成形，在其中的男男女女漸漸必須要遷移以賺錢補貼 

家用；另一種則是因爲鄉村工業帶來人口快速增加與經濟活絡 

的繁榮社區出現，在裡頭勞動遷移變得十分少見。最終這些條 

件創造出了在1750年之後大量貧窮的人口。

在鄉村中以村舍爲工作地點的製造業快速的擴展，也爲許 

多城市帶來新的成長。城市與鄉村在18世紀時仍同屬於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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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體系之下，但到了 19世紀隨著在城市裡以工廠爲主力帶 

31 動的工業化，改變了這樣的局勢。城市是服務業、商業以及特

定技術的中心，而主要提供外地市場的鄉村工業產品，也在這 

裡進行分配調整。製造業這樣的進展也開始將工人們安置到遙 

遠的村子裡，整合入與世界市場相連的生產鏈中，並且也使工 

人們因著這些市場的波動而受到傷害，同時加速了商業貿易及 

工業上的資本成長。

假使當進行拿破崙調査的人員在記錄下這些外顯的改變現 

象，就如北海的遷移時，未能明白這些轉變的意義，那麼他們 

也將無法預測未來將發生的情況，也就是我們接下來將討論的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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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之後

雖然以確切的日期標示出歷史鉅大改變的發生，這種作法 

是十分可疑的，但是1848年卻足以適切地被稱爲是歐洲事務 

上的轉捩點。在這一年發生的革命讓19世紀初期呼籲建立統 

-的民族國家，並剷除家族王朝政權的呼聲更加急切。這群在 

i848年呼求改變的激進分子，常常淪爲必須離開祖國的政治流 

亡者(political exiles)。然而，1848年也標示出了一種情況的 

產生，即這群通常擁有高教育水準、經濟富裕的愛國分子，在 

淪爲政治難民者後，也迷失在身無分文、流離失所的大批經濟 

難民人潮中，而這些流離失所的不幸人們，只是在1848年革 

命失敗後急速擴張的新經濟秩序下的其中一群受害者。

卡爾•馬克思認爲在1848年急遽地倒台只是提供了工業 

資本主義在發展的路上，資本對勞工施以殘酷治理的正當性； 

他說，歐洲已自聖西蒙和傅立葉所認爲這二股鉅大勢力間是有 

合作可能的美夢中驚醒，不論這個論證一般來看是否爲眞，但 

可以確定的是在1848年之後，勞工的移動隨著更大的經濟體 

變遷而有所改變。城市的建立、鐵路的鋪設、以工廠爲主力的 

製造業蓬勃發展，都創造了對工人大量的需求。而這成長背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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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也隱含著失落與衰退，最令我們耳熟能詳的就是農民的無產階 

級化在此發展完成，俄羅斯與奧地利解除了農奴制，之後普魯 

士也進行了初步的改革，這創造出了一群人數眾多且無土地的 

遷移工人，同時伴隨而來的是日益嚴重的不幸。

在這些歐陸變遷的虞撼下，殖民行徑也取得了一個新的意 

義，不再是征服的行動，而是逃離苦難的大規模遷移。許多橫 

越大西洋的遷移者都是爲求生存：最爲人所知的例子，或許是 

本世紀中期發生在愛爾蘭的飢荒，導致100萬人死亡，也促使 

另100萬人橫渡了大西洋；而汽船的發明也大大降低了海外旅 

行的花費爲原本的五分之一，讓數百萬的窮人也負擔的起橫越 

大西洋的旅行。

在這新經濟秩序裡，製造業要能獲利，得大大依賴有效率 

的商品與原料運輸。鐵路的底架支撐物以及鐵軌連綿地鋪設， 

在1848年（或更準確地說是1849年）有了重大的技術突破， 

使得載重物下的長途鐵路遷移成爲可能。這些進展也都有助於 

勞動遷移，尤其是歐洲歷史最悠久的遷移形式：季節性遷移。 

在鐵路設施的完成減少了在歐洲旅行的花費後，爲工作所做的 

季節性遷移，其距離變長，而進行此類遷移的人是日益增多的 

一群無產階級工人，他們快速地在城市、工廠或建築工地間穿 

梭。

一些近期以來的學術研究成果已對工業化的歷史重新詮 

釋，強調在這過程裡資本與勞動力的流動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並批評單單強調技術做爲推動工業化過程之動力的說法（Tilly, 

1983; Guttman, 1988）。但是，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時代中的遷 

移者也知道，新機器的誕生與他（她〉們本身遷移流離的經驗 

密不可分——機器不但摧毀了傳統h在農地或工作坊裡謀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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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的生活模式，同時也帶領他（她）們去尋求解決之道"

季節性遷移的路徑大致直到1800年代中期都還算穩定'

特別是在工人們來源的地點與年復一年地前往的目的地’都是 

相同不變的。但到了 19世紀晩期，遷移的地理景貌就變得十 

分不穩定：新城市、新工廠、新鐵路、隧道的建立，都意味著 

目的地的一致正在改變中。並且，因爲鄉村經濟的日漸無產階 

級化，導致工人來源的地點也在變動，因爲遷移者已經沒有任 

何田地或工坊可讓他們回去。資本在這些工人的生活中產生了 

新的意義。在1848年後隨著工廠體系的成長以及鄉村經濟銳 35
減，絕大多數的小地主或工坊主人必須仰賴在其他地方賺得的 

現金，而不能僅靠土地或工坊的生產來度日。這些季節性移工 

就像新的殖民者一樣，都是身處在這個金錢世界裡，爲了生計 

奮鬥下進行的遷移。

在舊體制裡，宗教流亡者與勞動遷移都是國家運作上兩難 

的體現；統治者常想要讓某種人進行遷移，但又想留住另一種 

人。站在國家這個有利的位置來看，流亡者與勞工的遷移是不 

同類型的。但在1848年之後，這二種類型在政治經濟的考量 

下卻漸漸混爲一談，都被視做是在絕望的處境中才會選擇的遷 

移。

然而，歷史是不會在過去與現在之間，劃上一條明顯可見 

的分界線的。本章最後所討論的，正是這則眞理的註腳，我們 

將以從歐洲遷移到葡萄園的季節性移工爲例，這類遷移開始於 

17世紀，儘管遭遇了種種危機，但一直持續到了 20世紀仍存 

在著，然而即便是如此長壽的經濟體制，它仍反映了 19世紀 

許多的轉變：經濟擴張、新技術的衝擊、新的所有權結構，以 

及人們對鄉村經濟的連繫變弱等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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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者（exile ）與難民

在1848年之後的歐洲，流離失所的系譜有著急遽地變 

化。流亡（exile）這個詞彙與西方文化本身一樣的古老，但直 

到19世紀，難民（refugee ）這個字絕大部分仍指稱那群在17 
世紀末，被強迫離開法國的新教徒而言；法國與英國的字典 

裡，都認爲「refugee」一詞單指在南特詔令的撤除下產生的受 

害者。這個情況在1796年發行的大英百科全書第三版中出現 

了首次改變：「refugee」不再單指著某些特定的新教徒而言， 

也包含了那些在危難時期離開祖國的人們，成爲了一個可以含 

納其他特定事件的普遍詞彙，像是用來指稱於法國大革命時期 

離開祖國的法國貴族「emigM」也包含在「refugee」裡頭。雖 

然Marrus （1995）也提到並沒有明確證據可證明「refugee」字 

義上的轉變，在當初曾被普遍採用。

在德國，直到19世紀中葉之前都還沒有指稱難民的詞彙 

出現。「Heimatlos」或「staatenlos」是在1870年後才開始被

36 用來指稱特定無國家歸屬的難民，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

目前通用的rFliichtlingeJ才開始被使用。然而對於流離失所 

者在用字上的系譜考察而言，1848年仍可被稱爲是轉捩點。

在19世紀早期，受到良好教育、擁有文化的流亡者所代 

表的是那種因爲政治因素而必須離開袓國的難民，而不是像20 
世紀所認爲的，是代表著一大群貧窮的無家可歸者。對這群大 

多能力過人的流亡難民而言，倫敦、巴黎、日內瓦都是很重要 

的城市，因爲在這些地方，他們被盛情接納。這些難民的組成 

包括在1831年後逃出來的波蘭民族主義者，以及來自西班 

牙、葡萄牙、義大利與德國等國家，全都因爲各式各樣的政治

-44 -



第三章1848年之後

因素而變成難民。在1848年時，接二連三的暴動最終形成反 

革命的鎭壓行動，因此導致了新一波的政治難民潮在歐洲各地 

產生，範圍包括了現在的德國、奧地利、捷克、匈牙利與義大 

利。瑞士或許是接受這些政治難民的主要國家，當時收容了約 

1.5萬人，其中大部分是來自德國與義大利。但在1850年代，

倫敦卻成爲是歐洲流亡者聚集的主要城市，在那裡具體反映著 

這一代流離失所的難民們，是如何急切地計劃著返回且進行復 

仇。

施予這些難民的友善接納或許在某個角度來看，令我們十 

分吃驚，因爲這些接納他們的掌權政府本身並非懷抱著相同的 

革命熱情。例如馬志尼（Mazini）在1831年於馬賽建立了青年 

義大利運動，向世界宣示了他們想打造一個義大利共和國的目 

標，揭示了在歐洲各地興起的共和主義之願景——當時的法國 

是由一名國王來統治，但是馬志尼卻未自法國政府那裡，遭遇 

到實質的阻礙，雖然他所創設的青年歐洲運動在1834年的確 

令當權者感到憂心忡忡。

雖然19世紀早期，歐洲各國也曾針對難民合法化做過某 

種形式的努力，但這大多是基於這些流亡者是菁英分子的考 

量。因此在1832年，當法國接收了一群大多爲波蘭貴族菁英 

的移民的同時，國王路易菲力普也將其他來自西班牙、葡萄 

牙、義大利、德國的流亡者，一併立法給予他們法律上的地 

位。按照這些法律，法國政府有權驅逐他們，並對他們採取各 

種方式的管制；只是這些權力很少眞的被使用，取而代之的是 

在國家政策的執行上，乃按照他們各自的等級提供不同的津貼 

與援助。

除了菁英之間彼此的連帶之外，或許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導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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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政府對難民的寬容對待，就是從1830到1848年間的難民， 

從未被認眞地看待過，而在1848年之後的難民數目則持續減 

少。這些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難民，由於數目很少，因此似乎 

並未對國與國之間的關係造成威脅，而在1850年代及1860年 

代時，這些政治流亡者組成的團體急速減少，主要因爲他們的 

母國實行大赦，讓很多人都能返回家鄉。

1848年的難民是最後一批流亡在外仍像度蜜月般的流亡 

者。在19世紀最後30年間，情況有了改變。發生在1864至 

1871年間的德意志統一戰爭，創造出一種全新類型的難民，並 

且數目十分可觀。普法戰爭期間，北德意志邦聯(North 

German Confederation)號沼起1，200萬人與法國對抗(這是拿 

破崙在1812年派往俄羅斯的軍隊數目的12倍之多)。在這場戰 

爭中摧毀了許多村莊與城鎭，同時也製造出了一種直到20世 

紀仍有影響力的難民經驗。

在19世紀晚期，民族主義的熱潮擴散至大批民眾內，這 

也創造了規模更大的難民潮，因爲這些難民比起以往要更不願 

意被「外國人」統治。因此在1867至1871年間，有相當多的 

中歐人民向外遷移，他們都來自剛被普魯士所併呑的省分。統 

治外國人這件事，似乎問題也變得更大：法國在亞爾薩斯與洛 

林被新興的德意志帝國併呑後，也自境內逐出了八萬名的德國 

人，同時也有13萬名法國人逃離上述區域而來到法國。來自 

德國東邊省分的波蘭人也變成難民，只因爲他們持續渴望建立 

獨立的國家，因而被當權者視爲威脅。界於被迫驅離以及自願 

遷出之間的界線，的確變得很模糊，就像是居住在俄羅斯的德 

國人的例子一樣，他們從彼得大帝時代就住在俄羅斯，但後來 

卻淪爲難民而逃至德國：在1900到1914年間，大約有五萬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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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華西尼亞的德國人(Volhynian Germans)離開，後來住在 

波羅的海地區的也都離開了。

這些情勢發展所製造出的難民多半很貧窮，當中常常混雜 

有當地的工人階級。許多人很積極參與政治，是工會裡的成員 

或是鼓吹社會主義的人士。沙俄製造出了一批全新的、大量的 

激進革命難民，他們在流亡期間積極地紐織政黨，以獲取最終 

革命的勝利。這些政治難民所訴諸的是破壞，以及始於1890 

年代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因此與1830年代和1848年的前一輩 

流亡者非常不同，後者是以理想主義或浪漫主義爲依歸。

遵循著重商主義原則的舊體制城市在制定政策時，像是阿 

姆斯特丹，認爲人群的遷入是一件好事，是一項額外取得的資 

源。很顯然恐怖分子與無政府主義者不可能被這樣看待，而在 

19世紀中，我們看到了政府在與難民母國的合作下，爲遣回這 

些激進分子而驅逐他們。像是法國扭轉了原本傾向自由主義的 

政策，在1894到1906年間驅逐了超過1,600名支持無政府主義 

的外國人，但仍有必要一提的是，並非所有歐洲國家都這麼 

做，像大英帝國、比利時與瑞士就拒絕合作，仍維持他們自由 

主義的政策走向，其中也包括了保障難民的權利。

但是更常見的情況是難民的地位因著他們的背景與數目， 

不能再根據「難民對接收國的社會而言是項資源」這項重商主 

義的預設來寬宏對待。因此，政治難民開始與身處在高度發展 

的資本主義年代中的移工等而視之，而在這個年代裡的人力短 

缺，也不再全都意味著外來的幫助都是受歡迎的。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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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成長的多重意義

從1830年代起，歐洲的人口開始暴增。在一些國家裡， 

整個19世紀的人口成長甚至遠遠超過18世紀後半葉的34%這 

個數字。歐洲在1800年時有1億8,700萬人，到了 1850年卻攀 

升到2億6,600萬人，而在1913年時甚至增加爲接近二倍的4 

億6,800萬人。在這個世紀裡，丹麥、芬蘭、大英帝國的人口 

增爲三倍以上；在比利時、荷蘭、德國、奧匈帝國及義大利， 

人口則增爲二倍或二倍以上，而法國人口成長了50%，相形之 

下就慢了不少。

食物的生產也因爲有更多的土地被開耕，以及新作物的引 

進而增加，像是著名的根類作物蘿蔔與馬鈴薯。像在英格蘭的 

食物生產，在1700到1870年期間就成長爲三倍之多，而最顯

39 著的成長出現在1840到1870年期間。戰爭、飢荒與瘟疫的減 

少，加上食物的供應增加，讓死亡率也隨之下降。像 

Armengaud曾報告說，在1800年代早期，只有62%的女性能 

活到20歲，但到了 1900年代早期，已有四分之三能活到讓她 

們成熟育兒的年紀。

弔詭的是，人口與食物急速的成長，卻使得人們更難以靠 

著鄉村經濟來過活，因爲仰賴農民階級與工坊工業的鄉村經 

濟，正時緩時遽地解體當中。資本進入了農業與製造業，這當 

中包括了以鄉村爲基礎的工業，再加上在城市以工業爲主力的 

工業如雨後春筍茁生，都破壞了原本生產方式的活力，這種生 

產方式是仰賴小規模的所有權，其特色即爲由農民經營的農業 

以及工坊爲主力的工業。THly ( 1983)曾注意到原本在16世 

紀時歐洲鄉村大多居住著農民的情況，在1800年代中期時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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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只有五分之一的人是農民，並且大部分的人都未擁有土 

地，頂多只有自己的房子與菜圃而已。

我們或許會想說，如今有了更多的食物，應該可以提供給 

鄉村裡更多人吃飽，但食物的生產之所以會增加，是因爲資本 

進入農業當中並發展了經濟作物(cash crop)的緣故。而這也 

讓情況並未朝想像中的那樣發展：比起以往小農民擁有土地能 

主宰農業生產的形態，如今對食物的控制與所有權則更加集 

中。政府也透過政策，支持土地的合併、圈地，並將以往用來 

放牧的共有地私有化，而促使食物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情況更 

嚴重。相較於舊體制，如今的鄉村地貌變得更具有生產力，但 

卻更無法讓其居民維生。

在鄉村的製造業情況也沒好到那裡去。原本在工坊裡使用 

的工具與機器變得過時而被廢棄不用，這也導致破壞了許多家 

戶維生所繫。手工業的生產曾支持著數十萬村民的生計，但在 

工廠生產模式的發展下，不只工坊工業的市場大幅萎縮甚至消 

失，也使工廠生產的模式逐漸在大城市裡擴張，使得整個區域 

裡不再有任何類型的製造業能生存下去。工坊工業由於產出的 

商品失去了市場，再加上工資快速的減少，導致它不再能滿足 

當地的勞動力的需求(Levine, 1987)，許多村落在規模上不僅 40

萎縮了，也變得幾乎單單從事農業生產而已(Pmchemel，

1975)。

鄉村經濟的解體影響了人們的家庭生活以及男女之間的關 

係。多虧有當代學者Gullickson (1986)的硏究成果，讓我們 

能深入描繪這些效應是如何呈現在法國Auffay村的。在這裡鄉 

村紡織工業的衰頹，對男女尋找配偶、結婚與生育都產生影 

響。當男人原本從事的織布工作減少後，男人出外工作，而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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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女人留在村子裡，然而女人是較少移動的"在村子裡尋找配 

偶變成是件麻煩事，因爲年輕的男性都想要離開村子，但是父 

母都想將女兒們留在家裡，遠離城市，尤其是省會盧昂 

(Rouen)=這麼一來，讓結婚率下降，並使未婚生子的情況增 

加。發生在Auffay村這種因鄉村經濟危機導致的效應，也不斷 

地在許多其他的村落中重演(Grafteaux, 1985; Chatelain, 

1976)。

各個鄉村遭逢轉變的時機因地區而有很大的不同；在德國 

甚至有些鄉村工業，直到19世紀末都還在持續成長，但在英 

國則在18世紀晩期就開始解體了。在歐洲各地，這些轉變都 

以相同的形式體現在勞動力的聘僱時間上：長期的工作漸漸被 

短期的工作所取代。當鄉村工業衰頹時，很多人仍選擇從事農 

業的勞動，但是有愈來愈多是按時薪工作的短期工人，所賺取 

的工資常常都是極低的；像是修剪葡萄藤與花卉、鋤田、割乾 

草、採掘馬鈴薯等工作，全都是聘僱時間很短的工作。像甜菜 

這類新作物以及如打穀機這種新機器的引進，都一再使每年對 

勞動力的需求只集中在夏季期間的短期活動。1這也促使了大 

量的工人長時間處於無工作且無所事事的狀態。

鄉村經濟的解體大大地驅動愈來愈多的人進行遷移，以便 

尋找工作。尤其在每年合約到期時，都導致另一次爲期一年的 

移工潮，四處找尋可做的工作，不管它有多短期、多危險以及 

薪水多低。

工人布冬季工作時問的80% :除此之外，打穀工作 

必須持續到夏季結束，這麼一來也減少了淡季時工作的主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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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遷移以及歐洲的建立

在19世紀後半葉興起了新的遷移體系，其所含納的距離 

比以往更長，所前往的冃的地比以前更多。魯爾地區的幾個新 

城市成爲來自德國東部的人們，一個新的遷移目的地，這些人 

以往若不是從未遷移過，就是曾是往荷蘭遷移潮裡的一部分。 

愛爾蘭人則大量地移往英國的城市裡。1840年代的危機也驅 

使男男女女的工人們從法蘭德斯，到法國的城市與鄉村裡工 

作。在奧地利與俄羅斯分別在1848年初與1861年解放了農 

奴，這也使得工人們可以自由移動，在奧地利與俄羅斯的波蘭 

人則在1861年之後遷往德國與法國。

這些流離失所的鄉村屛民可以前往其他在農業上需要短暫 

勞動力的地區。在1841年時，位在英國的愛爾蘭季節性農業 

工人有五萬人之多；他們在2月時會栽種自家的馬鈴薯，在11 

月時採收，而在這二段時期之間則到英國工作＜ Harris, 

1989）。在1800年代中時，在法國有超過35萬名季節性農業工 

人，其中超過四分之一是女性，此外還有近百萬的季節性工人 

會來採收葡萄（Chatelain，1976）（値得一提的是在不同的採收 

時期，有些工作是由同一個人擔任；這都是由雇主決定的）。

19世紀晩期在城市裡及建設鐵路上對營造物大量的需求， 

也支持著新的大規模遷移的形成。鐵路的建設需要可觀的人力 

來挖掘、開通隧道、搭建橋樑，在當時北歐與西歐的多數地方 

都在進行這項工作，而大多是由移工所完成的：英國早在1830 

年代及1840年代就僱用他們；之後的低地國、法國及德國也 

跟進，從1850年代直到第-•次世界大戰間鋪設了數百萬哩的 

鐵路。這個工作不但辛苦、受人輕鄙，而且很危險，資料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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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的工人要遠比當地工人，更願意接受艱困的工作以及很不 

舒適的宿營生活(Chatehin，1976; Bade, 1980; Rosoli, 1978〉<>

有些學者(Chatelain，1976)曾描寫在鐵路上的移工工作 

情況。像在法國南部的Ales煤礦區以北51公里處，爲安置穿 

越山區的鐵路，來自中部高地及Piedmont地區的工人建築了 

47座隧道以穿越16公里長的山地。位在法義邊境阿爾卑斯山

42 區的Frejus隧道是另一項艱鉅困難的任務，在1857到1871年

間耗費了2,000人日復一日地在高山上，爲建造這條13公里長 

的隧道而努力。位在Gothard的隧道也花了九年才完工通行。 

Rosoli ( 1978)曾這麼描述在阿爾卑斯山區爲建造鐵路與道路 

的義大利移工：在1900年時，光在瑞士就有4.4萬名義大利人 

受僱建造鐵路。義大利人成了全歐洲建造鐵路所使用的季節性 

勞動力的主要來源=

鋪設鐵路的工作不只引發新一波的季節性遷移，同時也促 

成了包括花卉以及新鮮蔬菜等季節性產品的運送，也朝向一個 

更大區域的市場來供應。來到地中海平原的季節性移工不只幫 

忙傳統的穀物採收，同時也協助收成將來要以鐵路外送的水 

果、蔬菜與花卉。有很多種季節性的循環遷移，都鎖定特定的 

區域以及農作物來進行：女人們在5、6月時在隆河谷地採收 

草莓，而男人們也在稍後的夏季晩期採收蕃茄；也有很多蒙塔 

格納德人(Montagnards)來到地中海平原幫忙採收葡萄；在 

隆河以東，每年有1.5萬名義大利人來到普羅旺斯，在這裡女 

人負責栽種與採收花卉、蔬菜與橄攬，而男人則在葡萄園與花 

圃裡工作；布列塔尼的季節性移工則採收即將運往巴黎的草莓 

與菜豆(green bean)，以及將運往倫敦市場的新作物馬鈴薯 

(Boyer, 1934; Rosoli,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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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生產的作物發生變遷，也會導致人們在各地遷移。 

例如，當甜菜成爲重要的作物後，它所導致更密集的勞動力以 

及快速擴張的需求，都使得進行季節性遷移的人更多。在德 

國，最早一些到甜菜田的季節性遷移開始於1840年代，並被 

稱爲是「去薩克森的人」(Sachsengangerei)。到了 1914年，甜 

菜園更吸引了約45萬的外來移工，他們分別來自義大利、斯 

堪地那維亞、白俄羅斯、羅塞尼亞(Ruthenia)，以及來自俄羅 

斯與奧地利的波蘭人。

最大規模的遷移仍非海外跨洋的遷移莫屬。殖民帝國的擴 

張以及汽船的發明都讓大批湧向跨洋遷移的人們得以成行，他 

們的目的地是拉丁美洲、澳洲、紐西蘭以及北美洲。超過 

5,000萬的歐洲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就在這個世紀內起身 

前往海外的目的地。在1840年代末時，每年有20到30萬人離 

開歐洲，在1840到1900年之間，估計共有2,600萬的歐洲人離 

開，接下來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時間內，則共有2,400萬 

人。其中有3,700萬人(或說72%)是前往北美洲，有i，100萬 

人(或說21%)前往南美洲，而有350萬人到了澳洲與紐西 

蘭。

但是談到超長距離的遷移，並不僅限於海上的旅行而已。 

在歐俄的南部平原上，以及稍後在西伯利亞的領土上也都發生 

了遷移。對於這場遷移的人數估計，各方說法差異甚大；其中 

較可信的一個認爲從1815到1921年間，有1,000萬名遷移者來 

到這裡(Dollot, 1965)。這個數字比起遷移北美洲的人們要 

少，但卻十分有意義，因爲這說明了不只在美國與加拿大有便 

宜的土地，在俄羅斯的南部與亞俄也同樣擁有這樣的條件 

(Hoerder, 1985)。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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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當時遷移的背景，而這對那些移動的人們而言，又 

具有什麼意義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或許我們可以再回到Auffay村的例子 

上。雖然在這個村子裡也像別的地方一樣，儘可能想將年輕女 

性留在家裡，只是經濟上的需求往往不允許讓這願望成眞。就 

像以前一樣，年輕女性不斷或多或少地短暫遷往城市裡，擔任 

家務幫傭、磨坊工人及製針工人。但有些女人所進行的遷移與 

上述的完全不同，她們改變了原本居住的地方並向上流動。這 

群擔任新興職業學校老師的女性必須離開家鄉去受訓或任職， 

因而成了「職業遷移者」(career migrant)。

現代民族國家與海外帝國的勢力擴張，以及新國家的建立 

(1871年的德意志帝國與1870年統一的義大利)也爲男性的職 

業遷移開啓了其他的機會，例如擔任公務人員、司法系統裡的 

職員、殖民地的警察等(Moch, 1988) °如韋伯(Max Weber) 
所言，這類職業遷移是現代理性官僚體系發展不可或缺的要 

素，官僚體系意味著只要符合資格要求，任何人都有機會進入 

任職，而不像以往職位是世襲或不對外開放的；而職位的位階 

升遷同樣也是開放的。韋伯相信在民族國家日益鞏固下，其官

44 僚體系中若有空缺，也會帶動民族國家內因應職業所需的遷移 

者的變遷。

19世紀的偉大小說家在描繪擴張經濟下的遷移情景時，也 

都會摘取職業遷移爲題材，雖然很少是發生在官僚體系底下 

的。我們聯想到了巴爾札克《幻滅》(Lm/ Illusions)裡的 

Lucien Rembrempre、斯湯達爾《紅與黑》(The Red and the 

Black)裡的Julen Sorel，以及薩克萊(William Thackeray) 

《浮華世界》(VflrtZ/y Fair)裡的Becky Sharp。城市之光的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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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懷抱野心的流動以及對安定的深切恨惡：這些移動中的人 

物主宰了 19世紀的文學作品，然而那些出於經濟困頓而必須 

遷往城市，以尋求工廠或建築工作的勞工們，卻很少成爲作家 

筆下的英雄。

小說家雖然缺乏社會學的專業訓練，但這不代表他們就缺 

乏社會洞察力。人們透過遷移來取得機會的想法在小說裡傳達 

出來，這也反映了當時因爲經濟與國家官僚體系同時成長之 

F，職業流動創造了無限可能的眞實世界。而裡頭誘人城市的 

意象也反映了當時在市鎭中的機會遠多於鄉村的眞實情況。關 

於「職業遷移」的描寫，小說裡所欠缺的是城鄉之間的相互連 

繫，以及更重要的一個事實，即對遷移的人們而言，特定的城 

巿或某個國家並非總是不變、固定的目的地。

在眞實世界裡，人們經常不願意或是不能待在像倫敦、巴 

黎、柏林這種大都市裡。也有很多的移動是在區域內、歐洲各 

國間，甚至是跨洋遷移來來回回的(Langewiesche，1977; 

Hochstadt, 1988〉。在跨洋遷移裡返回故鄉的比例又特別具有意 

義，因爲這數字挑戰了常識上認爲到了國外尋找機會的移民，

將在那裡定居下來的預設。例如，近期資料顯示，從1899到 

1924年間，到美國的海外移民中約有三分之一，會返回他們的 

母國(Thernstrom and Orlov, 1980) °而德國與英國移民的返回 

比率(return rate)也比-般想像中要高。19世紀的遷移故事 

裡包含了許多不確定目標在何方的生命史；像是有些德國居民 

搬到俄羅斯去，但在他們特權被削減的時候又搬往美國；而有 45 

些搬到美國去的芬蘭人，由於想尋找一個較不受壓迫的工作條 

件，又搬到俄國的卡累利亞(Karelia) (Kero, 1975)。這些與 

自鄉村搬往城市的移民有著同樣的現象：最近的研究也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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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並非永遠都是單向式的移動。

當巴爾札克描寫移動的人們時，他想像其書中的角色是因

爲想放棄熟悉的一切而開始新生活。但在小說之外的人們的現 

實經驗可要樸實的多，很多遷移——不論是在歐洲境內的國家 

間或城鄉間的產生，都是因爲人們想賺取養家薪資，以支 

持鄉村裡的家戶生計，或是買更多的土地，或是改善自己的農 

業生產與工坊工業的條件。

當我們討論到許多職業遷移者爲何能成功，而其他許多像 

Julien Sorel及Becky Sharp的人爲何會失敗時，藝術與現實生 

活間的關係或許是很難釐清的。在19世紀小說家的想像中， 

這些野心勃勃的移民之所以失敗，是因爲他或她想往上爬的慾 

望過於強烈所致，在小說之外的世界裡，野心是受限並且更加 

集中的；Sennett(1970)的研究顯示，以對絕大多數的工人來 

說，他們的野心是集中在財富或是想確保自己擁有新的房子等 

事務上，近來的研究也發現不像傳統上想像的那樣，事實上移 

民在美國的向上社會流動的情況要遠較在歐洲來的少 

(Kaelble, 1981)。我們或許可以中肯地下這樣一個結論，即職 

業遷移所發生的範圍十分有限，最可能進行這類遷移的人就是 

那些工作與國家關係特別密切的，像是老師或是殖民地的官 

僚；對其他人而言，因工業化導致的大規模地理遷移，並未相 

應地帶給他們顯著的向上流動。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再次看到新移民的情況與政治難民是 

很接近的。占去他們精力的是爲生計而打拼奮鬥，並不是不斷 

求升遷的野心。對這群新興的移民與難民而言，地理上遷移的 

方向是不斷改變，沒有固定的目的地的，他們跟隨著財富的巨 

輪而運轉，而非想掌握自己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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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與改變：往葡萄園去的季節性遷移

在本章的-開始，我曾評論到歷史是不會在過去與現在之 

間，劃上明確的分界線，而在大略描繪了 1848年後遷移的人 

們所遭遇的情況之後，我想在這裡透過更深入、在地的觀察過 

去是如何影響現在的，來爲本章做結束是+分合適的。爲此， 

我們要引用當代學者Chatelain的研究，來討論人們是如何在法 

國葡萄園裡遷入與遷出。

在19世紀初時，葡萄園已是法國很重要的一部分了。大 

部分地區耕植葡萄園的目的是爲了自己的消費所用，只有一些 

是爲了外銷而大規模地集中生產。葡萄生產最快速成長的時期 

是在19世紀中期以後以及20世紀早期，在葡萄根瘤蚜蟲病大 

肆流行前，在1873年時有250萬公頃的土地在栽種葡萄；到了 

1879年時，其生產量已高達70億升之多，但到了 1900年，乃 

至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下降到了50億升。因此在這個世紀 

間，葡萄園大量的擴張需要數量龐大的短期季節性勞工來配 

合。

經歷過了危機與興盛，葡萄園在時間與空間的向度上不斷 

的演變，也在豐富的短期遷移史裡寫下其中的一頁。往葡萄園 

去的遷移有二種，其一是協助打造一座在未來能有豐富產出的 

葡萄園工作，原本負擔這工作的遷移都發生在早春之際，但最 

後演變爲一年中的任何時期都有可能；第二種發生在收成時 

節，同時這也是短期季節性移工主要從事的一種。

Chatelain計算出來，直到了第二帝國瓦解時，大約還有50 
萬名的季節性移工沿著法國的道路遷移，以尋求在葡萄園裡工 

作的機會。在第二帝國的時代過去後，葡萄根瘤蚜蟲病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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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傷害也漸漸復原，移工人數達到了未曾出現的高峰。根據 

1929年的農業統計，有接近10.8萬名季節性移工在法國四個鄰 

近地中海的行政區裡，從事葡萄園內的工作。在這個世紀裡， 

短期季節性遷移的來源發生了顯著的改變：來自中部高地的蒙 

塔格納德人持續遷往葡萄園內，但從阿爾卑斯山及庇里牛斯山 

區的移民卻日漸減少。在來自山區的季節性移工愈來愈少之 

際，葡萄園裡所需的勞動力則由城市來的移工取而代之，而他 

們往往透過仲介和召募機構前來；這個改變影響了大型的葡萄 

園，而小規模的栽種業者仍然依賴家庭成員及鄰居的幫忙。

在本世紀的前半葉，南大西洋地區所吸引的短期遷移要多 

於地中海平原地區。這個區域內靠著大西洋沿岸的港口，而可

47 以與法國北部甚至更北的地方，有良好的連繫。有二種類型的

移民會到南大西洋地區來，一種是冬季時遷來的蒙塔諾爾人 

(Montagnols)，或稱爲cldfricheurs，他們大多來自庇里牛斯山 

hSi的男性，在此受僱從事種植、d6frichage及fumage等工作； 

另一種是在9月及10月時前來協助收成的，裡頭有男有女，像 

是從Lot-et-Garonne省就來丫 400位男男女女及小孩，到吉倫 

河(Gironde)地區的葡萄園裡工作，他們花了三天的時間步 

行而來，身上帶著工作用具、寢具及食物；從下沙倫特河 

(Charente-Inferieure)地區則來了850人，其中多是15到20歲 

的年輕人，在他們返回家鄉時一共獲得了 8,500法郎爲報酬， 

也就是每個人拿到10塊法郎。在這二段高峰期之外，吉倫河 

地區仍需在淡季時僱請外來工人。

除了吉倫特河區外5近地中海的葡萄生產區是第二大種植 

葡萄的區域，包括 Roussillon、Bas-Languedoc 及 Basse 

Provence等。在1808年的一項調査報告裡，我們找到了一段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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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記錄，告訴我們每年到東庇里牛斯山地區的葡萄採收團 

隊，都是從Aude與Ariege兩地來的，約有總數L000名的男女 

到這裡來工作，爲期約15天，賺取還算不差的薪資：男人每 

天能賺1.8法郎，女人則有1.2法郎；食物必須自備。就像吉倫 

河地區的情況一樣，即便他們只是臨時工，但薪資實在很微 

薄，並且工作也很辛苦，有位Morelot博士曾記載說，這些工 

人都被過度地使用與監控，所提供的食物不但供應不足，而且 

住的地方還很簡陋，辛苦的工作最後只換得十分低額的薪資。

葡萄園主人們並不信任這些移工們，認爲必須不斷監視他 

們，一方面確保生產力，另一方面也避免工人在工作時吃太多 

葡萄。Morelot博士也提到，園主的妻子有時會奉命跟著這些 

工人，撿拾他們未能撿起的葡萄，同時確保他們不會吃太多葡 

萄。一天供應工人兩餐，通常分別是在一大早還未去葡萄園之 

前，以及下午一點或兩點時：第-••頓常是一盤馬鈴薯、豆子，

再加入一些牛奶調味，還有一塊劣質麵包；第二頓則是~條大 

蒜麵包。

葡萄園主雖然害怕且歧視這些低薪移工，但仍必須仰賴這 

些勞動力，移工們也知道雇主們是怎麼看待他們的，就像是移 48

工們在前往勃艮弟(Bourgogne)的路上吟唱的歌詞這麼說：

爲了五毛錢，來葡萄園打拼，

睡在稻草上，搜集著跳蚤，

吃著臭味令人惱火的起士，

喝著薄酒，我要走向四方0

然而，在19世紀後半葉裡，各個鄰近省分在徵募季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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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上有日趨激烈的競爭。有些葡萄園主會前往他們以往從未 

徵募的省分尋找工人；有些園主則要求政府在考慮法國境內的 

勞動力需求下，禁止國內工人移往美洲工作——早在舊體制下 

就有希望政府禁止勞力外移的呼聲，並一直持續到當時。19 

世紀末的一則報告曾抱怨高達6,000名工人的大規模外移，其 

實都是被與勞工訂約的商人，以鉅額財富的誘惑，以致被騙到 

美洲去。類似的情況也可以在法國其他地區看到，像在製酒業 

擴張時期，勞力短缺的問題也四處可見，像在索恩河(Saone) 

與羅亞爾河(Loire)流域，以及黃金坡(C6te d’Or)、勃艮弟 

與下羅亞爾河地區(Loire-Inferieure)。

憑藉著鐵路所打造出城市裡的嶄新工業世界，讓一些園主 

採用了現代的說法，來解釋以往就存在的勞力短缺的經驗；他 

們譴責公共建設的擴張占用掉了愈來愈多的移工，然而這些雇 

主們卻不覺得自己強加在移工們身上的惡劣工作環境，是造成 

這結果的原因，雖然在某些地區的一些園主已意識到必須提供 

給工人更好的對待與薪資，且他們也的確這麼去做。

我們再一次看到，在1860年代之後，當耕種與整地的特 

定工作被部分機器侵入而取代後，所開啓的新經濟秩序減少了 

春季時對勞動力的需求，然而在夏季採收時節對大量工人的需 

求仍然存在，尤其在生產擴張後，這個需求變得更加迫切。

第二帝國結束的同時也是葡萄園的擴張達到最高峰，擴張 

背後最主要的因素之一，是因著鐵路建設而大幅成長的酒類市 

場，然而這段大約爲期20年，經歷大量擴張與勞力嚴重短缺 

的特殊時期，也隨著葡萄根瘤蚜蟲病大肆傳染與破壞而畫下句

49 點。2能啃蝕掉作物根部的葡萄根瘤蚜蟲導致了葡萄藤的死 

亡，也讓許多工人放棄遷往葡萄園內工作的念頭，這場葡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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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蚜蟲病帶來的危機，也啓動了新一批的勞動遷移：這促使了 

一些當地工人與小園主本身成爲移工。例如一些在朗格多克地 

區的當地工人前往葡萄生產正在擴張中的阿爾及利亞，但這反 

過來也意味著，當朗格多克的葡萄園重獲生機並開始擴展之 

際，缺乏足夠的勞力供給的問題也回過頭來報應當地，雖然此 

時對法國移工，尤其是蒙塔格納德人的召募再度展開，然而勞 

動力的供應仍是不足。

在度過天災後，從國外召募工人變得十分必要，尤其從西 

班牙與義大利；西班牙人早已藉由鐵路來到地中海平原，尋求 

建築方面的工作，義大利工人也被普羅瓦斯當地的園主召募來 

工作。因爲外國工人願意接受低薪，許多地區的葡萄栽種業者 

開始準備僱用西班牙與義大利的工人，而捨法國移工不用，不 

令人意外的是法國工人對外國工人並不友善，認爲是他們拉低 

了薪資水準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幾年裡，從西班牙來到 

葡萄園內工作的季節性工人數目達到1.8萬名，這類遷移在大 

戰結束後又重新恢復，並在1922年時達到24,755人的最高 

峰，其中約有1.1萬人是女性。他們都是搭著整輛被包下的火 

車，大批地來到法國，在車站有馬車等著將他們載往即將工作 

的葡萄園裡，這類馬車在當時塞滿了整條道路上，使交通十分 

壅塞。

在20世紀初期，像那種每年前往同一個地方工作，之後 

帶著自己的積蓄回鄉的移工已不復見於遷移體系裡。新興的移 

工常常沒有固定的家，而是不斷地在找尋工作。這種臨時、不 

固定的性質也漸漸標示出那些西班牙與義大利移工的處境，同

的流行開始於1863年的Gard這個地方，但眞正 

大規模的侵毀葡萄園是到1872年後才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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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適用於法國境內的移工身上。那種不斷重覆爲工作遷移的 

節奏漸漸消失了，只是就像這段短暫歷史清楚告訴我們的，並 

不是因爲鐵路、建設計畫或是從鄉村勞動力轉變爲短期受薪的 

契約勞工，而使得這種遷移突然間消失；相反地，這些轉變只 

是在更早的時期，就開始在鄉村生活裡結構的裂縫中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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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國家究竟是如何看待這些新興的遷移模式呢？ 19世 51

紀的德、法、義三國，正可以向我們說明民族國家是如何介入 

或不介入遷移的三種方式。德國代表的是在境內發生短期遷移 

的民族國家典型；法國則是按照永久移民的原則來行事，認爲 

愈多移民愈好，並試圖讓他們都變成法國人；義大利在19世 

紀晩期時，相較於德法，其走向較不明確，但在國家一統之後 

不久，即成爲主要的人口輸出國。雖然義大利因著自身做爲人 

口輸出國的歷史，而在1951年的日內瓦難民公約裡被豁免接 

收難民的義務，這事顯著地說明民族國家的影響，但在義大利 

人口的遷出過程裡，民族國家扮演的角色似乎是微不足道的。

可以確定的是，相較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國家要辨識 

與分類外國人士，同時又要管制他們的移動、進出與居住情 

況，19世紀的民族國家所扮演的角色要來得模糊許多。然 

而，19世紀告訴我們的是，當代的移民政策是如何深深鑲嵌 

在國族與政治文化、經濟與地理位置的問題上。它同時也告訴 

我們，即使一個國家可以不斷的將自己再製爲勞動力的輸出者 

時，我們仍可看到這過程中有一明確的模式可循，包括其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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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長短以及擴及的範圍。即便在像國家內的地區這種更小 

的地理單位，情況仍是• 4素。

從經濟以及地理位置的角度看來，這三個國家彼此間構成 

52 了強烈的對比。德國19世紀的遷移歷史是同時被解體與成長

所主宰；誠如上一章所言，當以工廠爲主力的工業經濟模式日 

益成長，農業經濟與鄉村工業即面臨解體，伴隨而來的是漸漸 

增多的無產階級人口。早期在農村經濟基礎上建立起的生活模 

式解體之後，加上工業化創造出了低薪移工的就業機會與需 

求，如此製造出了遷出的情勢。在1880年代的德國有100萬人

移至海外，大部分來到了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之際， 

就有超過300萬的德國人身在海外，而德國反過來也接收了 

100萬的外來工人。

相較於歐洲其他主要國家，法國擁有更長且未曾中斷的遷 

移歷史。在19世紀的法國裡，移入所扮演的角色是比遷出重 

要的多。不像德國的是，法國人在19世紀從未大規模地從歐 

洲遷往北美洲；法國直到進入20世紀前都能維持龐大的農業 

部門，這確保了在鄉村謀生的可能性，同時也創造了對移民的 

需求。雖然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法國都從未像英國那 

麼徹底地都市化，但法國快速茁生的城市也創造了對工人大量 

的需求。

直到最近爲止，由於海外移民眾多的關係，使大家認爲義 

大利與愛爾蘭是歐洲最主要人口移出的國家。但較不爲人知的 

是義大利人在W世紀時，就移往許多歐洲其他的國家裡。早 

在19世紀，甚至是18世紀時，義大利人已大批流向法國與瑞 

士，之後又往德國與瑞典去。義大利人在歐洲內的遷移對外人 

而言，似乎只是短期季節性的事件，缺乏像海外移民那樣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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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遷移模式，但對義大利人而言，這些歐洲內的遷移同樣具有 

高度的結構性特徵，同時也會令國內紛紛擾擾。

本章提供更多的細節資訊，透過檢視這些事實與數據，今 

曰民族國家在面對遷移時的難題，也將漸漸浮現。

德國：短期遷移的典型國家

直到19世紀晩期前，德國都存在著顯著的人口移出潮。

除了大規模海外移民潮，還有在第二章提過的早期從西發利亞 53

遷往北海的移民，以及在19世紀早期遷往法國與瑞士工作的 

德國人。在19世紀後半葉，由於礦業與工廠的發展、鐵路的 

建設以及城市的建造，都吸引了許多來自東歐及南歐的外國工 

人來到德國；另外，農奴制的廢除以及與之相關的農民無產階 

級化，也造成了大量爲尋求工作的內部遷移與海外移民潮 

(Bade, 1987; Benz, 1985)°

在1800年代末，德國的東北部成爲進行這些不同遷移潮 

的主要地區，在這裡召募德國人前往海外的活動是最密集的；

同時這裡也是最多東歐人來到德國工作的地方；這裡也是德國 

境內移往西部的內部移民的主要來源地，尤其是在廢除農奴制 

之後。德國的西部地區，尤其是魯爾一萊国河流域，成爲了國 

外或內部移工的主要接收地。

移往北美洲的遷移從1880年到1890年代中期迅速攀升，

這也是19世紀最後一波的大規模移民潮：分別是1846到1857 

年間、1864到1873年間，以及1880到1893年間。在第三波裡 

我們也看到了整個世紀以來最多人數的遷移，在這波結束之 

後，德國即不再是一個人口移出的國家(Bade, 1987)。移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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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人們大多是要前往美國，在1890年時德國人在那裡也占 

了外來人口的30% ;之後在1910年時降至18.5%，在1930年 

時則只有11.3%。大部分1800年代晩期移出的人都來自東北部 

的農業地帶，到了 1880年有巨幅的躍升，正是在這個時候， 

東北部成爲了主要的人口移出區；而在前二波外移民潮時，主 

要移出地是德國的西南部地區。

這二個地區有著相同的土地所有權、繼承權的模式，這也 

導致了靠著土地維生的可能性下降不少，使得愈來愈多的人必 

須離開鄉村。在西南部，傳統上會根據繼承人的數目平均切割 

土地，這種持續不斷的農地分割也造成各人擁有的土地，愈來 

愈不能使人依其在經濟上生存下去。在東北部的繼承傳統是把 

土地整片傳給長子，這也創造出了愈來愈多無土地的人；更進 

一步來看，當地農業主要充斥著這類大地主，都以相當低的薪

54 資聘僱契約工或季節性農工。大批貧窮無土地的工人階級也有

助於遷移的發展，尤其是對德國西部那些最貧困的人們而言。 

轉種根類作物的勞動力需求大多集中在夏季，而到了冬季時只 

有薪資極低的工作可做。不管是到海外或德國其他地區，很多 

人之所以遷移是希望賺夠了錢後，能回鄉買下足以維持生計的 

土地，因此薪資不但是爲補貼生活所需，也爲了維持有土地做 

爲家戶生計的基礎，因爲替大地主幹活所賺得的薪資實在太低 

了。

不像歐洲其他的一些國家，正在興起的德意志民族國家對 

移出的現象採取自由的立場，但就像我們看到的，它在19世 

紀時對遷入卻採取十分嚴格的控制。在1830年代針對移出問 

題的激烈辯論後，在1849年通過了移出法案（Emigration 

BH1〉，並仔細考慮設立掌管移出事務部門之可能。在帝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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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直到大規模移出停止後，政府才在1897年執行一項關於 

移出的法令，此法令本身仍傾向自由的立場，除了對可能藉由 

移出來逃避兵役的年輕人有所管制之外。

針對在1890年代早期移出現象突然的中斷，已有人做出 

各式各樣的解釋。其中一種是引用Turner以美國西部爲例發展 

出著名的邊區命題(frontier thesis) : Turner認爲在19世紀末 

期時，當不可能再取得無人居住、廉價，更重要的是無人管制 

的土地後，美國向西部移動的情況有了轉變；想獲取這種「免 

費」土地的渴望確實激發了早期來自東普魯士的移民，如今在 

1800年代晩期來到美國的德國移民則大量湧入城市之中：在人 

口普査裡，有51%的德裔美國人居住在超過2.5萬人的城市之 

中，相較於在德國則只有35%。再者，美國在1890年代早期 

經歷了一次經濟大蕭條，但在同時德國卻在1890年代中期享 

受一波經濟成長，這樣的榮景也讓德國境內有充分就業機會， 

甚至還需要召募國外的工人來補足勞動力的需求。

當移出現象在1890年代早期迅速減退時，內部移民於是 

成爲主要的遷移潮。在德國內部遷往工業發達的地區，尤其是 

西部，取代了海外遷移。在1880年代與1890年代期間，我們 

看到浮現出一股內部遠程的遷移潮，尤其是移往魯爾區。從東 

北部來的移民首先被柏林的工業吸引而前往，稍後在1870年 

代時，他們開始往德國中部的工業區前進。對一些早期移民而 

言，是有可能找尋到短期的工作，同時在東部仍維持靠土地維 

生的家戶。在像梅克倫堡州(Mecklenburg)的一些地區仍存 

在著海外與內部遷移並存的悠久傳統。而在1880年代時，內 

部遷移的規模已超越海外遷移。

在農民最貧窮、農工薪資最低的東普魯士，並沒有海外遷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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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的現象，對最貧困的這群人而言，遷移並不是一個選項，這 

個命題在20世紀時將再度浮現。這些貧窮的農夫得不到援 

助，以致支付不起海外旅行的船票；他們缺乏跨洋網絡提供的 

支援與資源，因此無力形成連鎖遷移。取而代之的是，他們有 

相當多人往德國西部去做內部遷移，而在這些地區裡建立了網 

絡(Bade，1980)。在1910年時，有近50萬從東普魯士、西普 

魯士以及波茲蘭(Posen)的德國人住在西部各省(Bade, 

1980)。

在德國境內從北部遷往西部各省的遷移人口裡，包含了許 

多族裔(Barfuss, 1986; Benz, 1985)。其中波蘭裔的勞工成爲 

被隔離的一群，形成了所謂魯爾波蘭人(the Ruhrpolen)的次 

文化團體(Crew, 1979)。在1870年代，他們開始在煤礦坑裡 

工作，這群不會說當地話的農夫們生平第一次踏進工業的世界 

裡，很多人進行短期遷移是爲了賺得足夠的錢後，回到東部去 

買土地，然而對大多數人而言，最終卻成了永久性的遷移。類 

似的情況也可以在許多遠赴美國的人身上看到，雖然同樣想回 

鄉置產，但最終卻未能再回來。

就像遠赴海外的移民一樣，這些來到西部經濟開發地區 

(western economic「frontier」)的移民也認爲在那裡有塊土地 

正在等待他們。在歐洲境內的向西移動就像在美國的情況一 

樣，新移民遭遇了類似的問題，像是疏離與難以融入當地，以 

及家庭與朋友間基於連帶而要求幫忙、依賴的負擔。倘若更仔 

細地檢視德國境內的西遷現象，我們將更清楚地瞭解，在19 
世紀末的民族國家是如何藉由對短期遷移的政策制定，來追求 

一個理想德國的願景。

56 從188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東北部地區因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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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向外遷移而人口銳减。即使仍住在鄉村地區，但居民往往 

拋下鄉間的工作，而去尋找像在布蘭登堡這類城市附近的，或 

是像在上西利西亞地區這類工業區的就業機會，像是逃離土地 

以尋找職業的行爲模式(berufiche Landflucht / occupational 

landflight)就是個例子(Quante，1933)°甜菜做爲一種勞力密 

集的作物，它的生產擴張也引發了一陣對大量季節性移工的全 

新需求，這需求是德國其他地區難以比得上的。包括礦業與工 

廠的發展、鐵路與城市建設等所創造出來的就業機會，都促使 

原本住在德國東北部的人民被吸引到國內其他地區。

而當地產生的勞動力中空即由那些跨越德國邊境的歐洲移 

民塡補，其來源也有愈來愈靠東的趨勢(Benz, 1985)。來自波 

蘭中部(當時仍在俄國控制之下)及奧地利的加利西亞的這些 

農業工人當中，男女和小孩都有，他們在1900年代初形成一 

股每年有25萬人的遷移潮(Bade, 1980)。這群貧窮到無以復 

加，以致無可選擇地要從事報酬低廉工作的移民，在雇主眼中 

是既順從又廉價。移往德國的波蘭人中，超過一半是女性，因 

爲她們掘根的技術高明，比起男人更加順從且願意領低薪，因 

此甚得雇主的喜愛(Perkins, 1981)，我們不得不聯想到，這與 

今日在亞洲與墨西哥以出口爲導向的工廠雇主，對女性的觀感 

是如此類似。波蘭人因著農奴制在俄國與奧國的廢除，自己的 

生計將備受破壞(Morawska, 1989)，而且在普魯士、俄國與 

奧地利三分波蘭後，也使波蘭人在那本是自己民族國家的土地 

上，轉變爲「少數族裔」。

猶太人也參與在這股穿越德國由東向西的推進裡。從1880 
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間，對很多猶太人而言，德國是他們朝美 

國邁進之路上的第一站：從1905到1914年期間，大約有7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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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猶太人從東邊來到德國，這些貧窮、前現代、來自東方的猶 

太人，令許多已經在生活（2同化爲德國中產階級與專業人士的 

猶太人感到震驚與厭惡。雖然基督教徒對猶太移民的敵意仍然 

很高，但德國從未將德俄邊界給封鎖起來。事實上，德國政府 

是希望貧窮的猶太人能離開，而有錢的可以留下來。雖然政府

57 有時會驅逐一些貧困的猶太人回到俄國去，但卻有更多猶太人

被送往美國；船運公司也會與政府及猶太救援機構合作，將猶 

太移民送往美國。在1910年時，在德國只剩下七萬名來自東 

歐的猶太人。

可以確定的是，這些由東到西的遷移潮並非唯一流經德國 

的移動人潮。在1900年代初的整個德國境內，不但有從義大 

利、斯堪地那維亞以及A俄羅斯合法入境的季節性農工，同時 

還加上那股最具影響力的遷移潮——從奧地利與俄羅斯向西遷 

的波闌人；單在1914年間進入德國的人數就將近50萬人。

民族國家要如何回應這股遷入潮呢？在當地政府以及雇主 

圑體的多項聲明裡，我們都可看出這些移工對東普魯士的農 

業、上西利西亞的礦業、魯爾工業區有多重要。普魯士的行政 

部門也坦承倘若沒有這些外來移工，「對其農業而言將如敲響 

喪鐘一般」；上西利西亞的採礦業也宣稱若無外來勞動力，工 

業將無法持續運作（轉引自Bade）。然而有這樣的認識並不意 

味著移工就能支領與當地工人同樣水準的薪資與待遇，也不意 

味雇主們與當地政府就想幫助移工融入當地社會。早在有土耳 

其工人出現在德國人們眼簾之前，這群東歐人就已被國家視爲 

是「客工」（guest workers） °
雖然德國對移出現象採取自由的立場，但在移入的政策上 

卻傾向對永久移民設限，鼓勵短期遷移。與其他歐洲國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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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就有一套嚴格的系統可以控制 

移工。幾乎所有來到這裡的人都被要求領取特定職業的工作證 

(在德國被稱爲Legitimations Kartell);當要更換工作時必須 

領取另一張新證。如果有外籍工人在工作時被發現沒有工作 

證，或在找工作時被發現工作證已被前一任雇主取消，那他將 

被驅逐出境。這套制度設計之初是針對農工，但最後被推廣到 

所有的工作類別上都適用。另外針對占境內移工之半數的波蘭 

工人，政府還設制了授權識別證(Legitimationszwang)，以便 

更嚴格的管控他們。

結果，我們看到在德國形成了一股移動快速，但同時爲居 

留權及工作證所控制的外來勞動力。德國估計境內的短期移工 58

的數目超過100萬人；在1890與1910年間，居住在德國的外 

國人從原本43萬人增爲三倍的126萬人，其中約有20萬人是 

在德國出生，儘管這個數字仍少於世紀之交時移出德國的350 
萬人，但仍是十分値得注意的數目，而且這還未包括那些令政 

府頭痛的非法移民在內，他們往往定居在德國成爲永久居民。

社會哲學家傅柯(Michel FmICauh)在《規訓與懲罰》

(Discipline and Punish /裡提到，現代國家的權力有一部分，

是透過指認出當代社會的少數或偏差者而發展出來的，例如對 

犯人與精神病患的點算與分類。類似的處置也同樣可以在對待 

移民的事務上看到，雖然德國政府對移民的控制並不是爲了將 

這些少數族裔者整合入德國社會裡，當然也不鼓勵這麼做。而 

將政府與社會完全切割開來的做法，也在「西部的波蘭化」的 

論述裡表露無遺(Knoke，1911; Benz, 1985) °在這裡我們所看 

到的，恰可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對移民的觀感遙相共鳴。

在政府機構的眼中，住在被德國所兼併領土上的族裔波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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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人(ethnic Poles)與住在被俄國、奧國兼呑併領土上的外國波 

蘭人(foreign Poles)是不同的。德國政府僅允許外國波蘭人 

持有短期移工的身分，而不淮他們在此定居；他們在每年的12 

月20日前必須離開德國，直到次年2月1日後才可以返回’而 

且他們只淮前往東部的省分而已。政府把波蘭人視爲是永難同 

化的外人，認爲他們想重建波蘭這個國家，因此他們出現對德 

國東方的邊境而言是個威脅。即使這個波蘭人是來自德國所統 

治的領土，也無法改變政府不願接納、拒絕整合他們的態度。 

政府對在西部省分工作的族裔波蘭人的文化活動，採取鎭壓或 

管制的方式；他們的報章雜誌或組織活動都受到監視與審査， 

其民族的象徵符號也不允許出現(Crew, 1979)。這些措施確保 

了即使是永久居民，也無法將自己文化的歷史與當前的生活環 

境相互連結；文化被迫噤聲，同時伴隨著難以被同化抹去的異 

地記憶。這些觀點都反映了政府的信念，認爲「外來的特性」 

(foreigness)是難以移除的，這股信念自然也推導出僅把外來 

工人與德國的關係當成短期的想法。

但是，因爲對波蘭人的政策在德國有關國族與公民權的政 

治裡占有核心地位，因此上述的態度並無法直接機械化地轉譯 

爲具體的行動；不管是政府控制與社會整合間切割的作法，還 

是想像從前一樣，在波蘭人待在德國期間壓制他們的生機，然 

而曰後都將證明這些舉措會造成重大的創傷。波蘭人民雖然四 

處遷移，但他們擁有強烈的民族情感以及自己的領袖。政府一 

開始試圖想讓波蘭人能效忠德國，然而眼見到這項計畫失敗也 

導致了在1885年的大規模驅逐行動。本來主要是針對移民當 

中的國族主義煽動者，但後來這項政策卻變成不論是外國波蘭 

人或是東歐猶太人，一律都加以驅逐。在1885到1887年間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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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超過三萬名擁有俄國或奧國公民身分(citizenship)的猶太 

人及波蘭人被逐出(Neubach，1967)。

接下來，政府試圖透過一項新的定居法來誘使德國人遷居 

東邊靠近邊界的地區，藉此取代當地的波蘭人，這場內部殖民 

的計畫在1886年開始執行，使得二萬名德國人移居至此，若 

包含其整個家庭的話則有12萬人。然而這項計畫並未成功， 

波蘭社群本身擁有十分強大的宣揚文化與國族主義的組織，此 

時這些組織便成爲反對這項殖民計畫的施力點。除此之外，德 

國的西部邊界仍持續具有吸引力，使得德國人離開東部邊界地 

區的要比進入這裡的多=計畫的失敗使政府採用更加嚴格的措 

施，在1904年時頒布一項新法令，要求所有新居民都得獲得 

當地行政機關的許可；雖然在1898年頒定的法令裡已有行政 

官員以推動德國人的認同(Deutschetitum)爲己任，但在1904 

年的新法裡，更是大剌刺地歧視在此定居的波蘭人。1908年 

頒定的徵收法，允許在西普魯士及波茲蘭用徵收土地來做爲強 

化德國人認同的手段，但此法引起國內外群起憤慨，也使得它 

僅被使用過一次而已。

農業與工業在經濟上的需求，也使得德國境內政府想管制 

的努力打了折扣。例如，在1885年施行驅逐後，政府開始禁 

止波蘭人再移入德國，但因爲海外移民與向西部地區遷移不斷 

進行，使得勞動力持續短缺a有更嚴重的傾向。甜菜的栽種日 

益增加，而做爲一個比穀物更勞動密集的作物，甜菜的耕種需 

要更多的工人參與，於是農業利益讓政府再度向波蘭勞動遷移 

敞開大門。

在俾斯麥政權崩潰後的1890年政府承諾了一項妥協，將 

奧地利與俄國的波蘭人再度授予許可，但仍施以嚴格的管制以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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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他們成爲永久居留者：波蘭人受到限制而只能在邊境地區 

從事農業工作，其屮未婚者必須每年冬天時返回母國 

(Herbert, 1986)，即使向對這麼嚴峻的環境，德國仍對波蘭移 

民有很強烈的排斥，儘管如此，季節性移民依舊持續增加。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普魯士的情況也能讓我們看出，政 

府與經濟力量間互動的結果。外國工人裡就有大約四分之三到 

五分之四集中在普魯士，這本身就是一個可以用來說明遷移也 

有模式的有趣例證。在20世紀初期位在普魯士的外國工人 

裡，就有40%是受僱於農業，在這些人中又有三分之二是波蘭 

人；在19B年時，受僱在普魯士從事農業的波蘭季節性移工 

就有大約24萬人(Bade, 1980)。在工業、採礦業或其他產業 

裡，波閽人則只占移工數目的5%到10%。事實上，在德國的 

外國工人裡只有大約三分之一是波蘭人，但因爲大部分的波蘭 

人只在某些季節來到德國，因此占居住在此的外國工人的比例 

又要更小。然而，關於移民議題的公共討論與爭辯卻始終環繞 

在「外來波蘭人」(the alien Pole)的想像當中；更廣泛地說， 

是環繞在來自東方的斯拉夫人及猶太人大規模入侵的想像當 

中。

然而，假如我們以爲在1930年代的排外情緒與種族主義 

只是1880年代與1890年代德國的反映而已，那將大錯特錯。 

不管是政府還是國家面對所有外國人，像瑞典人與義大利人的 

反應，都與對波蘭人的反應如出一轍；事實上，假使不是德東 

波蘭問題的觸發，在德意志帝國裡的移民現象將只是一個隱而 

未見、大眾鮮少關注的議題。此外，1880年代與1890年代的 

「政府」並不是單一的政體，不同的德意志邦國有著十分歧異 

的歸化(naturalization)政策；因此普魯士可以不受約束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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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一個限制重重的政策，而它也的確這麼去做，巴伐利亞與薩 

克森也同樣如此，一般咸認這二個德意志邦國面對來自東方移 

民的威脅最大。而就在1885年初的普魯上，俾斯麥最終嚴禁 

俄籍人t (幾乎都是波蘭人與猶太人)的歸化，在稍後則更進 

一步執行1885年的大規模驅逐行動。

除此之外，來A東方侵入的威脅也促使德國社會中特定的 61

機構採取抵抗的態度，雖然這抵抗的態度有些自相矛盾。例如 

庄工會裡便分裂成二派，一派抱持著國際主義式的政治態度，

另-派則注重勞工大眾當前的利益、在德國的工人工會曾試圖 

組織這些移工，但卻無法成功爲他們爭取到平等的權利與利 

益。同時，這些願意領低薪、增加工時的外國工人也成爲眾矢 

之的，抗爭、批評與污名部針對他們：這些外國人似乎無庸置 

疑地就是「罷工運動的破壞者」、「導致減薪的原兇」等等。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到來終止了'這一連串的分裂、爭議與矛 

盾情結。社會與政府如今都希望強迫這群移工留在國內，尤其 

是那些農業移工，在戰爭結束時他們在德國仍有37.4萬人，假 

若少了他們，勞動力短缺的危機將雪上加霜。戰俘同樣也被派 

到農業中工作，在1918年時他們共有約90萬人。

在這波蘭政策的討論裡，我們凸顯了德國在國家(nation)

這個特定概念上，其實是根據血統主義(jus sanguinis)做爲 

基礎，也就是說這個國家，是基於其成員爲同一「血統」而構 

成，彷彿這個國家之所以形成是因爲生物上的繼承關係，而不 

是共享一個文化。在19世紀時，這樣的信念並非僅見於德 

國。達爾文(Darwin)在反對拉馬克主義者(Lamarkian)所 

強調文化與生物適應的觀念下，以《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所建立起的觀念也成爲血緣原則的理論源頭；林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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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aham Lincoln)在美國南北戰爭期間也曾多次徵引這觀 

念，來證成本屬同血統的南方與北方，應共爲不可分割的一個 

國家；親斯拉夫派(Slavophiles)也訴諸血統，認爲這個神祕 

的連結緊緊繫住分散在幾個不同國家領土的斯拉夫人。

德國與眾不同的地方在於，它試圖把這個普遍存在的血統 

主義信念付諸實行於法律上。德國在1913年制定出的法律， 

對公民身分採取嚴格的限定，並體現血統主義下的國族概念， 

此法允許在國外定居的德國人(Auslandsdeutsche+)保有公民 

身分，並傳衍到其子女。在此法通過之前，假使有人定居在國 

外超過十年的話，將喪失其德國的公民身分，除非他(她)按 

照繫複的程序向領事提出申請。1913年的法律也駁斥了一些 

與出生地主義(jus soli '相關的合法歸化條例，而出生地主義 

意指根據人們出生和居住的地點來決定其公民身分。事實上，

62 在新法之前，德國關於公民身分取得與否的法律就一直在舊體 

制下出生地主義的版本，以及19世紀血統主義的版本之間搖 

擺不定，前者適合用來規範王朝統治下之領土的居住問題，後 

者則強調一個血緣共同體間經年累月逐漸形成的社會連帶優 

越，這共同體是因著血脈相通而緊緊焊連在一起，不管皇室之 

間是如何通婚、定約或互爲親族。

在這個逐漸形成的民族國家裡，1870年的法律已經宣告 

了血統主義的原則，但卻未挑戰原本出生地主義的條例，之所 

以還能存在是因爲這個國家當時的經濟情況；在1871年全德 

國共4,000萬人中，有20萬的外國人是永久居民。對於將有更 

多移民湧入這件事，一般人並無預期，但卻在人口統計上可以 

看到。在1913年統計調査中呈現的人口與經濟轉變，讓人們 

不再允許讓二項原則並存(Brubaker, 1992)。在1913年的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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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不但去除定居取得公民身分，讓血統成爲判斷上最主要的 

標準，同時增加了兩項收回某些德國人公民身分的判準：取得 

他國國籍者，以及未服兵役者。還有很多的例外與條件，其中 

一項是針對遷出德國的人，倘若他們所前往的國家，其法律是 

以出生地主義爲準，則他們仍可以保留原本德國的公民身分° 

儘管有例，但這二個判準已讓很多德國人無法再持有德國的公 

民身分。最後，這新法也使遷出德國者以及他們的子女，儘可 

能更便於重新取得德國的公民身分，這也再一次反映出國家想 

藉由收納更多的德國人，以打造新德意志的希望。

韋伯也曾以這項新公民身分法爲例，視之爲對現代國家官 

僚體系理性化的反擊，然而此法也顯示當政府想根據單一原則 

對公民身分立法時，其權力是有侷限的。出生地主義的原則無 

法輕易地被拋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也多次建議讓歸化制度走 

向自由化，以便某些人可適用出生地主義，像是出生或成長在 

德國的人們，他們之中有不少人是第二代波蘭人。當社會民主 

黨人被指控爲想透過出生地主義來污染國族時，他們就拿在其 

他主要國家的法律裡，都看得到出生地主義的影子來反駁，最 

常被提到的例子就是法國。

但是，訴求於當時其他國家法律情形的作法是與德國特定 

的記憶背道而馳的。德意志人與斯拉夫人間的族群界線對德國 

政府在理解國族上十分重要，而這界線的決定，受到了在高中 

世紀時期（high Middle Ages，譯註：約在西元1050至1400年） 

以及在16世紀以後，都有德意志人向東遷移所影響。這幾場 

向東的遷移也使得在東歐與俄羅斯等地，都可發現在那裡定居 

的德意志人的身影（Hagen，1980）。他們-•定程度上已被同 

化，但其認同仍然是德意志人，並在異地維持自己的語言與儀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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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甚至因爲身處異地，尤其是俄羅斯與波蘭，反而使他們更 

努力發揚自身的文化。基於血統原則的法律似乎爲這片四散各 

地的文化網絡賦予意義，然而文化歷史卻在這過程裡被倒置爲 

生物學，藉著此來理性化國家的作法，使國家得以區分出誰是 

永遠屬於我們的，而誰只是暫時跟我們生活在一起的。

法國在處理人群遷移上則朝相反的方向來努力。

法國：愈多愈好，並且讓他們都變成法國人

在法國的傳統裡，普遍的政治價値並不是用血統或血緣來 

界定誰是我們的一員。在這個國家當中，制度、帝國及地方的 

整體架構提供了法國人界定國族與公民身分的元素。早在舊體 

制下就已強調國族是在政治層面上構築的，不是基於血緣形 

成。一個共享的文化也提供了經驗，據此可以將人們打造與同 

化爲同一國族。

同化的達成有賴於中央政府，藉由深入領土各地的學校、 

公共行政體系、軍隊以及相互聯絡的基礎設施，而逐步地達 

成。想說明同化主義者如何把對國族的理解給制度化，一個最 

顯而易見的例子，就是19世紀末的對內傳播文明的使命 

(Mission Civilisatrice)這個計畫，它是由第三共和底下的學校 

老師組成的軍隊所推行(Weber，1983)。在法國的右派以及自 

由主義者都分享著這種傳播文明的使命感，這包括了對國族榮 

耀的關切，並在很多時候將它擴展到更大的帝國疆土上，不論 

是在海外或是在歐洲境内。事實上，這些同化主義的政策跟法 

國內部的地區文化-樣，常常都帶著類似殖民者的心態 

(Weber,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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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藉由共享的文化來同化的計畫，在許多領域裡推行 64
著，包括內部、地方差異以及移民問題上。這也讓人聯想到法 

國在帝國擴張上那種獨特的模式：法國身負著文明教化與解放 

的使命，其制度化的程度要遠遠勝過英國與德國，後二者僅在 

大城市與海外領土 h施以法律及政治上的同化。在1880年 

代，伴隨著基礎教育及軍隊徵召制度的改革，內部的同化政策 

也一併推汀，這也替法國的公民身分法，製造更朝向同化主義 

方向改革的氛圍，而這套法令裡的主要條例仍沿用至今。雖然 

歷經各種排外情緒的階段，包括了在19世紀末的反閃主義 

(anti-Semitism^ 法國仍然認爲國族在本質上仍是種政治概 

念，因此國族是超越種族與語言的問題的。1

有••種分析(請參考Brubakei•的著作＞ 認爲出生地原則的 

引進並非如一般所說的，是工具性考量下的選擇；也就是說，

其目的是想增加人口成長以及可供徵召入伍的人數。在這些改 

革背後，有更鉅觀的政治的與意識形態的因素在作用著。

Brubaker認爲在1851年歸化條例之所以走向自由化，絕不是爲 

了回應人口及軍事上的需求，因爲這二項問題在當時都還未被 

提出。

但是，移民對法國經濟留下的經驗的確也助這項政治文化 

一臂之力。做爲一個移民接收國，法國揭示了十分有趣並深具 

意義的模式。在19世紀與大半的20世紀期間，法國一直是歐

I.法國在1889年6月26 |：|制定的法律裡擴大丫對國籍的定義，當中主 

要的條文仍沿用至今。此法授予出生在法阈土地上的人們法國國籍： 

移民的子女若出生於法國也能成爲法國人、此法也讓歸化更加容易， 

將原本五年的等待時間縮短爲三年。假如移民顧意向法國進行一年額 

外的服務，像是服兵役，或是引進工業、帶著出色的能力來到法國 

的•也都可以獲得法國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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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主要的移民接收國，其移民政策的走向與實行深受一項更廣 

泛的政治認知所影響，而絕不僅是因爲國家擔憂人口成長的停 

滯，以及可被徵召兵役的年輕人不足。這個理性的、國家爲中 

心的、同化主義觀點的國族概念，雖然在舊體制下就已有上述 

的種種元素，但直到法國大革命時才被具體執行推動出來。這 

也導致了對住在法國的外國人，採'取接納的立場，從這個角度 

來看，法國的確與德國大不相同。

在19至20世紀間，法國移民問題上最主要的話題是法國 

逐漸下滑的人口出生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60年間， 

相較於歐洲其他國家的人口快速成長，法國人口卻遲滯不前 

< Dyer, 1978; van de Walle, 1974)°普遍認爲至少有以下二個因

65 素，使得近代法國歷史上對移入的重視更勝於移出(Fohlen, 

1985: 11)。第一個因素是，因爲19世紀間歇性的農業危機所 

產生離開鄉村的壓力，而這股壓力也被法國城市的成長以及隨 

之而來對勞動力需求的增加所平衡。在第二帝國時期成長最多 

的就是巴黎，然而當時許多地區的鄉村工業與習俗都使人們仍 

附著在鄉間。法國缺乏像在愛爾蘭於世紀中葉，或義大利與德 

國東北部在1870年代之後所產生的那種離鄉壓力。

但是，雖然法國移出的程度明顯較歐洲其他各國小，但仍 

然存在。根據Fouche (1985)的說法，整個19世紀中能使法 

國發生移出的潛在力量仍是相當可觀的：法國鄉村經濟間歇發 

生的危機，例如在飢荒的推動下，甚至有可能達到大規模的程 

度，但卻從未發生——再一次我們看到了遷移被模式化的程度 

有多大。事實上，人口移出的區域並不是那些靠近有助於遷出 

的大港口地區，而是在內部生危機的地區。

雖然數字並非完完全全可靠無虞，但仍告訴我們住在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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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之外或殖民地上的法國人口，從186］年的31萬提升到 

19H年的60萬人。在1880年代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前10年，移 

出的人數也有增加(Chevalier, 1958):在1881到1886年間有 

42.6萬人;在1901年時有49.5萬人；到了 1911年時則有60萬 

人，這跟德國在世紀之交時的350萬人比較起來可算是小巫見 

大巫。法國移出人口裡有40%到45%是在19世紀大半時候，

即在1890年前往海外遷移的，而有20%是前往法屬殖民地，

剩下的是前往歐洲其他國家。在1890年後，海外移民的比例 

下滑，同時移往法屬殖民地的也在30%到10%之間來回擺 

動，而在歐洲境內的遷移則穩定地向上成長。在1901到1910 
年期間，法國移往其他歐洲國家的比例已達到所有移出者的 

54% °

在他對遷移詳盡的歷史分析以及其他關於1816到1889年 

間的記錄裡，Fouche (1985b)發現移出法國者的典型是爲：

較可能前往南美洲各國和加勒比海地區，而不是北美洲；是來 

自法國西南部鄉間的年輕男性，但曾居住在波爾多且從事商業 

活動、航海或港口工作。再一•次，我們看到了遷移的模式浮現 66

出來。Rougie (1985)也在處理1865到1920年間的記錄時發 

現，有更多人是以拉丁美洲而不是北美洲爲目的地。Guey 

(1980)則認爲在1830年代從阿爾卑斯山間貧窮且孤立的巴塞 

隆納特谷地(Barcelonette Valley)往墨西哥去的移民，可視爲 

一種連鎖遷移。

在19世紀末，倡議多多生育的態度是與更廣泛的殖民地 

計畫有關，後者認爲把法國人移居到殖民地將讓法國下一代子 

孫享有更多的土地與機會。但在1850到1925年期間僅有五分 

之一的移出法國者眞的前往法屬殖民地，這個比例相較於英國

-81 -



客人？外人？

與荷蘭要小的多。

北美洲的殖民化行動在1848年後才開啓。遷出在法國政 

府也有系統地安排遷移的情況；根據法令'從巴黎遷往阿爾及 

利亞三個省所新設立的42個農業殖民區，其固定配額爲1.2萬 

名(Katan，1985)。雖然後來很多巴黎人都返鄉，但從法國南 

部遷出的情況卻因爲農業與商業上的危機，以及著眼於政府的 

鼓勵而持續增加。第三章已經提到，在葡萄根瘤蚜蟲病的危機

'使阿爾及利亞發展成葡萄生產的新據點。在1875到1890 
年間葡萄根瘤蚜蟲病肆虐地中海平原之際，遷往北美洲的移民 

潮也是最興盛的。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口數從1851年的 

66,050 人，1872 年的 129,601 人，1881 年的 233,937人，到 

1891 年的271,101 人(Chevalier, 1947: 167)。到了 1880年代， 

移往拉丁美洲的情況已衰退，朝向北美洲殖民地的遷移則成長 

丫，雖然就程度上而言，仍不及法國移往其他歐洲國家，尤其 

是比利時、瑞士與西班牙。

但是原則上，法國仍算是個移民接收國。網絡式的遷入在 

這個時期的人口成長上扮演著重要角色，估計在1851到1886 

年間的人口成長有三分之一要歸因於此，從1886到1891年間 

則更占了人口成長的80% ( Rebut, 1974)。據人口普査的數字 

指出，外來人口從1800年的10萬人h升到1857年的38萬人， 

到了 1881年超過了 100萬人，在191］年時有120萬人，在1931 

年時達到了 270萬人。

跟其他國家一樣的是，法國移民人口的來源變得更加複 

雜，雖然法國一直在國籍的數目上設限，但仍有少數情況下有

67 例外。根據19世紀最後一次人口普查，在1896年時最大的移 

民來源仍是義大利與比利時，接下來的是德國、西班牙與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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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數字上都與前二名差很多。義大利做爲最主要的來源國， 

在！896年時有29.2萬人，到1911年時有14.9萬人。其他較具 

規模的也都是與法國有交界的國家：比利時、瑞士、德國、西 

班汗及英國。而他們多半定居在邊界省分裡，除了巴黎地區 

外，在1907年時有153,600名外國人集中於此，是法國境內外 

國人次多的地區(Didion, 1911)。

定居的地點也形塑了移民勞動力受僱的特徵，反之亦然。 

因此，在南部的農業中，我們可以看到義大利與西班牙人，而 

在北部與東部的工業中可以看到比利時、德國與義大利人。移 

民大量集中在工業領域中，1891年時有50%的移民受僱於工 

業，到了 1911年時則有43%，而在這二個時期受僱於工業的 

法國人占其整體的比例，分別是26%與30%。另一方面，在 

這兩個時期皆有約45%的法國人從事農業生產，相較於此，則 

分別有19%及12%的外國工人從事農業(Mauco, 1932: 48) °

在1889年時自由化的走向之所以遭受挫敗，因爲法國人 

民不滿於多半在此定居已久的外國人，竟得以免除兵役的情 

況。在1870年代徵兵的比例上升時，這股憤怒也隨之升高， 

特別是在1880年代，當共和國飭令人民無例外地皆服兵役 

後。更廣泛地來探究其脈絡，是一般人尊敬地將軍隊視爲是法 

蘭西榮耀的體現與工具，以及用同化主義及國家中心的觀點來 

理解國族概念，而這個概念也會將移民歸化爲法蘭西的人民。

法國的輿論分裂爲二方，有人視移民是經濟上所不可或 

缺，且認爲他們是可以變成法國人的；另一派人則認爲移民將 

對法國的文化、經濟與社會造成威脅，今日我們也常在大多數 

的移民接收國裡聽到後者的論調(Wihtol de Wenden. 1988; 

Green, 1985)。種族主義在這個時代也並未缺席，在1883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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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間有大約50個與移民相關的法律提案，其提出的目的 

在向他們或其雇主課稅，或是要限制他們進入。他們被視爲法 

國工人的競爭者、貧窮的人或是罪犯。在1899年曾通過一條 

法律，限制外國工人在公共建設計畫裡被僱用的比例。但是，

68 這50個法律提案幾乎全數被駁回。在實際運作上，工業生產

的利益仍占上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被默許的作法，是鼓勵 

遷入，更常見的是積極地去召募移工。

我們清楚地看到，移工之所以存在，並不只爲了人口統計 

上的目的而已，他們被召募到通常是不受歡迎領域，曰復一曰 

地從事困難與倍受鄙視的工作。Longwy的故事就是很好的例 

證(Noiriel, 1984)。在1905年時東部鑄鐵委員會(Comite des 

Forges de l’Est)開始召募來自義大利及稍後來自波蘭的工人， 

來到Longwy從事採礦與製鋼工作。Noiriel發現在1880年代 

時，這股工人遷移潮就已經存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這 

個地區已成爲全法國最大的移工集中地，從很多方面來看，這 

裡都是移民的邊緣地區，用Noiriel的話來說就是「遠西」(far 

west)，在這裡男人遠多於女人，還有高死亡率、嚴重的疾病 

問題，同時居住條件與生活機能上都非常的差。這些情況中也 

有不少是明顯存在於歐洲許多的採礦城鎭裡。

發生在1889年的一個事件凸顯出了當時面對移民議題時 

的立場。在1889年期間，世界博覽會在巴黎舉辦，同時齊聚 

了新舊世界的代表，召開一場討論「政府如何介入移出與移入 

問題的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 with regard to Emigration and Immigration) 5 會中密 

集地討論了許多議題，像是移出與移入各自帶來了什麼收益與 

代價、政府應該做什麼、遷移如何被管制等等。然而最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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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們回到了這樣的共識，即認爲自由市場是國家利益與個人利 

益的最佳協調者，因此應採行自由放任的政策。

義大利：他們在農田與礦坑裡工炸， 

也為歐洲其他國家修築鐵路

義大利人在1876到1976年這個移出的世紀裡，主要的目 

的地是歐洲(Rosoli, 1978; Son, 1979)。有近1，260萬義大利人 

前往歐洲其他國家，比起往海外遷移的人數要多出100萬人。 

雖然以國家爲單位，擁有570萬人的美國是最大的接收國，國 

土規模較小的法國落後這個數目不多，仍有410萬人，瑞士則 

接收了 400萬人，德國有240萬人，而奧地利也有近120萬 

人。在海外接收國裡，阿根廷是僅次於美國的，有297萬人， 

而巴西有146萬人；澳洲接收了42.8萬人，加拿大有65萬人， 

其餘的國家則接收了數量較少的移民。若把歐洲與海外的國家 

全算在內，一共接收了義大利超過2,000萬的移民。

義大利的向外移民，只有在世紀之交時是呈現出大部分都 

前往海外的情況。但在1861年義大利統一之後，以及在1920 
年美國關閉移民大門之後的時期，義大利的移民大多都以歐洲 

國家爲目的地。

若從不同遷移潮的來源來看，都可以發現清晰的模式。往 

法國與瑞士的季節性與短期遷移，在義大利北部有著悠久的傳 

統，而當進入了大規模移出的階段時，這股遷往歐洲的人潮仍 

大多來自義大利北部。南部的移民大多是以海外爲目的地，而 

一旦建立起模式後，它又會自我再製：連鎖遷移意味著已經到 

了海外的南義人會帶他們的親族也到海外來，而北義人則帶親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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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往歐洲其他國家去。但是，這些遷移潮的塑造也取決於某些 

不期然的因素。南北之間發展的顯著不同也加劇了移民模式之 

間的差異，在北部的皮埃蒙、利古里亞及倫巴底都發展成義大 

利最先進的地區。再者，像旅費這種現實問題，也在遷移過程 

的一開始，很自然地產生影響：一般來說，從義大利南部要到 

紐約去，要比去德國北部的花費便宜。不同國家間的召募模式 

也可能在很早就導致不同的遷移模式，並且會持續複製。在 

1920年後到今日爲止，歐洲做爲義大利移民的目的地，逐漸地 

變得愈來愈普遍。

在義大利盛行移出的這個世紀裡，工業與國家也逐漸發 

展，但卻有顯著不均的現象。工業成長與人口外移之所以能並 

存，-••個重要的因素是工業化帶來農業的重整以及農夫被無產 

階級化；同時製造業裡的工廠體系也讓經濟組織遭逢鉅大轉 

變，許多人都被迫離開鄉村的工坊工業。義大利在這一點上， 

與其北方的歐洲諸國並無不同，但發生的時間卻有差異。和德

70 國東北部移出現象的例子一樣，1880年的農業危機也有助義

大利移出現象的增加。除此之外，原先在保護主義下，南部工 

業的發展不僅停滯不前，也在日後自由貿易政策的實行下受到 

傷害、再者，在毋需太多貨幣的農民經濟下要償還貨幣債務也 

迫使人們去尋找薪資勞動。最後，國際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請 

參考Rosoli，1985）也是開啓並再製這些勞動遷移潮的重要因 

素：想尋找有彈性、廉價的勞動供給，特別是當面對工會主義 

盛行的情況下，工廠都十分樂意見到承包商與職業仲介能推動 

遷移的形成，引進移工。

在1876到1915年間，有1,400萬的義大利人離開他們的國 

家，其中每個10年都較前一個有更高數目的移出潮，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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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到1915年這10年裡以近600萬達到最高峰。這40年裡的 

移出，歐洲接收了44%，其他則到了海外。在歐洲主要的目的 

地是法國，有約818萬人；奧匈帝國有640,400人；德國有約 

35.400人；瑞士有32.7萬人，他們大多來自北義地區。移出率 

在主要人口移出區是非常的高：在Veneto於1880到1891年間 

達到每1,000人裡有40個人移出的比例。移出的幾乎以男性爲 

主；在最初幾年，女性只占17%，到了本世紀未則有25%。

大約有40%的移出者是農工。

義大利的移出是在1901到1915年間達到巔峰，這現象不 

但導致了不穩定的情勢，甚至摧毀了社會與經濟的結構 

(Rosoli, 1985: 101-2)。在這15年裡，有大約880萬義大利人移 

出，當中有約20%是女性，而農工占的比例則從35%持續下 

降到26%。這個時期也是義大利乃至整個歐洲無產階級化曰益 

嚴重的階段。有500萬人前往美洲，其中多數是到了美國；在 

歐洲則以瑞士、法國、德國、奧地利爲主要目的地。義大利主 

要的人口移出地區就是西西里，在這15年裡就有超過110萬的 

人移出，並在1913年時達到每1,000名居民裡就有40個人移出 

的比例。以今天畏懼大規模移民的心態來看，値得注意的是離 

開西西里的「大規模遷出」在這個不大的區域中達到了人口的 

4%。

關於移民回流的現象，我們擁有的資料十分有限，時間上 71

只涵蓋了 1905年以後，並且只有海外移民的這部分。根據這 

些資料，從1905到1915年間，大約有200萬義大利人返回故 

鄉，其中有120萬是從美國回來的，因此大多都是回到南部。

而從歐洲國家返回的移民資料是從1921年後才開始記錄。

在19世紀末，義大利人是法國最大的移民團體(Bez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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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Wlocevski, 1934)，其數目在 1851 年是63,300人，占所有 

住在法國的外國人的六分之~，在1886年時上升到264,60() ’ 

占所有外國人的四分之一，到了世紀末已有超過414,200人， 

占所有外國人的四分之一強。1906年的人口普査發現，在農 

業與林業的外國工人裡，有40%是義大利人，在製造業有 

40%，在運輸業有三分之二，在商業中則有三分之一。在一些 

種類的工業裡，義大利人不單是在外國工人中，也在全法國的 

工人裡占有顯著的比例；他們占所有化學工人的8%，採石工 

人的7%，但這些數字仍低估了義大利工人的普遍存在，因爲 

就像前幾章所說的，調査已排除了很多季節性工人(請參考 

Rosoli, 1985)。

這裡頭也存在著女人與未成年者：在里昂的義大利社群裡 

包含了絕大多數的女人與小孩(Bonnett, 1977)。絲織業僱用 

了許多義大利女人，而玻璃製造業也僱用了多達4,000名的義 

大利童工，這些工作是法國禁止自己的未成年者從事的。義大 

利的小孩是在義大利接洽好後，徒步走到法國；後來則改採乘 

船的方式，從那不勒斯被運往馬賽(Cafiero, 1901; Schiaparelli, 

1901)。馬賽成爲義大利人最龐大的聚集地，在這裡僱用了許 

多義大利人，從事辛苦且低薪的港口工作；在馬賽2,400名漁 

民中大多是義大利人。此外，他們也従事製鹽、生產肥巨以及 

建設公路的工作。

一般而言，工廠或職業仲介業者都是直接到義大利與當地 

人接觸。在法國，義大利人從事的都是最辛苦的工作，卻住在 

惡劣的環境裡，所領的錢也比法國人少，也常被認爲比法國工 

人要順從的多。他們在礦業、製造業與鐵公路的發展上，扮演 

舉足輕重的勞動力供給角色，但法國工人與工會人士對待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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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態度並不友善，儘管彼此之間也合作了好幾次(Milza, 1977; 

Bezza, 1983)°然而，也發生了好幾次意外的暴力事件，例如 

在1983年時，法國工人曾野蠻地攻擊在Aigues Mortes的義大 

利製鹽工人，結果造成了 50人死亡，150人受重傷(Vertone， 

1977)。

德國境內的義大利人之所以在1860年後日益增加，是因爲 

1860年代的Brenner鐵路以及St. Gothard鐵路的修築帶來大量 

的工人(Jacini, 1915; Knoke, 1911; Sartorius von Waltershausen, 

1903)。在每年12月間許多季節性工人返鄉時進行的人口調 

査，無法讓我們明確知道義大利的移民究竟有多少。據估計，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這段期間，夏季時約有17.5萬名義大利 

人。除了修築鐵路外，義大利人集中的產業還包括了製造業、 

採礦業與營造業。在1860年時，就已有幾百位義大利人在西 

發利亞的礦坑中工作，在德國南部的黃銅工人、編椅匠及流動 

小販裡也有從義大利北部來的，也有販售大理石與石膏像的商 

人是從盧卡來的；義大利人也在巴伐利亞、Wiirttemberg及萊 

因法耳茲(Rhine-Palatinate)當地的製磚廠工作(Rosoli, 1985: 

109 ＞。在1906年的人口調査中發現，製造業裡的外國工人， 

義大利人幾乎占了半數，也是製造業裡第三大的移民團體。與 

義大利到法國的移民不同的是，在德國的義大利人並未定居下 

來，也不從事農業工作。

在德國的義大利工人同樣領著低薪來從事辛苦的工作。例 

如，在巴伐利亞的製磚工廠裡，義大利人每天不間斷地持續工 

作11到12個小時，比起當地工人要長的許多；包括女人與小 

孩在內的工人，常常要清理熔爐，在裡頭塞滿原料或取出成 

品，並推著沉重的推車，還得在夜間工作。絲織、棉織及黃麻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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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造業也會僱用女人與小孩。

義大利人是被德國的承包商及工廠所召募前來；他們常常

花上好幾天的時間搭乘特定的火車，主要前往的目的地是西 

部，因爲在那裡有歐洲最大的鐵礦與煤礦正被開採著，包括在 

魯爾、洛林以及薩爾盆地。

對義大利人的偏見似乎一直那麼強烈，而且他們也融不入 

德國社會。義大利人從事低薪的工作，鮮少有晉升的機會。嚴 

重的疾病，極度威脅健康的工作環境，每天16個小時的工作 

時數，過度擁擠和不衛生的生活條件，以上都是義大利移工在 

德國工作經驗的特徵。德國工人與工會並不樂見義大利人接受 

低薪，並且工會人士與工人們都認爲他們既軟弱又無效率。儘

73 管如此，德國當地的工會仍盡最大的努力來組織義大利人，德 

意志總工會(Centr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of Germany) 

就在19世紀時發行了一份義大利文報紙£’(7/；>(?/77/0/如//<^0。工 

會代表也希望在冬季時在義大利境內組織他們。

義大利人已在瑞士工作幾十年後，才在1870年代因爲St. 

Gothard隧道的修築，開啓了較大規模的義大利工人遷移 

{Amman, 1917; de Michelis, 1903; Bezza, 1983) ° 在 1880 年時 

有41,500人，而到了本世紀末則有9.5萬人。1910年的人口調 

査計有50萬待在瑞士的外國人，占全國人口的15%，而在某 

些省裡甚至高達30%至40%。德國人與義大利人的人數相去 

不遠，兩者加起來占外國人口裡的五分之四，義大利人占瑞士 

總人口裡的6%，這個數字是在歐洲國家中最高的，並且還未 

將義大利可觀的季節性工人計算在內、

在瑞士的義大利人從事的工作是最危險與最辛苦的，對道 

路、鐵路與隧道的修築來說，他們是很重要的：他們的工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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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是MontCenis ( 1857-1871 ) ' St. Gothard，還有Rigi、 

Pilatus與Albula等地的阿爾卑斯山區的鐵路，包括1914年開築 

的Brig-Furka-Disends鐵路、Simplon隧道以及稍後的 

Loetschberg鐵路。在1914年時，有三分之一的營造業工人是 

義大利人。義大利人從事的I：作還包括製磚、絲織、棉織、生 

產巧克力、製鞋、製造煙草等產業。

與其他國家一樣，瑞士工人與工會人士也認爲義大利工人 

侵蝕了他們的努力，並常稱呼義大利工人爲工會運動的破壞者 

(scabs):也曾爆發暴力衝突，像1896年7月在蘇黎士就有瑞 

士工人攻擊義大利人。在這裡也有一些義大利移工的工會，像 

是義大利製磚工會(Federazione Muraria Italiana) ’義大利人也 

成立了一些互助性的社團。一般來說，瑞士並不積極將這些義 

大利人整合進入當地社會，在這裡也存在著不少公開的輕視 ： 

而a在惡劣工作與居住環境T，義大利人常患疾病，健康情況 

不佳。

結論

這些國家各自都代表一條複雜的軌道，因此無法用簡單的 

摘要來正確無誤地掌握它。我只想在這裡抽絲剝繭出一些元 

素，以凸顯出本書所關心的、些特定議題，也就是出現在當前 74

移民爭論中的議題。

德國的例子凸顯了-•個事實，即一個相對而言數目不多的 

移民仍能占據大眾的想像，而將他們視爲是威脅民族與國家完 

整的代表。在德國獨特的處境下，威脅的再現是具體鑲嵌在對 

波蘭人的政策裡。波蘭移工雖然未占外國工人的多數，但卻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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屢成爲爭論所在，在1800年代至1900年代早期成爲德國擔 

憂、恐懼的對象，以及移民政策管制的目標。我們看到了某個 

特定移工團體，如何成爲龐大國家計畫下權力競奪與自我再現 

的場域，我認爲這種情況也可以在當前一些歐洲國家以及美國 

中找到共鳴。

法國的例子則告訴我們，即使是一個國家急於藉由移民來 

增加人口、獲取兵源，對於移民的態度往往仍是曖昧不明的。 

移民的薪資較低，待遇較差，也常爲人厭惡；這將令我們深 

思，畢竟法國的共和理想是讓每個住在其領土上的人們都享有 

公民身分，並有完善的法律來保障人權。但是，禁止孩童從事 

某些工作與產業的法國，卻準許這些產業去召募義大利童工。 

今天，我們再一次看到國家決心要尊重與強化法律的規範，但 

同時卻容許許多侵犯移民人權與公民權利的行爲，包括增加管 

控措施以管理移民。

義大利的例子告訴我們，再現的力量是如何在忽略事實爲 

何的情況下運作的。義大利從1876到1976年的這個移出世紀 

常被認爲與新大陸聯想在一起，但事實上大多數的義大利移民 

是前往歐洲的國家。他們在歐洲各地的隧道、公路、鐵路與城 

市裡工作。再者，我們以爲義大利移民現象都是出於貧窮而無 

選擇的遷移潮，但事實絕大多數有模式可循，同時只有這個 

國家裡的特定地區才會產生大量移民。絕大多數的移民可歸類 

爲二種模式，一種是來自北部特定地區，前往歐洲其他國家 

的，另一種是來自南部特定地區，前往新大陸的。

75 以上每個國家的例子，各自都捕捉到挑戰今日移民政策制 

定上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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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段歷史在1880年代開始成形，並不時與遷移歷史交 77 

錯，甚至成爲它的一部分：大規模難民移動的歷史。從本書關 

注的焦點來看，値得一提的是二種情勢在這個時期的結合：第 

一種是西歐國家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就相對程度而言，較少 

介入到管制或控制難民潮的事務上；第二種是在第一次世界大 

戰前，大部分發生在歐洲東部大規模難民潮，在形塑西歐國家 

之間的關係上，幾乎未產生任何衝擊。

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得現代歐洲國家強化了對自己邊界的管 

控功能，以及對自己領土的主權控制能力；突然間要檢査護照 

了。在第一世界大戰後可以很明顯地看到關於難民與移民上的 

激烈轉變。我們可以看到當代關於移民與難民控制的爭議，是 

爲了回應一段相當近期的歐洲歷史，這段歷史從第一次世界大 

戰後才算起的。

在1880年代早期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間，發生過好幾次 

大規模的難民潮。大約有250萬名猶太人離開東歐，19世紀晚 

期與20世紀初期因爲鄂圖曼帝國的逐漸崩解，以及隨之而來 

的民族主義者間無情的戰爭，也產生出數十萬的難民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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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尤其關注的是這個時期發生在巴爾幹半島上的事件，向我 

們清晰無疑地揭示了一個對於「外國人」(foreigner)或「外

78 人」(outsider)這個概念的嶄新意義如何出現，而這個新意義 

與幾個世紀以來普遍存在於西歐的認知是大相逕庭的，雖然這 

個認知到了 19世紀中開始面臨改變。族群(ethnicity)轉變成 

了渴求保持獨立地位及民族統一的新國家，爲求結盟而去動員 

的標記。

在東歐與俄國猶太人移出的例子裡，歐洲各國基本上毋需 

調整它們的移民政策，図爲還有美國在那裡等著接受這股龐大 

的人潮。巴爾幹半島諸國的難民潮也不會重新定義19世紀的 

難民概念。

但因爲第-•次世界大戰以及國際體系形成，龐大的難民潮 

使國家在人口流動上的角色產生變化，也爲「外國人」概念帶 

來改變。這將標示出現代意義下的難民「危機」之開始，這也 

就是我們今天理解這個詞彙的方式。在西歐，國際體系的強 

化、主權的集中及必然導致的邊界控制；在俄羅斯，共產主義 

之崛起；美國移民大門的關閉，種種條件匯合之下，都迫使歐 

洲國家必須面對來自東方的難民這個問題，這些人如今不能再 

送到前往美國的船上。在國家集權掌控邊界管制的脈絡下，對 

難民分類與辨識的這件事本身，迫使國家必須彼此共同協調難 

民的問題。

與尋求在其領土 t施行主權的國家相關的民族主義，加上 

國際組織的力量，使得「外國人」這個詞彙不同於前幾世紀那 

種寬鬆的指涉，形成了全新的定義。在非民主的政治體制內， 

當權者施行壓迫是屢見不鮮的；而在許多涵蓋幾個民族或地方 

區域的帝國裡，異族(alien)就被當成是外國人的情況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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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外國人」的壓迫也常見。國家主權與國族主義的結合下對 

邊界要求管控，使得異族就成爲了外國人，國家可以相應地把 

難民界定爲不屬於自己國族社會的、不具享有公民權利的人。

不像早期難民被認爲和短期居留者或流浪漢一樣，都算是外 

人，2()世紀的難民被認定爲一個獨特的範疇；如今國家擁有 

權力與制度上的正當性，把難民從公民社會裡排除出去 

(Arendt，1958)°

在20世紀第一個25年間的歐洲，很特別的是我們看到了 79
二個情況的結合，不但有大規模難民移動的形成，同時國家也 

開始介入到辨識難民與管制他們的事務上。過去接收的國家並 

未積極參與辨識抵達國境者是否爲難民的工作，也未介入他們 

居住情況。但當國家認定要掌控邊界，並控制愈來愈多領土內 

所發生的事情時，它的角色就有Y根本的改變，而難民潮就是 

這樣的事件。再者，難民潮也開始影響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

雖然國際關係本身隨後也製造出、些難民潮來。

就是在這樣的脈絡下，西歐國家面臨第一此世界大戰及其 

殘局所導致的龐大難民。爲了因應這樣的局勢，國際聯盟 

(League of Nations)設立了-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High 

Commission for Refugees)，讓歐洲各國承認這個國際難民危機 

的存在，因此政府也有義務要對這些難民團體訂下正式的界 

定。

國家的新角色以及國際體系也有助於延長難民地位的時 

間，而使這個地位有時可傳於第二代。之所以如此延續下去，

有一部分是因爲難民如今被辨識爲一個獨特的範疇；例如在新 

國家形成與一些舊國家消失的情況下，一個人假使不具任何國 

籍地位或是無國家歸屬，就將被視爲難民。另外有一部分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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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取得新國籍的手續所耗費的時間太長；還有一部分是因爲有 

太多人要辦手續。這種種因素累積下來的結果，就是難民營裡 

收留了大量的人，這是在早期未曾發生過的。

20世紀的難民潮在規模上也迴異於以往。第一次世界大戰 

與隨後的內戰，孕生了大規模的難民潮，但相較於第二次世界 

大戰後的情況，仍是小巫見大巫，後者據估計導致了600萬的 

歐洲人被迫遷移（Marrus，1985），這個數字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及餘波所產生難民數的10倍，這也讓歐洲成爲難民充斥的大 

陸，只是如今這個稱號已轉到非洲與亞洲身上。

猶太人的西遷

在1880年代早期與第一世界大戰之間，250萬猶太人大批 

80 地離開了東歐與俄羅斯，這些地方在1870年代時原本有560萬
猶太人定居於此，而這場遷移就一些層面來看，稱得上是第 

場現代大規模的難民潮。大部分的猶太移民來自沙皇統治下的 

俄國，特別是波蘭省分，也有極少數是從奧地利的加利西亞及 

羅馬尼西來的。1在1S63年後官方的反閃主義逐漸升高，最終 

在1881年時爆發了第一次一連串的大屠殺——當地居民集體 

攻擊，通常有警方、軍隊與政府方面的官方代表在後唆使慫 

恿。導致自此後每年有平均二萬名猶太人遷往美國，而在1905 

年的革命後到1910年間，則有急速的增加，平均每年有8.2萬

1.在19世紀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間，大多數的東歐猶太人是住在俄羅斯 

帝國之下。在1870年代，大約有400萬猶太人住在帝國西部的猶太人 

強制聚居區，也就是所謂的佩利安置區（Pale Settlement）:大約有 

75萬人住在加利丙亞與布科維納（Bukovina）以往哈布斯堡的領地 

上：大約有70萬人住在匈牙利，和20萬人住在羅馬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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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猶太人遷往美國。猶太人就大約占去所有俄國前往美國的移 

民之半。

然而，雖然存在著激烈的反猶情緒，但以重商主義觀點看 

待人口的想法也浮現。在俄國對移出設下種種限制後，大多數 

猶太人必須非法離境，即使是在1891年廢除其中一些障礙後 

仍是~樣。Marrus (1985: 28-34)認爲即使對猶太人迫害而造 

成他們的移出，俄國卻未曾商議計畫要驅逐猶太人。除了迫害 

外，也有其他因素促使猶太人想要離開這裡，包括在猶太社群 

裡急速加劇的貧窮情況，以及在迫害情境的約制下難以克服貧 

窮的窘境。上述所有因素都讓美國行看起來充滿希望，但許多 

猶太人也會返回自己的母國，只是這個特色並沒有延續到20 

世紀的難民遷移上。近來的研究發現，返鄉的比率在1880年 

代及1890年代大約是15%到20%之間，遠比長久以來認爲頂 

多到5%的比例高的多(Sarna, 1981)。

因此這股猶太遷移潮與稍後20世紀的大規模難民潮在返 

鄉與否的層面上是不同的，後者並未抱著回鄉的希望。在這個 

意義上，前者仍屬前現代的難民潮。2對Marrus來說，這股東 

歐猶太人的大批遷移仍具有一些大規模難民潮應有的元素，但 

就僅是一些而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是不存在所謂難民「危 

機」的，因爲歐洲國家基本上並沒有必要去調整自己的移民政 

策，也沒有必要擔心難民的安置問題，美國又對這股龐大遷移 

潮敞開大門，而美國似乎也是大多數人嚮往的地方。在這個意

2. Marrus ( 1985: 32-33 )也認爲，來自奧地利加利西亞的猶太移民，主 

要是被這個地區極度的貧朗所驅動，而不是因爲迫害的緣故。從羅馬 

尼亞來的猶太移民或許是受迫害影響最大的•群，但在當地仍存在著 

悲慘的貧困現象，生命朝不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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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上，東歐猶太人的遷移並未重新定義19世紀的難民概念。

81 在歐洲其他地區並未有法律限制猶太人的移動：在哈布斯

堡的帝國、法國、比利時、荷蘭、大不列顚境內都是如此。在 

整個西歐裡，猶太人移出的情況都十分顯著：在巴黎、維也 

納、阿姆斯特丹；在漢堡與不來梅的靠海地區；在特定的鐵路 

交會處與邊境城市。在這個世紀末以前，反對猶太移民的聲浪 

四處可見，包括反閃主義、排外情緒以及偏見。然而德國做爲 

猶太人前往美國的重要轉運地，從未關閉起它與俄國的邊界， 

同時政府也鼓勵•些猶太人移出，希望留下其他那些擁有資源 

的。與政府合作的船運公司載送猶太移民赴美，有時政府也會 

遣返一些回俄國，但大部分仍被送往美國。在1910年時，只 

有約七萬名東歐猶太人還待在德國。

英國也採取門戶開放的政策，不加控制地允許任何窮困的 

外籍人士進人；在當時英國是與其他歐洲國家不同的，俄國革 

命分子與猶太移民都可以自由進入。這項政策在1905年頒定 

外籍人士法案(Alien Act)後告終，法案針對那些不受歡迎的 

移民設下限制，並在移民與難民之間做出區別；裡頭所定義的 

難民是政治運動者或是遭受迫害的革命分子，而不是大批被迫 

害的貧窮人，因此猶太人不被視爲難民。在實際上，新的管理 

辦法只是間歇地被要求執行，並未讓情況有太大的差異，猶太 

人仍可以自由進入，而他們也持續移入。

在西方所組成的猶太社團，一方面源於對來自東方猶太同 

胞的關心，另一方面又因爲害怕自己在西方新取得的地位會受 

到影響，因此組織了各式各樣的救援行動，以促進猶太人的跨 

洋遷移，幫助猶太人回到俄國，或是讓他們不要想離開俄 

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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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爾幹諸國與

種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 )的早期版本

影響現代難民遷移概念出現的另一重要過程，發生在巴爾 

幹諸國。巴爾幹諸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幾十年的歴史是非常 

複雜的，裡頭充斥著許多的行動者以及不滿的情緒，還有國族 82

主義的計畫。在此不可能公正無誤地描寫這段歷史，而旦這也 

不是本書的目的。

鄂圖曼帝國在全盛時期曾統治從維也納到地中海地區，東 

至俄羅斯大草原，但從18世紀開始漸漸喪失了對歐洲境內領 

土的控制權。不只是俄羅斯人以及哈布斯堡帝國，就連發生在 

19世紀數不清的民族主義運動也都宣稱這是它們的土地。鄂圖 

曼帝國境內涵蓋了多種語言、種族與宗教團體，它們各自都享 

有高度的地方行政自治權，而衰退的帝國結構也讓各團體自治 

的期望更加強烈，甚至要求獨立。

這些要求獨立的呼聲是立足在特定的「民族」(national)
認同之上，在戰爭的情境下，這種「民族」認同很容易以絕對 

&排他的形式出現，而導向印度總督寇松(Lord Curzon，譯 

註：生卒年爲西元1859至1925年，在1898至1905年爲英國駐 

印度總督，在1919年任英國外相)所謂的「人群的不相容」

(the unmixing of people)。這種情況下就很容易產生難民潮，

3. Marrus提到，根據猶太救濟聯盟(Jewish Board of Guardians )的歷吏 

學者說法，這個負責協調倫敦的猶太人慈善賴體機構，在1880到 

1914年問送走了五萬名猶太人回到俄國，但他也提到這些偶爾出現 

的慈善救援行動並未形成一個以協助難K爲H標之組織的網絡，這類 

組織在後來獲得了鉅大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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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確實也產生了。有基督徒遷移潮逃離土耳其向北移動，以及 

穆斯林遷移潮逃向土耳其。在不相容原則大行其道時，也有許 

許多多更地方層次的難民潮產生。難民試圖找尋一個由具有相 

同「民族」身分的人統治的地方。打鬥與屠殺等殘暴的行徑使 

得難民只能絕望地逃離，以尋求一個友善治理他們的避難所。 

鄂圖曼帝國努力想維持對以往領土的控制，因而產生了許多衝 

突，導致更多難民的形成。但是，巴爾幹在1912到1913年間 

及往後的衝突，都是圍繞在民族主義的論述上，巴爾幹內部的 

對立，再加上哈布斯堡君主與俄羅斯帝國的擔憂，都使難民潮 

變得更加龐大。這些衝突所帶來的野蠻與殘暴，或許是現代歐 

洲歷史上前所未見的，雖然土耳其人摧毀亞美尼亞的這件事仍 

不能被拋諸腦後。這些衝突事件的出現，部分也導因於想將敵 

人根除殆盡的欲念，而狂熱的民族主義在爲自己獨力而奮鬥的 

同時，也讓難民潮的規模更加龐大。Marrus（1985）描寫了這 

股民族主義如何無法爲這些被鄂圖曼迫害的受害者，創造一個 

避難所，反而創造了一個想像上「純潔無瑕」之種族的束縛。

因爲在巴爾幹人們之間的互動與通婚，讓長久以來許多不 

同的地區被連繫起來，在這種情況下，不相容的原則無法被完

83 全實現，所以基於獨特的種族身分建立起的國族概念，或許注

定會不斷導致衝突而無藥可救。似乎唯有在強而有力的至高權 

威，不管是強盛時期的鄂圖曼帝國或是狄托（Tito）統治下的 

南斯拉夫這種超越個別國家的政權，而不是各別自主的實體統 

治之下，才有可能換得這個區域的和平共存。想在排除所有外 

人或「外國人」的前提下解決問題是天方夜譚，這一點在此是 

很重要的，同時也向我們揭露了宣稱追求獨立的「民族」認同 

其神祕本質所在（Sennett,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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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爾幹的難民遷移是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過程的 

-部分，Zolberg ( 1983)提到「整合的危機」其實是引發現 

代難民潮的重要因素，特別是在種族成爲國族認同其中之一指 

標的那些地方。當時的觀察家都認爲巴爾幹諸國間的衝突，是 

一個特殊的殘暴個案，湯恩比(Toynbee)稱它們是「混亂、

不像鄰居的東南歐種族」，他並不是唯一抱持這種觀點的人。

Marrus (1985)指出在西歐有很多人把這整個地區視爲野蠻 

的，並且認爲這裡並不算是歐洲的一部分，無法達到像西歐那 

樣的國家行爲標準。

在同樣的這種氛圍下，絕望的難民大規模地在這塊區域裡 

向各個方向來回遷移，卻對當時的西歐政治少有衝擊。西歐仍 

把大規模難民遷移，不論是來自東歐的猶太人或是巴爾幹的難 

民，當成某種特定事件，是與西歐國際體系，或更廣泛地說是 

歐洲體系無關的。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在逼近，將揭發 

另一些關於國家的本質與大規模難民遷移的眞相。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其餘波盪濛

第一次世界大戰象徵著一個時代的開始，即現代歐洲國家 

及其政治軍事計畫，設置了種種條件因而創造出規模上迄今難 

以匹敵的大型難民遷移。引發國家能具備「生產」難民能力的 

機制，就是在這個時代密集的國家建構過程，以及相應的國際 

體系之重要性與角色，而後者具體化地形成了國際聯盟，前者 

則導致了大規模逃亡與大規模驅逐。而國際體系的出現也成爲 84

無國家歸屬的人民，也就是難民的識別之所以產生的關鍵，同 

時加強了難民的管理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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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得國家成了最具威力與組織化的殺戮毀 

滅機器，歐洲國家共同將7,400萬人送上戰場，其中有1,000到 

L300萬人被殺，有2,000萬人受傷，摧毀了城市、工廠、農 

業，其規模是前所未見的(Best, 1980)。4國家的官僚機器已 

成爲毀滅敵人最精良的設備。

這造成的結果有那些？其中一項是戰後10年產生約950萬 

的難民。這些難民裡有逃離革命動亂與迫害的，也有身在仍根 

據國族認同在尋求建立A我的脆弱民族國家裡，因爲具有錯誤 

的「民族」或種族身分而被驅逐的。一般而言，這些眾多的難 

民都是靠自己而生存。每個參與巴黎和約的政府，有時都會引 

述一些條例，來執行極端的迫害與驅逐。國際聯盟創設了難民 

事務高級專員公署的部門，指定獲得高度肯定的科學家與探險 

家南森(Fridtjof Nansen)掌管，而他也成爲了支援難民行動 

的主要推手。但最終，這個時期的難民是「那些被1919年的 

安置所遺忘的人們，簽定的和約無法令人滿意地處理他們，大 

國間也認爲他們不太重要，甚至完全沒想到他們」(Marrus， 

1985: 52-53)。

隨著過去主宰東歐’包括鄂圖曼、羅曼諾夫(Romanov ’ 

擇註：1613至1917年間統治俄國的王朝)、哈布斯堡、霍亨索 

倫(Hohenzollern，譯註：1415至1918年間的普魯士王室， 

1871至1918年間統治德意志帝國)在內的四大王朝帝國的崩 

解，讓國家建構的過程在東部是如火如荼在進行(Zolberg，

4?希臘在歷經10年戰爭後，於1932年首先宣布自土耳其獨立出來。塞 

繭維亞與摩爾達維亞(Moldavia )隨後效仿。蒙特尼哥羅 

(Montenegro)、波士尼亞、黑賽哥維那(Herzegovina)也爲獨立而奮 

鬥，過程中俄國與奧地利涉入日深。及至第-•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土 

耳其已經喪失除了東部的色雷斯之外，在歐洲的所有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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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而大規模難民遷移在戰爭期間與之後也是如此。在戰 

爭裡充斥的民族主義氣氛讓那些無法被確認忠誠的戰地人民遭 

受迫害：除了長期以來就被視爲是「外國人J的表徵而無法被 

信任的波蘭人與猶太人之外，德裔人如今也被波及，這三種人 

都被強制離開東歐大部分的地方以及俄國。除此之外，在巴爾 

幹諸國裡那些不「屬於」該民族的人也有許多被驅逐。這些逃 

亡過程中最悲慘的一段故事，就是在同盟國（Central 

Powers，譯註：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同盟國主要爲德國、奧匈 

帝國、義大利與鄂圖曼帝國，敵人是以英、法、俄爲主的協約 

國）軍隊的大屠殺之後，50萬名被戰火與疾病一再蹂躪的塞 

爾維亞人民與士兵，他們艱苦跋涉到亞得里亞海地區的過程。 

據估計塞爾維亞人裡有10%被圍捕，送往位在匈牙利或保加利 

亞的集中營裡，大多被強迫去做工。

俄國也必須爲很多難民潮的產生負責。當1915年中期俄 

國軍隊必須撤退時，由於採取焦土政策，使得許多村莊整個被 

毀壞殆盡並被迫離鄉。德裔人士也秘密地以運貨火車被載往西 

伯地亞及中亞的方式，大量地遣送（Koch，1977）。5在1915年 

12月時，俄國境內有270萬的難民（Kulischer, 1948+），這個數 

字持續上升，而沙皇政府卻坐視不管，許多筋疲力盡又極度飢 

餓的難民抵達城市或村莊後，製造了暴動與衝突。有人估計在 

1916年初在俄國境內有多達500萬的難民四處遊蕩，雖有貴族

85

5. Koch提到了這個可怕的經驗：「•一整輛裝滿被當成貨物的人的火車 

被擱置在一旁，因爲調度上的先後順序、混亂的情況、交通的管制， 

成只因爲只有收到賄賂才會變勤快的懶散俄羅斯键駛的粗心大意，而 

使火車被逍忘了數日。當這個有輪子的牢籠之門終於被打開後，旅客 

己受盡了折磨，並因爲飢餓、口渴、疾病、嚴寒或熱到虛脫而死，只 

留下僵硬的麂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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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女組成的慈善團體與政府的委員會及地方自發團體合作，-- 

同協助難民6，但飢餓與嚴寒持續在威脅著生命。在1917年革 

命事件爆發時，許多難民仍未有棲身之所，在革命的早期階 

段，另一個全新的移出潮又產生——舊菁英中有許多人逃至國 

外，其他則跑到這個新俄國的領土邊緣地帶。而當恐怖與壓制 

的手段被使用，以確保新政權的鞏固時，再一波的新移出潮隨 

之到來。難民遷往芬蘭與舊制下波羅的海的省分，或是波蘭、 

烏克蘭。反革命勢力試圖控制各個區域的同時，也讓這些地方 

淪爲戰場。那些逃離布爾什維克與反革命分子的難民潮朝著另 

一個方向前進。

波蘭是另一個發生衝突及形成難民潮的主要地區。1918 
年俄國、德國與奧國的崩潰，解除了波蘭領土被瓜分的情勢， 

然而波蘭必須與其鄰國爭戰，以建立自己的邊界，直到1921 

年簽訂里拉條約(Treaty of Liga)後才劃定邊界，並開始有組 

織地處理那些來自各國流離人民的移動。大多來自東邊漂流回 

國的波蘭人，回到了滿目瘡痍的土地上，尤其是東部地區；有 

些地方根本已經不適人居，也無法耕種。一個奧地利的援救工

86 人描寫，山丘都被俄國士兵的骨骸所佈滿，而他們已經死了好

久，但屍體仍躺在原地(Marrus, 1985: 57-8)。根據波蘭當局 

的說法，在1920年時已有超過125萬波蘭人返回(de Bryas, 

]926: 56)。有許多資料都記載這些歸國者曾經歷的艱苦，其中 

提到有一輛原本載運1,948人的火車，從窩瓦河畔的喀山 

(Kazan)開始，以緩慢的速度花了三個月的時間，行駛了

6?^^^由托O泰女伯爵(Countess Tolstoy )所組織的自發性巡 

邏隊•拯救被遺棄在路旁的嬰孩：在1916年初&救回了 400位這樣的 

嬰孩(Marrus, 1985: 54-5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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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公里，途中很少供應食物，抵達時只有649人還活著，另 

外那1,299人則死於筋疲力竭、缺乏維生必須品、疾病。以上 

的描述似乎是許多返國者間相當普遍的經歷。

破壞與難民危機也隨著1921年發生在俄國的飢荒而達到 

高點，估計有500萬人死亡，這場飢荒或許是歐洲史上最慘重 

的一次。在飢荒蔓延的地區，估計有150萬的孤兒，還有數千 

名死於飢荒和疾病而陳屍路旁或街頭的(Nansen, 1923)。內 

戰、政治動亂、鎭壓行動、普遍的經濟危機一併到來，釋放出 

另一波的難民遷移來。大量人民離開，並有幾場撒退行動。7 

在1920年代早期，有超過100萬俄國難民流落在國外。除此之 

外，蘇維埃政府也開始驅逐流放那些不受歡迎的人，他們大多 

是知識分子、專業人士或政治家，很多人後來往東邊跑，上海 

便成爲俄國在東方的重要移民集中地，在1924年時中國境內

就有六萬名俄國移民。這些人也會遷往滿州、蒙古、敘利亞及 

巴勒斯坦，而最大的俄國難民集中地則是計有50萬名的德 

國，法國以40萬名居次，巴黎更是這些難民的政治首都 

(Nansen, 1923)，8在1920年代晚期，因爲死亡、返國及定居

7. 最爲人所知的就是蘭格爾(Wrangel)的車隊，此軍是僅存反布爾什 

維克的軍隊中的一支。在1940年底，超過13萬士兵與眷屬搭船從克 

里米亞，撤退到由當時提供緊急支援的同盟國(Allies，譯註：這桠 

中譯的同盟國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以美、英、蘇、中爲主的結 

盟，敵人是以德、義、日爲主的軸心國)軍隊所控制的君士坦丁堡。 

這件事後來成爲一件醜聞，因爲抵達的難民擁有豐富且幾乎淹沒他們 

的補給，但卻讓許多君士坦丁堡街上的俄羅斯人苦於沒有食物、醫療 

用品及住所，然而他們畢竞也是同盟國的朋友、布爾什維克的敵人， 

但卻鮮少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愛眼神，或許這群人也向我們預告了，難 

民的概念最終將被定義爲逃離共產主義的人。

8. 雖然接下來的資料分析讓我們察覺南森的數字或許是高估了，但在最 

卨峰時有50萬名俄國難民似乎是無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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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國外，使這些數字有顯著的下滑。

根據Marrus (1985: 61)的研究指出，東歐與俄國的猶太

人在當時的經歷可算是他們在現代歐洲歷史上受到最血腥的一 

頁，武裝衝突的雙方都對他們採取攻繫。在俄國西部邊區有系 

統的迫害猶太人，在猶太人居住超過一世紀的佩利安置區 

(Pale Settlement)上發生的戰役，以及在波蘭、匈牙利、烏克 

蘭發生的大屠殺，讓數+萬的猶太人流離失所。俄國軍隊在 

1914年開始驅逐猶太人，不久後這個政策就被廣泛地執行 

(Marrus, 1985: 61-63)。這些驅逐大多在24小時前進行通知， 

並且執行的方式很粗暴，猶太家庭被逐到街頭，隨後立即有人 

開始肆意破壞他們所擁有的東西。人們可以在火車站或路旁看 

到數以千計的猶太人，因生病、飢餓、氣力用盡而漸漸死去。 

約有60萬猶太人因此無家可歸，也有數千人被軍隊扣爲人 

質，另有許多人被狂暴的軍隊攻擊。當在奥地利的猶太人看到 

俄國軍隊向奧地利前進時，也因爲害怕落入俄國統治而向西逃 

亡。當德國軍隊東進時，他們也侵入猶太人在Lodz、Vilna與 

華沙的勞工中心，強迫猶太人上車，有大約3.5萬名猶太農工 

或工廠工人從波蘭與俄國西部，被送往德國去(Tartakower 

and Grossman, 1944) °

戰後對猶太人的敵意以非組織化的方式四處爆發，有人估 

計在1917到1921年間，在東歐發生了超過2,000次的反猶暴 

動。因爲在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暴力事件，讓50萬名猶太人無 

家可歸，俄羅斯人、烏克蘭人、波蘭人、奧地利人不但摧毀猶 

太人的房子，也殺害他們，而在蘇聯內戰以及波俄戰爭中猶太 

人也被捕，罪名都是一樣的：「所有猶太人都是叛國賊。」在 

像奧地利與匈牙利這些過去曾對猶太人提供些許支援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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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如今反閃主義瀰漫，一再重演東歐的模式。在1920年代 

争期的猶太人在東歐各處流竄，大多是往西移動。西部的船運 

公司的仲介會在華沙與Kovno (譯柱：在Nemunas河畔的立陶 

宛第二大城，曾在1918至1940年時爲首都)組織猶太人，以 

便將他們直接運送到漢堡、不來梅、鹿特丹與安特衛普的碼 

頭，然而直赴美洲。

猶太人占前往北美移民的極高比例，然而在北美洲關閉移 

民的大門前，西歐各國從不把難民危機當成危機，或說一個影 

響國際體系的危機。在此之前，大批難民都被安全地用船送往 

北美洲，而在1924年美國訂立強森法案(Johnson Act)以及 

1923年加拿大訂立了類似法案之後，兩個國家都關閉了對大部 

分跨洋遷移的大門。許多在政府驅逐威脅下的波蘭猶太人向美 

國大使館懇求，希望能核發他們美國的移民許可，大約有10 
萬人成功了，但有更多的人失敗。歐洲國家的邊界開始禁止猶 

太人遷入，並把境內的猶太人驅逐出境。

難民數的攀升與緊閉的邊界二者結合下，讓國際聯盟及各 

國政府看清，的確存在一個難民危機，而且這是個會影響國與 

國關係的國際問題。但是，國際聯盟並不具備處理這個危機所 

需要的物質與組織上的資源。在1921年設立難民事務高級專 

員公署這個部門之前，主要負責幫助難民，以及協調國際救援 

工作的是私人的慈善團體，他們與領事館及政界人士協商，擔 

負起政府不敢碰觸的任務。有12個以上的猶太社團在國際上 

運作，目的就是要組織對猶太難民的救援行動。它們在東歐與 

西歐各地都設有辦事處，來組織猶太人移出與遣反的事務，並 

提供基本的協助。

除了猶太人之外，還有其他的難民存在。儘管凡爾賽條約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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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草者非常關心在「異族」統治下的人們，希望確保他們都 

有選擇，能取得他們原本國家的國籍，也認爲這是原本國家理 

所當然應承認他們的，佾條約仍未涵蓋到許多議題。有很多人 

不適用這個條約所設計出的法定與政治範疇，也有很多人不想 

取得根據此條約他們應該隸屬的那個國籍，因爲那個國家的統 

治者正在壓迫他們。我們可以看到條約的規定與當時的地緣政 

治如何結合製造出一大批「無國家歸屬」的人。在當時幾乎掌 

握所有歐陸領土(而且在殖民主義擴張下，幾乎是掌握了整個 

世界)之完全控制的國際體系，以及此體制裡國家成爲大多數 

權利與權益的來源情況下，「無國家歸屬」並不是一個優勢。 

再者，在中歐的領土改變，尤其是德意志領土中很大一部分的 

分裂，造就了難民潮的出現。

德國人必須交出以往德國的領土以供戰勝國來劃分。經常 

是已定居在此數代的德國人，必須在強制之下離開各個東歐國 

家。德國政府援助在前帝俄領土上的德國難民，當地如今已形 

成了新的國家，並帶有強烈的國族主義與反德意志傾向。德國 

對這些難民的援助(Fluchtlingsfursorge)盡了很大的努力，並 

象徵著國家在這些難民議題上的介入，已達到前所未見的規模

89 (Marrus, 1985: 71)。德國政府設置了集中營與處理安置事務的

辦事處來照顧難民及後來他們返回德國的定居情況。除此之 

外，政府還必須照顧200萬名被遣返德國的戰俘，他們來自各 

個同盟國，並包含數十萬名戰爭期間被迫移出德國的勞工 

(Kuhscher: 1948)。9這標誌出了政府介入難民危機的新層次，

9.在瑪共和時，外國工人的數目有下降，部分是因爲國界向西移了， 

而許多波蘭人返回，或是自動成爲新波蘭領土上的一員；有些波蘭人 

則到了法國去。另•部分的原因是在德國大規模失業導致的，強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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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實際操作上開始採取類似今日的運作方式。

在歐洲也有許多其他地方在第一次大戰之後，乃至於進入

到1920年代時，仍非常重視難民議題的。最引人注意的是土 

耳其政府屠殺約100萬名亞美尼亞人的事件，多項估算認爲這 

大約占了亞美尼亞人口的三分之二。在1915年8月時，土耳其 

內政部長發表了至今仍然爲人所知的這句話：「亞美尼亞問題 

不再存在了。」自此之後它成爲了大屠殺歷史上的一個記載 

(Chaliand and Ternon, 1980: 41-42) ° 在 1919年時，有數十萬倖 

存的亞美尼亞難民，爲了逃離大屠殺而走上流亡之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多年之後，大規模的戰事與難民潮 

仍然在土耳其與巴爾幹許多地區發生，因此製造出了大批的難 

民。解決各種難民議題的一種協商方式，就是組織一場秩序安 

排下的人口交換。基督徒想離開土耳其，穆斯林想離開基督徒 

統治的地區，而在巴爾幹的鄰國間還存在著許多不同類型的交 

換方式。聯合國難民專員(U.N. Commissioner of Refugees〉也 

使得土耳其與希臘、保加利亞與希臘在1920年代中期各自簽 

定了協議，進行總數200萬秩序安排下的難民交換，lu其中希

的識別過程如今擴大地要求每惘外國工人，必須每年申請工作證 

(Genehmigungspflicht) »只有在國內找不到本土工人的情況下才發給 

外國工人這種工作證，同時外國工人也被髙度管控。1930年代的大 

蕭條也進-•步減少德國的外來勞勤力1留下來的大多是有德國血統 

的，或是已待在德國很久的：在這兩種情況下，種種對外阈工人管控 

的限制就不再適用。

10.保加利亞與土耳其在1913年II月簽定的艾德里諾普爾協定 

(Convention of Adrianople)，被認爲是現代史上第一個人口交換的國 

際條約，然而規定裡的這種交換賞•實早就開始：土耳其人離開了保加 

利亞，保加利亞人離開了土耳其。但條約將組織化這種交換的程序， 

以及重新安置的要求給寫成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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臘接收了比例上最多的難民，做爲一個500萬人口的貧窮國 

家，希臘突然必須吸收超過100萬的難民，其中大多是生活十 

分匱乏。難民營裡到處充斥著挨餓、食物供應不佳以及極高死 

亡率的情況，交換協定對希臘而言運作的並不順利；國際聯盟 

則採取特殊措施，並發起國際救援行動，來供應食物與住所給 

希臘這些生活匱乏的難民，這項努力或許立下了先例，整體而 

言可算是成功的行動(Macartney, 1934)。

普遍上來說，1920年代中期是歐洲比較穩定時期的開 

90 始，國際聯盟認爲透過高級專員處理難民問題的努力已獲成 

功，而高級專員自己也宣稱，難民問題有結束的一天，並可以 

透過國際組織來解決。難民潮的活力減小了，移民到美國是最 

關鍵解決方法的一部分，在1920年代早期，每年約有100萬歐 

洲人移往海外，關閉移民大門的加拿大與美國必須解決歐洲本

身尙存的難民問題，因爲光是南美洲與其他目的地是不夠的， 

況且移民往往有很高的返回比率。

法國成爲歐洲主要的移民接收國，在世界上僅次於美國。" 

法國在戰爭中失去了 150萬的年輕男性，其傷亡數字造成的影 

響也是歐洲各主要國家中最嚴重的。全國男性人口裡約有7% 
都喪生了，殘廢的比例也很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保障外 

國工人變得很重要，也開始覺得開放移民的政策有所不足：爲 

了進口勞動力，政府在1919與1920年時與波蘭、捷克斯洛伐 

克(Czechoslovakia) ' 義大利簽定了雙邊條約(Cross, 1983) °

nTffi此莪們看到了，W面章節所討論的1889年立法的衝擊仍延續至 

此。此法律在1927、1945 ' 1973年的修正版本，就整體而言有進一 

步擴大此法含納的本質的效果。1927年的修正大幅擴大適用歸化的 

規定，允許嫁給外國人的法國女子仍保有法國公民的身分，並且如果 

她的孩子出生在法國，也能因此而擁有公民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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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總會(SocidtS Generale d’Immigration.)在組織外國工人的 

移入上扮演重要的角色(Noiriel，1984)，法國也一直鼓勵移 

民，以做爲調整人口的策略(Mauco, 1932)，同時也召募難 

民。法國召募人員確實曾赴某些充斥難民的問題地區，例如到 

君士坦丁堡召募希臘人，將他們送上開往馬賽的船上，抵達後 

先安置在營區裡，再配置到全國各地的各種工作場所 

(Pluyette，1930)。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有一些重要的 

難民社團形成，像是猶太裔的西班牙人社團出現在巴黎的第11 
區，來自鄂圖曼帝國，逃離土耳其、希臘、保加利亞的難民也 

如此組成社團(Benveniste, 1989)。在這10年結束時，約有 

150萬外國工人移入法國，其中有很大的比例是難民。

邁向第二次世界大戰

在戰爭期間有二股新的難民潮湧現：在1920年代逃離法 

西斯政權的義大利人，以及1930年代逃離納粹政權的德國 

人。開始是以政治菁英爲主，後來演變爲大規模的難民潮。在 91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不久，佛朗哥掌握西班牙政權，也促使數十 

萬共和黨人逃往法國。除此之外，還有其他數十萬的難民，其 

中大多是東歐猶太人。在獨裁者掌權與納粹勢力擴張，迫害社 

會民主黨人及反納粹分子的手段日益醜陋並危及生命的許多歐 

洲國家裡，也產生許多難民。

超過150萬義大利人在法西斯掌權的前五年間移出，大部 

分是因爲經濟因素。即使在一個人口移出國裡，這仍算是個可 

觀的數字，在1927年住在國外的920萬義大利人就是很顯著的 

一部分(Cannistrano and Rosoli, 1979)。墨索里尼在 1926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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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移出採取控制，看守邊界的警衛可射殺任何未經許可而擅自 

離境的人。所有護照都被取消，離開國界時必須要政府的許 

可。法制化的恐怖統治製造了新的難民；後來有約一萬人離開 

義大利，大多前往法國，而在1920年代中期時，法國已有多 

達約90萬人的義大利移民社群。墨索里尼一再向法國政府施 

嚜，希望禁止接收他視爲「罪犯」(fuoriusciti)的這些難民， 

法國政府拒絕了他的要求，甚至允許在法國舉行反法西斯活 

動，同時也有幾個這類組織在法國成立，跟第一次世界大戰時 

的難民相較起來，義大利難民的待遇要好的多了。

逃離納粹的難民故事，其中所有恐怖的細節都已爲人所 

知。包括裡頭雜有很多有權有勢的德國人的第一波逃亡，或是 

1933年因爲害怕才開始進行的猶太人逃亡，直到1935年，甚 

至在對猶太人剝除公民權利後，在猶太人及歐洲觀察家當中普 

遍以爲這只是暫時、無組織化的暴力行徑，過不了多久就會停 

止，而納粹主義也將不復存在。事實上，數萬名猶太人在1933 

年後確實還回到德國。德國因爲重新備戰(rearmament)而帶 

來的經濟成長，與其他身處大蕭條的國家形成強烈對比，這對 

一些人產生了吸引力。我們持平地來看，可以發現這些未正確 

解譯未來局勢的人與組織，事實上各自的背景分布很廣。德國

92 想在舉辦奧運前成爲大家的好友邦也有助於此幻相的形成。還

沒等到在1938年種種迫害與鎭壓的極端形式達到頂點之前， 

大規模的逃亡就已經展開。但是種種今日看來都是嚴重違反猶 

太人人權的行動，包括暴力行徑、合法的鎭壓，以及有系統地 

搾取猶太人所有資源與財產，這些都是除了戰爭期間的組織性 

大屠殺之外，另一種形式的迫害。然而，戰時對待猶太人的作 

法是否與戰前的作爲有連續性，或是受到第四章簡略討論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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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政治文化所影響，還是第二次世大戰時德國政權的情形 

使然，以上的這些爭議本書無力進行討論。

在當時不論是國際聯盟或是個別的國家，似乎並無意願來 

有效率地處理難民危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做的就更少 

了，或許這跟法西斯主義的擴散，以及做爲一個體系，法西斯 

政權在歐洲各地受到讚賞的情況有關。結果，各國看待逃離法 

西斯難民的眼神並不友善與尊敬，即使是在義大利的非法西斯 

主義者施行的迫害，愈來愈暴力並危及性命時也一樣。

政府在決定是否准許難民進入的政策時，其關鍵因素就是 

1930年代的經濟危機。在1931年的金融危機之後，在所有俄 

羅斯以西的歐洲國家裡都普遍發生了大蕭條。大規模的衰退與 

失業情勢並無助於創造一個對接收難民、移民友善的氣氛，也 

就是這股發生在威瑪德國的600萬大規模失業潮讓共和國崩 

垮，而迎接納粹上台。當時歐洲能想到的解決方法就是保護主 

義，避免勞動力供給的增加，減少政府的開銷。對難民而言，

問題就是接收國政府並不想看到他們的人口增加；管理難民潮 

的方法就是避免難民拿到永久居留權，在歐洲政府對難民的討 

論大半與一件事有關，就是爲了避免失業的情況更惡化，因此 

不想看到勞動力的增加。這些討論並非政治性的，也與第一次 

世界大戰時常見的「猶太人就是叛國賊」的論調無關，這些討 

論是立基在經濟學的計算上，要想對難民釋放出空間來，就得 

先等各國能吸收自己的勞動力再說。

這種對難民危機採取去政治化(depoliticized)的處理方 

式，成爲了那些以往對此議題曾最自由開放的國家，在思考政 93
策.匕的準則：法國、荷蘭、比利時。最終政府們建立了檢査制 

度，以確保難民不會成爲負擔；這也發生在1929年後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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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這個國家曾在1920年代訂下了每年2.6萬名德國移民的配 

額，但卻每年都未達到這個數字。在1933年，羅斯福爲了回 

應來自猶太領袖的壓力，允許更多移民進入，其中大多是猶太 

人，但數字仍然小，在1936年前每年只有4,000到6,000名， 

到了 1937與1938年才到達一萬名。

對猶太人的擔憂主要是發生在東歐，在那裡的猶太人共有 

約430萬人，在德國則有52.5萬人12。再者，德國猶太人的發 

展頗成功且整合入當地的情況良好，但東歐的猶太人則仍舊貧 

窮，並在文化上非常不同。東歐的情況令西歐的政府們感到擔 

憂，它們怕一旦幫助猶太人逃離納粹，將打開防止來自東邊大 

規模遷移潮的閘門。東歐各國政府事實上一再呼籲組織猶太人 

撤離東歐各國，同時東歐猶太人的經濟情況也急速惡化，反閃 

主義的程度與迫害卻向上攀升，像是波蘭在1935到1939年間 

的「對抗猶太人的戰爭」，這當中包含了經濟上聯合抵制行 

動、隔離、驅逐與屠殺等行徑。但西方已關起大門；即使是最 

自由的國家也這麼做。在極度迫害的情勢昭然若揭之後，仍沒 

有人想收容這些逃離納粹德國的猶太難民。

長期身爲歐洲主要移民接收國與流亡者、難民避難所的法 

國，向我們揭示了幾項問題。在整個戰間期裡，法國是主要接 

收逃離法西斯難民的國家：近50萬人名西班牙共和黨人來到 

這裡，義大利的反法西斯人士也一樣。在1920年代，法國是 

歐洲唯一遷入多過遷出的國家，也是唯一在難民移入的政策上 

抱持非常開放態度的歐洲國家。對勞動力的需求使得法國進步 

的社會政策（在19世紀即禁止童工，稍後並在1919年立法明

12.波蘭有300萬猶太人，羅馬尼亞有75萬，而匈牙利有大約5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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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八小時的每日工時)被批評，認爲因此減少了勞動供給。法 

國召募來自波蘭、比利時、義大利及其他國家的外國工人，此 

舉也提升了其移民人口，在1931年時幾乎達到300萬人。

然而，經濟的危機讓情勢有了轉變，並且是迅速地發生。 94

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法國具有下列的特點，包括大規模召募低技 

術工人，境內義大利人成長爲主要的外國團體，並召募來自中 

歐，尤其是波蘭的新一批工人(Girard and Steotzel, 1953;

Noiriel, 1984)。在1931年開始的經濟大蕭條強化了排外情緒，

凸顯義大利與波蘭移工的存在。在戰爭前進入的早期移民團體 

已在一定程度上被同化，包括了老一代的義大利與西班牙移民 

團體。針對來自新移民歧視性的法律也在1930年代初通過：

義大利人、波蘭人、猶太裔波闌人都包括在內(後來這些移民 

當然也會被同化，而排外情緒再轉向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 

「新」一批移民身上〉。在1931年時開始襲擊法國的經濟大蕭 

條，導致了在1934年有超過25萬人失業，企業界與政界人士 

都呼籲要修正移民政策。緊縮移民、送回外國人的要求日益急 

促，人們也不再認爲外國人將有助於法國力量的增長。

於是，「外國人」價値何在的問題，在希特勒施行的政策 

創造出一波波新難民之前就已經在法國浮現。第一波逃離納粹 

政權的難民在1933年來到法國，他們進入時未遭遇任何限 

制，且博得許多同情，這樣的情況持續了六個月後，開始有執 

行限制。1933年結束時，進入的條件更加緊縮，有些來自德 

國的難民甚至被要求回去，也有人在官僚體系的蓄意阻撓下使 

得進入之日遙遙無期。在法國，難民發現要取得工作證是很困 

難的事，而非法進入者將被驅逐出境。但是，法國一直以來對 

迫害下的受害者都維持著提供庇護的一貫政策，確實也比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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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國家接收更多的難民。但令人覺察的到的改變正在進行 

著：在嚴重經濟蕭條與大規模失業的情況下，包括對法國庇護 

政策與自由民主體制的反對聲浪、排外情緒、反閃主義在內的 

種種現象都在蔓延著(Bonnet, 1976; Schor, 1985)°伴隨著當 

代意義下的新階段，其腳步聲逐漸爲人聽見：即難民不斷地搶 

走法國人的工作機會，同時破壞了法蘭西的文化純淨性。

在1936年李昂•布律姆(Leon Blum)領導社會主義人民 

陣線(Socialist Popular Front)所組成的政府，鬆綁了入境的

95 限制，同時大量減少一度在1934至1935年達到頂點的驅逐出 

境人數(Livhm，1982)。勞工部支持發給已經住在法國的難民 

工作證，但法國人民反移民的情緒仍在，並且害怕難民大規模 

的入侵。社會黨(Socialist Party)並未如預期地改變法國的移 

民政策，它只在執行面做了改變，讓核發許可的程序更加便利 

與快速，在經濟危機的情況與站在工會的立場，它到底仍是反 

對新移民的到來。

經濟危機於1938年將這個政府拉下台，換上了一個激烈 

反移民同時反工會的政權。即使只是暫時居留許可，難民也很 

難取得。法國向全世界擺出的姿態就是它已被難民給「塞滿J 

了。Marrus (1985)說這或許只是誇大之辭，一來是中歐人在 

法國的數字沒那麼多，二來是在i933年之後逃出納粹德國的 

非法難民，在法國從來未超過三萬人，甚至較可能是一萬人這 

個數字，與住在法國總數250萬的外國人口相比，這些數字是 

很少的。

英國也未採行庇護與自由移入的政策。如果有難民被允許 

入境，那多半是因爲個人權利的因素，而不代表政府採行收納 

逃亡者的政策。在1933年時發生大規模失業現象，人數上達

-116-



第丘章國家與外國人

250萬人。因爲海島的優勢，英國可以對入境採行嚴格的控 

制，它頂多有條件地允許難民入境，每個入境的人必須持有另 

一個國家的簽證，因爲英國不希望對方永久居住在此，它自認 

已經過度擁擠，而旦有太多失業人口了。來自德國的猶太人被 

允許入境，因爲英國的猶太社群認爲應該不計任何代價地收納 

並支援這些難民；除此之外，也因爲原本他們很多人都錯誤地 

預期難民的數目，以爲只有3,000到4,000名。很少有德國難民 

眞的想到英國來，而難民問題也從未出現在國會的討論當中。

在1938年德國合併奧國後遽增的難民，使得民意批評政府曰 

益限制入境許可的政策，在1939年政府解除了限制，並資助 

難民能來到英國，這個時候其他政府大多在緊縮它們的入境許 

可。

對英國而言，眞正的難題是巴勒斯坦。英國很希望與巴勒 

斯坦的阿拉伯人民建立良好關係，這也讓它不願意見到太多猶 

太人被允許移民到這個區域來。在1930年代中期，在巴勒斯 96 

坦有大約40萬名猶太人，占其人口總數的三分之一，並在經 

濟上十分富足。波蘭與德國的難民人數正在攀升，然而正當德 

國與東歐對猶太人的暴力行徑愈趨嚴重，猶太人最需要尋求庇 

護的時候，英國決定要緊縮猶太人移入數目。英國在接下來的 

五年裡，將原本在1935年時每年能進入巴勒斯坦的猶太人的 

六萬名配額，大幅減縮到只剩一萬名。在此之後，非法移民的 

現象就變得十分普遍。

在這裡値得一提的是，從西歐種種試圖對來自東方的難民 

與移民關閉大門的努力，可以預知今日存在於許多歐洲國家的 

爭議；但今昔之間的政經局勢，其差異相當的大。在1930年 

代這些經濟體自閉門戶，並想尋求穩定而非擴張；然而今天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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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經濟體卻想盡可能地提升國際化的程度，而擴張也是它們經 

濟政策裡的關鍵概念。

結論

在20世紀初期種種情況的結合下，改變了歐洲對難民的 

想像，以及難民在歐洲人心中的地位。這是現代難民歷史的開 

始。今天我們認爲難民歷史主要發生在非洲與亞洲，其實深層 

地來看，它是歐洲的產物。它的誕生源於20世紀初期獨特的 

歐洲國家組織。大批難民的歷史是20世紀歐洲國家與國際關 

係歷史的另一面，也是較不爲人知的一面。邊界與對國內領土 

掌有主權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國家的力量更加無所不在、各種 

國族認同的想像建構愈來愈被視爲民族國家的一部分，以上所 

有趨勢都標示出這個階段在歐洲國家歷史上是多麼新穎的一 

頁，構成了大規模難民潮得以滋長叢生的肥沃土壤，少了任何 

一股力量，我們就很難想像這幅圖像，同時在這個意義上我們 

也可以說，在20世紀所看到逐漸成形的國家，也是一個歐洲 

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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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進入1950年代，數量龐大的 99
難民、流離失所者及自殖民地返回母國的人，最終提供了急欲 

全面重建的歐洲經濟體所需的額外勞動力。這個經濟體系吸收 

這數百萬的能力，與僅相隔10年的1930年代的體制，形成強 

烈的對比。最値得注意的是西德，它從1945到1988年間共吸 

收了 1，400萬人。在各國情況殊異的去殖民化過程裡，「白人」

殖民者與殖民地官員返回母國；有些歐洲國家也授與前殖民地 

的人民公民身分，或-•些方便他們遷移的其他形式的地位。從 

1954到i962年間發生在阿爾及爾，爲求獨立所發動的戰爭使 

得當地有超過100萬的法國人回到法國。自第一次世界大戰 

後，阿爾及利亞曾斷斷續續提供法國所需的外籍工人。印尼人 

則在1950年代來到荷蘭，隨後在1970年代抵達的是來自蘇利 

南與安地列斯群島的人。葡萄牙接收了來自它在非洲前殖民地 

的難民與移民。

在主要歐洲國家身上看到的吸收能力，象徵著在很短促的 

時間內一個鉅大的轉變：從1930年代害怕外籍工人侵入的感 

覺，轉變爲在1950年代與1960年代對他們熱切的，同時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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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永不饜足的需求。事實上，對額外外籍工人的需求也促使積 

極有組織的召募外籍工人工作的產生。在1950年代，義大利

100 是歐洲主要的勞力輸出國，而西德、法國、瑞士則是主要召募

義大利人的國家。到了 1960年代，西班牙與葡萄牙成爲主要 

的輸出國，接著是希臘與南斯拉夫。這些國家裡有幾個直到 

1960年代爲止，都還擁有顯著的海外移出現象。阿爾及利亞、 

印度、巴基斯坦、加勒比海國家都在1950年代乃至1960年代 

成爲非歐洲的主要勞力輸出國。在1970年代，土耳其、摩洛 

哥、突尼西亞成爲了重要的勞力供應國。

到了 1980年代晚期，難民、移居者、尋求庇護者再度成 

爲西歐一個重要的因素。1980年代初期，來自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 14個成員國的尋求庇護者要少於 

10萬人，但到了 1990年代初時，這個數字已增爲數倍。德國 

再次成爲移居者與尋求庇護者的主要目的地，到了 1990年代 

中期，整體數字已經下降，因爲大部分的國家，尤其是德國對 

於移入採取緊縮的政策。

外籍工人占西歐勞動力的比例在1970年代初達到高峰， 

再來就像以前曾發生過的那樣，另一個急遽的轉變隨之而來： 

在1973到1974年間，大多數歐洲進口勞動力的國家關閉了移 

入的大門，並試圖遣返這些外籍工人。到了 1980年代中期， 

即使在像法國這樣相對自由的國家，也可以看到反移民情緒以 

及恐懼入侵的聲音再一次出現。人們不得不注意到每段轉變竟 

是如此迅速，並且密集出現，看來好像是不斷循環運轉一樣。

今天，這個關鍵的嶄新年代之所以出現，取決三項過程的 

結合：首先是遷移現象在地理上的分布除了在東歐與前蘇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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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還擴張到包括北非與西非，而創造出了新的移民潮。遷移 

現象在地理上的擴張，包括了新的目的地出現：像義大利、西 

班牙、希臘這些長期以來做爲勞力出口國的國家，如今搖身一 

變，成爲勞力輸入國，而以往身爲許多移民者故鄉的中歐，如 

今其中一些發展良好的國家也成爲接收移民的新區域，像波 

蘭、捷克共和國以及匈牙利。

第二個主要過程就是以往被視爲外籍工人的，到了 1970 

年代後轉變爲移民或族裔社群(ethnic communities)，能攜家 

帶眷，擁有地方性的組織、政治運動者以及一些渴望達成的目 

標。儘管移民大門關閉，但外籍住民因爲家庭團聚與自然成長 101

仍使其人口有持續的增加。社群的形成有助於在社會議題上的 

政治運作，並在政治主張上能超越1900年代只將移民當成外 

籍工人時所關注的工作與薪資問題。第二代的產生也進一步促 

成這個明顯的改變。

第三個過程是馬斯垂克(Maastricht)關於歐洲聯盟 

(European Union，簡稱EU或歐盟)之條例的執行，讓歐盟內 

部來往的自由達到另一嶄新的境界。這也導致一些問題的浮 

現，一方面是關於經濟活動跨國化(transnationalization)的廣 

泛趨勢，另一方面則與試圖控制移民潮有關。這類控制涉及各 

種不同的移民類屬，較常見的就是想進入歐盟的非歐盟移民、

有權住在歐盟成員國內但無法任意在歐盟境內來去的非歐盟移 

民。多個政權並置所引發更大的問題是：(a)資金的流通與 

歐盟國民的移動，是否絲毫不受邊界的限制。(b)非歐盟的 

居住移民是否受到較嚴格的邊界管制。再者，當我們擴及進入 

歐盟的問題時，這種採雙重標準的管制方式是否仍適用：--方 

面在WT0的架構下解除非歐盟的工廠、投資、資本、商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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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限制，並普遍地開放歐洲經濟體內的金融市場；另一•方面 

對移民與難民構築防禦措施以保衛歐洲。

本章首先將檢視在過去幾十年間，在移民與尋求庇護歷史 

裡的基本趨勢。再來的小節則集中在1980年代末東歐社會主 

義陣營解體後開啓的一些主要發展，並提供更多的細節描述。 

接下來的小節則討論在遷移政策領域中的移民政治(politics of 

immigration)，包括公民身分的法律，以及歐盟的規範與各民 

族國家政府之間的互動。本章所提及大部分國家的討論裡，都 

涉及龐大的文獻資料，本文不可能對包含在內許多重要的細節 

都做出合適的處理，我們想做的是呈現出經驗上可見的趨勢與 

政策，藉此爲本書下一章結論所要做的前瞻性討論，提供一個 

基礎(附錄裡附有表格，提供更多的數字以供參考)。

移入

102 在1950年，當時還未開始普遍召募外籍工人，在目前歐 

盟丨8個國家及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簡稱EFTA)內共有總數達510萬的外來住民，1 

光是法國就占了總數三分之一，約有170萬，德國只有56.8 
萬，但這個數字排除了上百萬戰後移居此地的德裔人；在大多 

數國家裡，數字都很少。2從1960年到大多數國家關閉移民大

1. 若想知道各種移民與尋求庇護情況的各方面統計資訊，請參考附錄裡 

的表格。

2. 比利時冇36.8萬名外锫住民：瑞十有28.5萬名；奧地利包含東歐來的 

難民，有32.3萬名。其餘國家都只苻略多於10萬的數目，像荷蘭、 

西班牙與瑞典，或介於義大利的4.7萬名與列支敦断登(Liechtenstein) 
的3,000名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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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的1973年之間，在當時12國裡的外籍工人數目增加了一 

倍，從占勞動力3%的330萬到占6%的660萬，3例如德國外 

籍勞動人口從1960年占2%的43.1萬名成長到1973年占11%的 

250萬名；法國從1960年占6%的130萬到1973年占11%的190

萬。

在1970年代初期，大多西歐國家停止了勞動力的移入。

有一部分是因爲1970年代初期石油價格危機的衝擊而導致經 

濟不景氣，以及一旦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重建工作已經達成，

加上去工業化的趨勢讓愈來愈多的地區減少了對外籍勞動力的 

需求。外籍工人總數在不同的國家減少的幅度不同，在德國與 

法國從1973到1980年間外籍工人數下滑至少於50萬，德國還 

剩下210萬人，法國則剩150萬人。但在比利時、盧森堡以及 

荷蘭，外籍工人所占的比例從1960年代開始，就持續成長而 

不曾停止。

在1970年歐洲六大勞工輸入國（德國、法國、瑞典、比 

利時、瑞士、奧地利）的主要移工來源國依序是輸出82萬的 

義大利、77萬的土耳其、54萬的南斯拉夫、39萬的阿爾及利 

亞、32萬的西班牙。以上數字都不包括非法工人，而這個現 

象在幾個國家裡似乎也愈來愈普遍。

在西歐所有主要的移民輸入國關閉門戶之後，外籍人口數 

字的增加往往是透過自然增加、家庭團聚或各式各樣讓新外籍 

工人流入的制度。在主要接收國裡，外籍人口的數字在1980 

年代與1990年代都有顯著成長（請參考表格1、2、3、4）。4 103

3.因爲各國移民政策以及進入勞動力Hi場的條例不同，使得捜集外籍工 

人資料的工作變得較爲複雜：這些甭異一定程度L也減低了資料彼此 

間的可比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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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所有在國外出生的居民都被算在內，那實際的遷移數字將 

會更高：歸化的外國人及返國者，後者還包括了移出者的後裔 

以及來自前殖民地而有權成爲公民的移民。4 5即使像瑞士與瑞 

典這類在1973年後外籍人口下滑的國家裡，後來到了 1980年 

代與1990年代又再度上升。6在1990年時，西歐國家共擁有 

1,500萬的外籍人口，大多來自同屬歐洲的其他國家。在包含 

EU與EFTA國家在內更廣大的區域裡，在1990年時則達到 

1.800萬人，其中有800萬人是外籍工人。

在1980年代期間，大多數國家在大半時候，每年非歐盟 

工人進入人數都在下滑，而從1989年開始則有顯著的上升 

（請參考表格5）（底下的數字排除了歐盟居民）。在排除了德裔 

人與來自前東德共產政權（即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簡稱GDR）的移民後，根據德國在1980年時的記 

錄，約有8.3萬名外籍工人進入，而在接下來幾年中，這個數 

字每年都向下掉個二萬至三萬，到了 1988年時又爬升爲六 

萬，之後是1990年的13.9萬與19%年的26.2萬。法國在1980 

年時有1.7萬名，在1980年代早期持續上升，在一段時期的下

4. 各阈取得歸化的難易程度將造成外籍人口整體数字極大的差異，因此 

在歸化相對容易的法國與比利時，在阈外出生而歸化的人口與其A然 

增加，就箅在本土人口的增加數字裡：在歸化非常困難的漶國興瑞 

士，自然增加算在外籍人IJ上。例如在法國1982年的人口統計中， 

在國外出生的就有600萬，但外銪人J4宥368萬（請參考SOPEM1, 
1992: 126）。

5. 從在決算衷（balance sheet）的兄一端來看，遷移人潮的眞資數字不 

會反應迕返luIPl己母阈的移民數字、進出歐洲人數與死於母國的人數

上。

6. 瑞士與瑞典之所以會下滑，最土要因爲不發給工作證，而在所有其他 

國家裡儘管用盡各槌誘I吏人們回到母國的方法，但外籍人口仍在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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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後，在1992年又向上升到4.6萬，在1996年則再度下降到 

1.6萬；英國在1980年有1.9萬名，接下來幾年向下滑落，之後 

向上增加爲1990年的3.5萬，以及1996年的37,700名；瑞士的 

軌跡與奧地利雷同，後者從1980年4.4萬巨幅升至1990年的 

10.3萬，然而在1980年期間卻急速的下滑，到了 1996年也下 

降到1.6萬名7 (請同時參見表格7)。

關於季節性工人與邊界工人(frontier workers)的資料，

記載最詳實，同時也是數目最可觀的就是瑞士，在1980年時 

有約11萬名季節性工人、］()萬名邊界工人，到了 1990年時這 

二項數字分別上升到153,600與18(X600人，在1990年代則有 

顯著的下降。法國在1980年時有12萬名季節性工人登記有 

案，到了 1990年時下降到5.8萬；盧森堡在1980年時則有丨.2 

萬名邊界工人，在1990年時有3.4萬人。

雖然在西歐各國間，工人所任職的行業或產業分布有十分 

鉅大的跨國差異，但不論在哪個國家，從以前到現在都可以清 

楚看到移工多數受僱於低薪工作。整體而言，西歐女性的勞動 

參與率只有32%，相較於闩本的39%與美國的42%是較低 

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女性移工就享有較好的工作機會。有許多 

文獻記錄了兩性的移工在勞動力市場的情況……證據顯示早在 104

1880年代，移工就超出應有比例地集中在特定產業，例如營建 

業、裝配製造業、農業與低階服務業，這種情況直至今日仍未 

改變。

7. _在1986年之後，奧地利改變了計算的方式，佰是趨勢的轉變是在這 

項改變之後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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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移民

在所有現實的移民情況下都會存在的非法移民，在過去幾 

年來已成爲一個重要的議題。關閉勞動力的移入以及近來對庇 

護條例採取緊縮，被認爲是造成非法移民增加的因素。國際勞 

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估計在 1991 年就有 

260萬名非法住民，占外籍人口總數的14% ( Bohning, 1991)。 

義大利被認爲是非法移民比例最高的國家，估計在1991年時 

有60萬名，而法國則有20萬名。德國估計有35萬非法移民， 

還得再加上30萬名的非法難民。在1993年時有些資料估計總 

數達400到500萬的非法移民，在美國的我們很難確知這些數 

字是否可靠，只知道以美國的經驗來看，隨著1986年移民改 

革與管控法案(Immigration Reform and Control Act)的規範計 

畫之後，發現以往一般認爲美國有500到600萬非法移民的數 

字超過實際太多。不論確知歐洲的估計數字是否有灌水之嫌， 

處在今日對大規模移民浪潮日益憂慮的脈絡下，我們也很難去 

建立正式的統計制度，而只能停留在可能數字的猜測上。

歐洲國家基本上已發展出二種類型的政策來回應非法移 

民：對移民設定一連串的條件來管制非法人口；另一種是懲罰 

性的處理方式，包括把非法移民驅逐出境，或對聘用他們的雇 

主施罰。8大多數的歐洲國家已在1980年時採行處罰雇主的方

8.在-•些阈家裡，非法移W沒有檷利對被驅逐的決定進行上若要讓 

li訴的程序得以運行，政府機■對驅逐的決定必須要公開，且讓移K 
能知道：但在德國的情況就不是這樣，其他控制非法進人的措施還包 

括迚帶懲罰載運的交通工具，像如果飛往歐盟阈家的飛磯載有未帶適 

當文件的旅客，該航空公同也必須被剖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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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另外還有一個特定的文獻，專門探討政府用來管制非法移 

民的措施的成敗(Weil, 1991; Wihtol de Wenden, 1990) ° 大多 

數的國家也在1971到1991年之間進行了制定管制規範的計 

畫；但德國並不這麼做，因爲它認爲這些措施只會更加鼓勵非 

法移入(Castle and Miller, 1993: 90-96) 0
地中海地區被視爲是非法移民聚集的其中一個主要地點。 

在這裡具備了接下來所提到的幾項條件，以致產生了這些非法 

移民。首先，在移民大門關閉前曾僱用外籍工人(也包括非法 

的)的工廠，儘管面對著各種處罰這類聘僱的法令，仍在當地 

政府默許之下繼續僱用。第二，在國際競爭的壓力之下，工廠 

必須不斷尋求更彈性化的生產，如此促進一些工廠想規避法令 

保護一般全職工作的成本。第三，非法移入部分與非正式經濟 

的連繫關係，讓吸收非法移民的工作有可能變得較容易。上述 

條件再加上地理上的位置，使得地中海地區成爲非法移民的重 

要集中地。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臘這些一度是移民出 

口國的國家，不僅其邊界容易被穿越，政府也缺乏嚴密邊界監 

視與控制的能力。進一步來說，各種地緣政治的因素與能捍衛 

個人權利的司法力量，也會對過於粗暴的逮捕及驅逐出境政策 

造成限制。基本教義派(fundamentansm)的興起也加入了額 

外的人道主義考量，對以外交和經濟理由來回應來自西非及北 

非之非法移民的增加，而採取一連串規範化的方式來進行管 

控。

地中海地區國家非法移民的數目，估計介於100到150萬 

之間，雖然也有很多人估計的區間要遠比上述的大多了，甚至 

還有人認爲光是義大利的非法人口就達到了這個數字的水準。 

在1990年時5北非移民占法國的非法移民約60% »占義大利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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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法移民約30%，占西班牙的40% ’占葡萄牙的15% ’占 

希臘則少於5%。在這些國家裡，非法移民最大的來源地區就 

是馬格雷布（Maghreb，譯註：非洲西北部的一個地區’由摩 

洛哥、阿爾及利亞、突尼斯的沿海地區，以及亞特拉斯山腺組 

成），總數就有53.6萬人，其中義大利占最多（25.5萬）’其次 

是法國（15萬）與西班牙（11.7萬）（Khader, 1991:42-43） °
因爲歐盟各國對控制非法移民、統一彼此政策的種種努 

力，尤其是在申根協議（Schengen Agreement）達成之後，使

106 得地中海地區各國竭力終止這現象。1991年西班牙針對每年

估計有100萬來自馬格雷布的來訪者設置了簽證的要求，這些 

人當中大多是來自摩洛哥的季節性移工。義大利政府也試圖透 

過一項大赦，以減少非法移民的人數（Venglers，1994）。葡萄 

牙政府撤回原本授予巴西人自動成爲葡萄牙公民，以至於成爲 

歐盟國家之公民的權利。所有這些南方的國家都加強了其外部 

邊界的管制。

在新一波由東向西的遷移情況形成後，出現了非法移民聚 

集的第二個主要地點。在這段發展過程裡很重要的轉捩點是德 

國在1993年將其庇護政策緊縮的舉動，德國這項新政策或許 

更導致了非法進入德國的人數增加，尤其是穿越捷克-德國邊 

境而來的。在捷德邊境上，1992年時就有1,200人被逮捕，而 

遣返的數目（包括那些進入德國之後才被逮捕的）則達到 

1,600人；同樣的條件F，在波蘭一德國邊境上的數字分別是 

2,617與1，200人。根據報紙的描述，每晩都有上百名來自貧窮 

東歐國家以及非歐洲國家的人被德國邊境警方抓起來。最終， 

關緊邊界造成了我們在許多其他類似情況下看到的後果：一批 

要價數千元來助人非法穿越邊界的人，在世界各地各自用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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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討喜的名稱稱呼他們，像是豺狼、人蛇，而他們也成爲了遷 

移神話裡的一部分。1990年代早期，在所有主要的邊界上， 

最常被逮捕並驅逐的就是羅馬尼亞人：在波蘭邊境占64%，在 

匈牙利邊境占的比例超過50% (Okolski, 1992)，値得一提的是 

這些羅馬尼亞的遷移人口裡有很多是吉普賽裔，或稱爲羅姆人 

(Roma people，譯註：即吉普賽人，他們源自北印度的一支遊 

牧民族，現今散居各國之中，所説的語言是印度語支裡的一 

種)，他們長期以來被迫害，沒有自己的土地，因此他們的遷 

移程度無法做爲指標來告訴我們東歐遷出的情況。估計這些人 

共有250到400萬，其中多數在羅馬尼亞、匈牙利，以及前捷 

克斯洛伐尼亞與前南斯拉夫的領土上；也有極少數是在波蘭。

尋求庇護者及難民

另-項在1980年代晩期開展新面貌的趨勢，就是尋求庇 

護者的人潮湧現，光在1992年裡就有高達7()萬人。雖然隨著 

特定難民危機或政策的轉變而使數字有劇烈的波動，但整體而 

言這個數字仍一直快速成長到1980年代末(請參考表格8)， 

在多數西歐國家裡，我們可以看到從1980到1991年，這個數 

字增爲五倍之多。在1992年後，大部分的這些人潮都衰退 

了。德國在這些年來都是遙遙領先的最大接收國，在1991年 

時有256,100名尋求庇護者進入，在1992年時則有超過40萬 

名，這個數字大約是1980年時的四倍之多。在1991年時，英 

國以7.3萬名尋求庇護者進入而居次，這也是1981年時的9,900 

名以及1980年代大多數時候數字的七倍。法國在1989年時以 

61,400名排在第三，這也是1980年接收的18,800名及10年之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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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大多數時候的三倍之多。瑞士在1991年時以41,600名尋求 

庇護者達到高峰。另外一些急遽的增加也發生在義大利1991 

年的31，400名，以及瑞典在1992年的8.4萬名。

就如稍後要討論的內容所說，西歐對庇護第三國的相關政 

策改變造成申請者數目的變動，並提高了幾個中歐國家的數 

目，尤其是來自前蘇聯以及東歐較貧窮的國家。特定幾個國家 

的政策變遷也減少了來自歐洲之外的尋求庇護者的人潮；德國 

就是個很明顯的例子，直到最近它可能都算是這塊大陸上採行 

最自由傾向的庇護政策國家。

事實h，即使在兩德統一之前，德國所接收的尋求庇護者 

仍比整個歐盟還多。在實行社會主義的集團崩解以後，再加上 

前南斯拉夫的戰爭，使所有國家接收了更可觀的數目。到了 

1992年，只有德國與瑞典仍持續增加數目，在1990年時德國 

接受了 44%來自東歐尋求庇護者的請求。在法國，尋求庇護者 

人數的下降始自1989年，在西班牙始於1990年，在英國、奧 

地利、義大利則始於1991年。下滑的趨勢一般而言，導因於 

想對進入人數以及取得難民地位加以限制的政策轉變。

德國也緊縮了其庇護政策，規定一個人如果已經身處安全 

的國家裡，就無資格申請德國的庇護，這也對中歐國家產生重 

大的衝擊。重重的壓力被施加在中歐國家身上，要求它們必須

108 協助，以限制那些想進入西歐的難民與尋求庇護的人潮。波蘭 

在1993年5月簽署了一項條約，每年要讓多達一萬人重新返 

冋，而要實行這條約並不容易，因此條約內容也包括了每年提 

供1億2,000萬馬克做爲波蘭財政上的補助。如今各國取得了 

一定程度上的共識，假使尋求庇護者所在的母國是安全的，那 

就應讓他待在原本這個國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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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民及尋求庇護者在中歐仍算是規模不大的團體，但是數 

目卻一直在增加。在1990年時，匈牙利有2,000名尋求庇護 

者9 ;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的報告，估計在1992年因 

南斯拉夫內戰而產生了 2.9萬名的難民，其他一些資料的估計 

則介於五萬到10萬名之間。波蘭希望每年能接收最多五萬名 

來自各國的尋求庇護者，但當前波蘭的難民卻傾向離開這裡， 

前往其他國家(例如南斯拉夫人，在丹麥、芬蘭、德國、瑞典 

他們的難民地位是能持續擁有的)。捷克共和國也希望每年能 

有最多1.2萬名，但事實上進入的人數卻遠低於這個數字一一 

例如在1991年時就只有約1，200百名尋求庇護者，而且這個國 

家裡，大多數的難民在稍做停留後都會離開。

西歐政府已試圖在尋求庇護者與難民的進入上加以限制， 

並試圖在這個議題的政策上取得一致的做法。它們的努力絕大 

多數是透過政府之間的協調，很少是藉由歐盟的制度來達成。 

申根條約(Schengen Treaty)與都柏林協約(Dublin Convention) 

裡包含了許多想擴大控制的法律與行政措施。1(＞在1992年11 

到12月期間於倫敦由歐盟各國部長、官員所召開的會議裡， 

當時12個成員國針對未被發現的庇護申請如何處理，以及從 

尋求庇護者非法停留的第三現居國所提出的庇護申請問題做成 

了協議(Butt Philip, 1994)。移民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 on

9. 匈M•利€柬欧共產集團國家裨第一個簽署1951年關於難民問題的曰 

内瓦公約，波蘭刖在1991年9 H簽署。

10. 對申根條約的簡贺描述可參見本章稍後的小節。都柏林協約是用來防 

土在歐盟成码阈，多爾或連續申請庇護情況的產生，以確保核發庇 

護的決定足由第•俏申請的國家，而毋需這協約裡的其他締約國再次 

檢祝flIM的中誚。對某些國家而言，這協議是有問題的，兩個協謎都 

呈現出締約阈彼此之間的問題，請同時參照本章蹦於外郃邊界協議 

(External Frontier Agreement)的註釋24。

-131 -



客人？外人？

Immigration)這個特別的團體研擬出了一套「沒有嚴重被迫害 

的風險」的測驗方法，可以自動拒絕那些居住在歐盟所認定爲 

安全的國家者提出的申請。這些希望達成共同行動的努力已經 

產生r一些效果，因此德國政府與議會事實上也修正了基本法 

(Basic Law)的第16條，以限制過去幾乎未設限的庇護權利； 

在！ 993年7月也採行了 一套更具限制的庇護制度。

冃前的資訊也向我們透露出更具限制的措施。美國難民委 

員會(US Committee for Refugees)根據1992年的資料顯示， 

歐盟各國在承認難民的比率日漸下降。在1992年各國分布的

109 比率如下，法國是28%，西班牙是6.5%，義大利與德國是 

4.5%，英國是3.2%。歐洲在比例上，承認其他較低層次之正 

式地位的比率要來的高一些：像是人道原則的類別，或在英國 

「例外留下居住者」(exceptional leave to remain)，這些類別都 

不在聯合國難民協約(UN Convention on Refugees｝內容裡， 

同時它們所提供的權利要遠比完整的難民類別少的多。

但.這些政府限制難民與尋求庇護者進入的努力也面臨新的 

束縛，最顯而易見的就是捍衛某些權利普遍性的法庭，例如在 

1993年8月，法國憲法委員會曾桃戰都柏林與申根協議的認 

定，認爲協議裡想避免尋求庇護者進入本國的規定是違反曰內 

瓦協議中與難民相關的部分，以及法國憲法裡特別是人權的部 

分。新移民法的51條裡也有八條受到譴責；德國憲法法庭在 

1993年9月的兩項裁定也抨擊了都柏林和申根協議裡的另一項 

核心認定，法庭拒絕承認對尋求庇護者而言，希臘是個「安全 

的第三國」，同時授權認可在德國有訴案的特定原告之申請。 

即使希臘也井同締結f歐洲人權公約(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都柏林與申根協議，但法庭仍認爲在該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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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無法受到保障。

於是，我們一方面看到在庇護及難民政策上急遽的緊縮， 

另一方面又增加了許多法律工具及法庭決議，誓言保障同時促 

進尋求庇護者與難民的權利。

新的遷移模式

到了 1980年代晩期，新形態的勞動遷移變得顯而易見： 

以往主要的勞力輸出國已變成勞力輸入國（請參考表格1和表 

格2）。在1981年時，義大利有21.1萬名外國人居住在此； 

1996年時，這個數字已增加到超過100萬。據估計，假如包含 

非法移民的話，義大利今日或許擁有多達200萬外籍居民。西 

班牙在1982年時有20.1萬名外籍居民，在1996年時則有50萬 

名。雖然數字相較起來仍算少，但葡萄牙及希臘也變成了人口 

輸入國。除了在數字上的轉變外，在組成分子上也有劇烈的改 

變。過去的外籍居民裡，很大一部分都是由高階的專業工作者 

及其家庭所組成的。在1970年代期間，西班牙接收了許多逃 

離阿根廷、智利、烏拉圭等地獨裁政權的高教育難民，義大利 

的外籍居民長期以來包括高教育的藝術家及知識分子。在1980 
年代末期，外籍居住人口，包括非法的在內，其組成分子裡有 

愈來愈多的受僱勞工，像是義大利南部的農工、西班牙北部的 

礦工，還有所有國家都能看到的家務勞工。很多人都是來自貧 

窮的國家，其中非洲國家占的比例正快速的上升。

在1980年末期以來，至少還有另外三種新興的主要模式 

正在發展。第一種是在過去的勞力輸出國，像西班牙與葡萄牙 

成爲歐盟成員後所形成的。歐盟境內可以自由移動的權利致使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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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西班牙、義大利與葡萄牙人從德國、法國與荷比盧返鄉。11 

這也涉及了在歐盟境內來去這個更廣泛的問題，同時也引發了 

一種可能性，即我們可能看到通勤及季節性遷移的增加，將取 

代一些過去較長期及永久地居住的人潮。

另外二個模式包括在對移動的解除限制以及更大的政治制 

度轉變之後，嶄新的以及重新恢復的東西向遷移，還有另一個 

日益增多的是從東方往前景較看好中歐國家進行的遷移。下一 

節將對這二個模式進行更細緻的討論，我們將從東西向的遷移 

開始進行。

嶄新的以及重新恢復的東西向遷移

柏林圍牆的倒塌以及普遍來說對來自前蘇維埃集團的移 

民、旅遊之限制的解除，都創造出幾個西歐國家在1989年後 

外籍人口的遽增。在圍牆傾倒後的前18個月裡，大約有160萬 

人離開這地區。在開放之前，每年只有約10萬人離開經濟合 

作委員會(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簡稱 

COMECON，譯註：在1949年由蘇聯發起，於1989年解體的 

區城性組織，成員皆爲蘇維埃集團勢力所及的國家)涵蓋的地 

區，而對總人口約四億而言，這個數字並不算顯著。

II.隨答美國在1986年移民改革•與管控法案(Immigration Reform and 
Control Act)的實行，我們看到丫非法的墨西哥人在合法化後，也有 

類似的模式出現，尤其是居住在靠近墨西哥邊界地區的：在獲得在美 

阈的居•住及工作權利後，他們铤得較吋以自在地回到墨西哥去，在那 

裡的生活花費耍低的多，同時也讓他們較可能擁有令人滿意的社群生 

活：這褪想法就是既然可以不受限制地進入，他們就會在有需要時才 

這麼做，而不必經由困雠重甫、昴貴費mm常足極度危險的非法越界 

後，想盡辦法要待k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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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以德國來說明上述情況是再適合不過。12在1989到1990 

年期間的德國，有約150萬來自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Pau， 

譯註：爲反制1949年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蘇聯及東欧 

七國在1955年成立的軍事政治同盟)之成員國的人被允許進 

入，當然也包括東德人民在內。這個數字大約是1980到1988 

年間進入人數的二倍。在1989年，德國計有97.7萬人是因爲 

網絡關係而移入，其中包括了工人與家庭成員。約有三分之二 

的人宣稱自己擁有德意志血統；37.7萬名德裔人來自波蘭、羅 

馬尼亞、蘇聯；有12萬人是難民、尋求庇護者以及現已取得 

合法地位的非德意志人的親戚；而有383,500人是來自前德意 

志民主共和國(Statistisches Bundesamt, 1992: 91)。這些數字 

都遠比過去東西向遷移的規模來的大。從1963到1987年間， 

每年平均從東德進入西德的人數約有1.3萬名(OECD, 1990: 

2] ff.)，在1980年代開始上升，在1987年達到了43.300名。 

從東向西德的遷移持續在1990與1991年成長，從W90年第一 

季的12.9萬人上升到1991年第四季時的38.2萬人。而從前東 

德進入的就不再算進移民的人數。

不論是德裔人或來自前東德的德國人，都是在非常特別的 

環境下產生的特殊類型遷入潮。這兩個團體都有權成爲永久公 

民，而不像德國境內其他的移民團體。然而，德裔人(前東德 

人民不算在內)的特權已有了一些改變，以至於進入德國變得

12.例如179^0^1990年這[0年期間，西徳接收來自柬徳的移民是法 

阈所接收的60倍。在1990年，法國來白東方的移民占其移民總數的 

10%。雖然法國已蒯閉勞動遷移的大門，但仍有因爲經濟因素來到法 

國的波蘭移民，其中包括被組織化地S募來法阈從事農業的季節性工 

人，其是透過國際遷移辦事處(International Office for Migration，簡 

稱O1M)針對這類T.人在華沙開設召募辦事處來引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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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爲困難。13

這些發展爲移入德國人潮的組成帶來了戲劇性的變化。在 

這之前，大多位於地中海地區的老牌勞力輸出國是多數外籍工 

人的來源；在1989年，這個比例掉到三分之一之下，而來自 

東歐及東南歐的比例則上升到44% ;波蘭工人是其中最大的一 

群，占了三分之一。

値得注意的是，很多東德人早在統一之前就離開母國，大 

部分但不是全部都來到西德。因此，從1971到1981年間，約 

有91萬人離開。東德政權從形成到垮台爲止，共有約390萬人

112

離開，規模最大的移出潮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即我們在 

上一章討論過大規模難民潮、流離失所者裡的一部分。在1980 

年代移出東德的人們大多想前往西德，因此在1986年離開的 

5.5萬人裡，就有25,400人到了西德；在1988年離開的77,600 

人裡有40,400人到了西德(Central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of 

the GDR, 1990:2 )。

在柏林圍牆倒塌前，匈牙利與捷克斯洛伐克已於1989年9

13.從1967到1990年間，迕徳意志民主共和國裡的東德公民身分是分開 

的。但從德國聯邦共和國的觀點來看，公民身分只有•個，一直都包 

括f民卞.共和阈的公民在內。因此在1989年後，所有來白朿德的公 

民都有權在西德定屈、工作、要求公民的褙利=至於德裔人在法律上 

的定義，規定不但得是德意志血統者(Volkszugel^rigkeit)，同時必 

須擁有被強迫逐出者(Vertrieben)的地位，也就是說必須是闵爲德 

國的族裔身分，而被逐出東歐或前蘇聯的人才算是德裔人。最初定義 

徳裔人時，限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實際被逐出的人，最後則把定 

義放寬，含納進了所有來0東歐與前蘇聯的德裔人。在1989年後因 

爲藉此方Z進入的人數過於廠人(尤其是來自波閜、羅馬尼亞與蘇 

聯)，光是在1989到1991年問就超過了 100萬人，因此德國方面對被 

逐出者的白動認定進入修止，這也使得德裔人上不再那麼自然而然就 

能成爲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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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解除多重限制，讓想離開這兩個國家的人較容易往西德移動 

(即使不是從那裡來的)。這也反映在圍牆倒塌前幾個月的數據 

上。在1989年10月何內克被迫辭職之後，東德政府在強大的 

壓力下，於11月開放其邊界，在該年裡這個月是由東德向西 

德登記的遷移人數最多的一個月，大約有八萬人。兩德在經 

濟、貨幣、社會上整合後的頭一年，也就是從1990年7月到 

1991年7月間，又有24萬人遷移到西德，在此之後，這類遷移 

不再被計入移民人數裡，而被視爲是內部遷移。

在統一後，我們看到很多仍住在東部的德國人，開始通勤 

到西部工作。德國聯邦勞動局(German Bundesamt fiir Arbeit) 

曾針對這些新進的聯邦成員(neue BundeslSnder)對勞動力市 

場的影響做過一個調査，其中~項發現是，在1991年7月時通 

勤上班的人數已成長到44.6萬人，而在1990年7月時只有約20 

萬人。14在同一時期裡，在前東德的就業總數也從800萬滑落 

到750萬以下。超過50%的通勤者得花一個小時以上去工作， 

而25%的通勤者無法每日回到自己的家裡。

在1991年，前東德地區的平均工資水準只達到西部的 

60%，如果考慮到實際領到的薪資，則只有50%。通勤到西部 

工作者的薪資，平均比留在東部的多出50%到60%。除此之

個査所測出以下的特徽，在兩個不同時間點裡並未呈 

現出太大的變化。約有三分之一的通勤者前往西柏林：少於四分之一 

的來自東柏林，而約有20%的在圖林根(Thuringen)。約^80%是男 

性，這比起前東德勞動力中有55%的比例耍尚的多：這些通勤者裡 

有一半的年齡介於25到39歲閒，同樣較前東德勞動力裡所占的比例 

要高的多：59%的人已婚，低於前粜徳勞勤力的71%，最後，通勤 

者比起前東德平均受僱者，也爲有較高的教育水準，雖然兩者的工作 

條件並未旮顯著差異，這些證據顯示，通勤者所擁有的條件要比他們 

在两部擔任工作所要求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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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外，能達到東部平均薪資以上的通勤者比例，也從68%上升到 

82%。在1991年7月，通勤者在西部所在的工作部門分布如 

F，約三分之一的人在營造業，48%在總稱爲服務業的範疇 

下，這包括了在商業裡的19%。在這三個部門裡充斥著許多的 

臨時工作機會，這個事實或許也解釋了爲什麼來自東部的通勤 

者，比較容易進入這些部門的原因。當被問到是否眞的要移居 

到西部的問題時，通勤者中願意考慮或想這麼做的人，占了約 

60%，比起東德人口也這麼想的35%之比例高出不少。

來自東部的新形態遷移雖然主要是以德國爲目的地，似也 

有前往奧地利、斯堪地那維亞以及一些中歐國家。斯堪地那維 

亞較可能因爲族群與經濟的連繫關係，而接收到來自俄羅斯西 

北部的新移民；另外，波蘭、捷克共和國、斯洛伐克與匈牙利 

所接受到與日俱增的移民，則被認爲來自前蘇聯，這即將是下 

一節討論的主題。

成為接收地區的中歐

長期以來做爲人口輸出地區的中歐與東歐，如今向我們展 

現多種的模式（欲知更多數據，請參考表格1、2、4、7、 

8）。所有中歐的主要國家，都同時接收並送出移民、尋求庇護 

者、非法勞工，以及像小販般賣東西的「旅客」（譯註：「跑 

單幫」）。

對來自羅馬尼亞以及前蘇聯各國的移入潮，它們同感擔 

憂。在1991年5月20日蘇聯通過了對人民移動的新管制規 

定，並在1993年1月於俄羅斯開始執行後，俄國公民可以自由 

離開與進入國境。發展得愈好的中歐國家，如波蘭、捷克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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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與匈牙利，就愈害怕會有數百萬「觀光客J從前蘇聯進入境 

內並待下來。再者，來自第三國而想去西方的遷移者發現愈來 

愈難達成心願，只能在這四個主要接收國「擱淺下來」。15政 

策上的改變導致了如下的情況發生：爲了向西歐要求解除對自 

己公民申請簽證上的限制，這些國家交換的條件，是接受那些 

本想在此通過，但卻被西歐拒絕進入的第三國移民可以再進入 

其國境。這些國家在政策上所面對的難題與挑戰，還包括了在 

這些議題上的相互合作關係。

此外，它們也害怕數以百萬計的東歐人可能回來這裡，這 

些人當初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大多在不情願的情況下被 

「遣返」或「重新定居」於蘇聯，這個情況我們已在第五章裡 

討論過了。波蘭人是其中最大的團體，根據1989年蘇聯的人 

口統計來看，共有12()萬人，但估計實際數字是二倍之多，甚 

至有些資料估計高達400萬人。16隨後，還有匈牙利人、保加 

利亞人以及其他中歐人民的後裔。這些團體裡有不少都宣稱它

制與前蘇聯之問長達ixkx)公1a邊界的情況，令中 

歐各國十分關切，它們害怕那咚來向東方的移民與難民，在被西方的 

國家柜絕後，最終會居住在它們境內。

16.雖然不知道究竞有多少人想［«|來波蘭，但對波蘭來說•遺返M國並不 

是可欲的選懌，在經濟的考墙下也不可行。據估計，要在五年間把 

100萬波蘭裔人整合進來得花費超過2()億美金：在開放後的那-年也 

就足1991年裡，被遣返冋國的人數還不到1,000人(Morokvasic and 
Tinguy, 1993)-波蘭所採彳f的政策是要支援海外的波蘭族裔人土，以 

確保他們能待在原阈境内，收V有少數族裔的橘利與保有自己的族裔 

身分•爲此波闡在1990年時與烏克蘭，在1991年峙與白俄羅斯簽訂 

了友好條約。匈牙利也跟著採用類似的策略，支援並讓匈牙利裔社群 

能待在原地，锗此拒絕遺返M阈的行動，它與烏克蘭簽訂的友好條 

約，這個舉勋並非毫無爭議，因爲匈汗利接受現存邊界的行爲被-些 

人認爲是背叛了烏克閙當地的衂牙利族裔社群。另一方面，政府也鼓 

勵PI羅馬尼亞遣返冋匈牙利人(Sik,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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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們源初的語言才是母語，這也可以被視爲有移出傾向的指標。

從1987到1991年間，大約有100萬人離開了蘇聯。這個

數字相較於在這之前的40年來說是非常高，在40年來的總移 

出人數還比1990年一年的數目來的少，但相較於原本預測可 

能到達的500到1，000萬人來說仍有很大差距。再者，這100萬 

人裡只有極少數眞的待在中歐；大部分都往西到了德國、以色 

列與美國。德裔人與猶太人是這股移民潮中的主要組成分子。 

在此，我們再一次看到遷移過程裡模式化的程度，同時値得注 

意的是在1991年8月的鉅變之後，只有一些蘇維埃公民離開而 

已，來到波蘭尋求庇護的人也僅數百名，但是二萬名住在波 

蘭，因工作緣故而必須通勤者，只有50%尋求庇護，其他人則 

一如往常地工作與回家(Wall Steet Journal, 21 August, 1991)。 

發表在《解放》(Liberation, 25-26 May, 1991)Jt~項 1991 年3 

月於莫斯科所做的調查指出，只有6%的受訪者說如果要離開 

這裡，將會選擇中歐做爲目的地。

其他可能成爲移民的人群，像是之前討論過的少數族裔， 

並未表現出傾向遷移的動力，或許位在羅馬尼亞略多於3.5萬 

名的匈牙利少數族裔是個例外。在羅馬尼亞這個例外之地，國 

際遷移組織發現有多達30%的人想要離開，而在此組織於 

1992年在俄羅斯、烏克蘭、阿爾巴尼亞及保加利亞所做的調査 

裡，也得到類似的回應。有不少證據顯示，許多前蘇聯的公民 

都想出國，但很少人是爲了功利的目的(IOM，1993; de 

Tinguy, 1991; Brym, 1992)°

根據一些分析家的說法 < 請參考Morokvasic and de Tinguy, 

1993)，對中歐產生最大衝擊而導致遷移的因素，是前蘇聯所 

發生的政治變遷以及經濟結構重組，這也促進了包括通勤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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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的巡迴遷移之發展，並且在這個地區裡更容易進出自己的 

國家也有助其發生。在過去離開國家的決定往往僅能做一次，

在1990年代常見的模式是以「觀光客」的名義進入，待幾小 

時、幾天或幾個月，以從事小型貿易或販售活動。雖然這種情 115
況已持續多年，但在邊界開放後仍使數字急遽攀升。

下列一些數據可以說明這種現象。蘇聯的觀光客數目多 

少，可以做爲增加的可能幅度指標，雖然這數字裡包含了幾種 

不同類別的觀光客，許多人進來也不是爲了工作。在1980年 

時，波蘭有72萬蘇聯觀光客，在1988年時有174萬人，在 

1989年時則有300萬人，到了 1992年初時已超過500萬人。他 

們待在這裡的時間，同樣從幾個小時到幾個月都有，而這個總 

數裡可能重覆計算了某些人的進入。許多人由各種類型的旅客 

或觀光客組成的，也有許多人是小規模的非正式商人或小販：

他們在街頭的市場、街角或火車上販賣東西；所販售的東西是 

由俄國製造的香煙、玩具、衣服、食物、酒以及手工製品。類 

似的模式也出現在捷克共和國裡，每天有數以萬計來自前蘇聯 

的人民進到這裡來做小生意。估計在1991年初，有五萬到七 

萬名羅馬尼亞人在波蘭境內，同時估計有多達30萬名來俄羅 

斯、白俄羅斯、烏克蘭的工人也在波蘭；他們棲身的產業是營 

造業、礦業以及農業，或是當計程車司機。一般熟知這些非法 

勞工所獲取的薪資，要比身爲公民的工人低，但仍比在自己母 

國能賺的多。1992年在匈牙利，估計有多達10萬名非法勞 

工，他們是從其他東歐國家、中國或中東來的。

也有涉及犯罪以及準犯罪的經濟活動，是包括遷移活動在 

內的。聞名的犯罪集團在波蘭與捷克共和國裡向外運作，如今 

已逐漸與美國的芝加哥和紐約有所連繫。在武器與賣淫上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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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跨國交易的非法市場，如今又有許多的資訊顯示，有東歐與 

俄國的女子透過西歐或其他地方而被販賣來從事賣淫'而在中 

歐則有從前蘇聯（其中大多來自俄羅斯與烏克蘭）、羅馬尼亞 

與南斯拉夫來的女子。例如一項資料估訐在1990年初時，光是 

在華沙當地就有3,000名來自前蘇聯的女子賣淫（Morokvasic 

and Tinguy, 1993）

對這些國家而言，主要的挑戰還是來自難民潮與非法移 

116 民。這四個中歐主要國家已召開多次會議，研商採取什麼策

略，才能最有效地管控其邊界。在捷克共和國，尋求庇護者必 

須在邊界表明其來此的意圖，並在內政部尙未接受前不得進 

入。除了邊界巡邏外，也在此配置了愈來愈多的軍隊以更嚴密

地控制移入與移出的人們。中歐其他國家也採取類似的措施， 

像更嚴格地審核尋求庇護的申請、愈來愈多申請簽證的要求、 

邊界巡邏愈來愈頻繁同時配置更多軍力，這些舉措都是爲了控 

制進入的人們。結果就像匈牙利在1991年底到1993年4月之 

間，就拒絕了 130萬人進入國界內（Larrabbe，1992）。

在此區域的政策也浮上檯面了。匈牙利與奧地利、斯洛文 

尼亞（Slovenia）、克羅埃西亞、羅馬尼亞等國達成協議，讓非 

法的移民能重新進入，波蘭及捷克共和國也依循著同樣的方式 

去做。在1993年3月，波蘭、捷克共和國、斯洛伐克、斯洛文 

尼亞及奧地利的內政部長齊聚一堂，尋求在邊界管控事務上更 

有效的區域性努力，這些政府也積極地尋求西方的合作，不論 

是在技術上的協助或是在經濟與社會上的支援。在它們的眼 

中，發生在其國境內的遷移與難民事件，都是更大脈絡的歐洲 

變動中的一環。

歐盟與這四個國家間的合作協議並不意味著人們享有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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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移動權利，即便簽證的要求都已解除了。在德國與波 

蘭、德國與捷克共和國之間，都已就邊界與遷移的事務，還有 

雙邊的協議進行合作；在此合作的前提下，德國願意提供經濟 

的援助，並且爲了要換取對方更嚴密的邊界管控及更嚴苛的庇 

護制度，德國也提供了金援以及實際上的協助。可以預見的 

是，這將讓想移往德國的波蘭非法移民數目大增。

西歐人以往在冷戰局勢下要求保障那些穿越邊界而來的東 

方人民之權利，但如今卻要求中歐能管制其東或西邊的邊界， 

並希望能擋住尋求庇護者，同時讓那些非依正確管道進入西方 

的人能再回到中歐。

移民的政治權利

自從1970年代以來，整個西歐各國的移民政策都採取愈 

來愈相似的立場：對進一步的移民採取嚴格的限制，鼓勵自願 

遷移回母國，對成爲永久居民及第二代的移民進行整合，同時 

除了法國以外，其他國家都在歸化的法律上趨向自由化。大多 

數國家都立法賦予定居的移民更多的權利，同時爲幫助他們整 

合，也制定政策來提供他們住屋及教育。各國確實有匯合之 

處，儘管它們在一些方面有顯著的差異，像是過去移入的歷 

史、殖民與遷移的關係、庇護的政策，以及特定移民與難民的 

人口群成爲每個西歐國家擔憂的源頭一一從德國對尋求庇護者 

的憂慮，到法國對非法移民的擔心。雖然各國在公民身分與歸 

化政策上十分殊異，但在移民政策上卻日益匯合，這就是本節 

要探究的主題。

在1980年代西歐大多數的移民接收國所普遍採取的走向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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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由化，並賦予移民各種權利，包括地方性的投票權以及移 

民自身及其家人定居的權利。瑞典、荷蘭、比利時都是採取最 

自由化政策的國家，法國則略遜一籌。瑞典與荷蘭的政府會資 

助移民社團，幫助他們學習母語，也讓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上享 

有平等的機會，同時允許移民在地方性選舉擁有投票權。大多 

西歐國家在1980年代中期時都將其歸化的法律朝自由化的方 

向做修正，然後在1990年代初期再一次雖然經常會經歷立法 

的拉鋸戰。在這樣的脈絡下，英國是一個特例，其公民身分概 

念本從一個以帝國爲出發而較寬廣地想像的，但後來加入了愈 

來愈多的限制；在英國內部面臨視移民爲英國臣民之敵人，而 

希望對移民施以控制所產生愈來愈多的壓力，使其愈來愈難一 

如以往地用自由化的方式來定義誰是英國臣民。

簡單地說，在歐洲大多的政治體系中，取得公民身分的制 

度，若非按照出生地（即出生地主義），就是按照血統（即血 

統主義）來設計。其實，大多數歐洲國家都兼具有這二種主義 

的特性，只是孰重孰輕的問題而已。像在英國、荷蘭、法國與 

比利時，出生地主義較占優勢，公民身分可以直接爲大多數出 

生在該國的外國人所取得，或是在雙重出生地主義的限制下取

118 得，意即自己及雙親裡的一位得出生在該國。在瑞典、德國、

瑞士則是血統主義占上風：外國人的孩子即使出生在該國，仍 

無法取得公民身分，除非事先已歸化該國。但是，一套血統主 

義或出生地主義爲本的制度可以結合不同種類的法律在裡面， 

以血統主義占優勢的瑞典爲例，出生在當地的外國人可以選擇 

去登記歸化，相較於歸化極度難以取得的瑞士與德國，瑞典在 

這點上算是十分開放的。

在所有這些國家裡，具有特定條件而居住在此的外國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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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向有關當局提出申請，由後者來決定是否授予，而申請者 

對此決定通常無權要求上訴。在法律上對於透過歸化來取得公 

民身分有著不同的條件要求，例如在德國必須放棄之前的國 

籍，在法國卻不必；在既存的制度下也存在著顯著的差異：因 

此瑞典雖然要求人們必須放棄之前的國籍，但在許多個案裡愈 

來愈容許雙重國籍的存在；德國卻不然。

另外，還存在著更多一般性的差異。17因此，德國缺乏一 

個一般性的文化來支持歸化，同時主管歸化的行政官員也宣稱 

德國並非移民組成的國家。在法國對移民來說，不歸化是十分 

異常的事；像前幾章所說的那樣，法國是歐陸上唯一擁有讓移 

民定居、願意推行歸化這類傳統的國家（Brubaker, 1992; 

Wihtol de Wenden, 1988; Weil, 1991）。在德國的概念裡，一個 

人不能藉由像在北美洲的自願表示效忠的形式，或是像法國透 

過由國家參與其中的同化，而能夠加入民族國家（Kohn, 

1967 ;請同時參考 Hoffmann, 1990; Oberndorfer, 1991）。

在幾個國家針對歸化政策進行修正前的1980年，每100位 

外籍居民裡（大多是同一年）歸化的比例分別是德國0.3%、 

比利時1%、瑞典3.5%、荷蘭5%及法國3.4%。嚴格來說，這 

些數據之間並不可比較，這是由於資料來源與含納進入的標準 

不一，以致計算某些個案的結果也不同；例如德國把德裔人取

起民族國家進行的整合計畫時，就會發現最普遍 

存住的差異。Castle與Miller （1993）的硏究發現存在著ffl種可能的 

結合形式：由某族裔團體來統治多族裔的帝國；由相同血統者來統 

治的單一族裔形式（血統土義）：共和形式一一視國家爲政治共同涠 

（出生地主義或者是藉甶出4.地來取得公民身分〉：多元文化形式一 

一從共和形式做修正的嶄新形式，容許文化與族裔間的差異存在、 

Baubock （1994）曾檢視過公民身分的種種可能性，包括-些爲了因 

應「!漸增多的柊動丄作者而設計的跨國公民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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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公民身分也算在內，將提高它們的數據，而法國將自動取得 

的公民身分也算在內，同樣會提高它們的數據。在大多數國家 

都明顯向自由化進行調整後，199］年時的歸化比例變成奧地

119 利2.5%、比利時0.9%、18瑞士0.8%以及德國0.5% （這個數字 

排除了德裔人，假使算進去的話，將達到2.4%）、法國2% 

（假使把自動取得的算在內，估計有2.7%，這些自動取得者大 

多是出生在法國的小孩）、荷蘭4.2%、瑞典5.7%以及英國 

3.4% （請參見表格9 ;同時可參考Baubock and Cinar, 1994 ） ° 

在1996年時，德國與荷蘭有顯著的爬升。

Rath （1990）曾針對七個主要國籍在1980年代中期時， 

於六個西歐的移民接收國裡的狀況做出了細緻的比較，發現取 

得公民身分的比例差異性，在不同接收國間比起在同一國裡的 

不同國籍團體間要來的大，這說明了一個國家規範公民身分的 

法律比起歸類於特定國籍團體的歸化傾向是較顯著產生影響 

的。瑞典與德國是二個極端：在瑞典沒有任何一個被考慮的國 

籍團體其歸化率低於1.8%，而在德國則沒有任何一個高於 

0.6% 0
爲了再強調規範公民身分的法律到底有多重要，我們再比 

較二個彼此差距很大的國家，一個是到1993年針對第二代移 

民改變政策前，都實行自動取得公民身分的法國，另一個是從 

未這麼做過的德國。就移民及其後代能融入成爲公民的整體比 

例而言，法國比德國高出10倍。如今法國擁有愈來愈多的第 

二代葡萄牙裔法國人以及馬格里布裔法國人（譯註：馬格里布 

Magreb指的是包括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突尼斯的非洲西北

必須注意的是，、92年寊行新法讓數字比前一年增加了六倍，卨 

逮約46,500人在1992年完成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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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地區，有時也包括利比亞)，他們也都成爲了法國公民。但 

是在德國出生、成長的50萬名土耳其第二代移民卻不是公 

民，這鉅大的差異發生在自1960年代以來對移民類似的工作 

條件脈絡下。但是，我們也看到了日漸匯合的現象。1993年 

在法國新的國籍法改變原本自動獲得公民身分的規定，如今絕 

大多數人得要先宣誓其意願才能取得。而1990年德國的外籍 

人士法(Foreigners Law)卻放寬第二代的歸化程序(Faist, 

1994):在德國居住滿1()年的所有外國人，都有權提出歸化 

的申請；另外，年紀在16到23歲間的外籍青年只要在德國就 

學滿四年，也可以進行歸化。1990年後期，在法國由社會主 

義政黨以及在德國由社會民主黨所領導下的新政府推動自由化 

的改革，使得這股匯合的趨勢持續增強。

然而，或許最値得注意的是，當我們排除了自動取得的公 

民身分後，所有這些比例將有多麼稀少。當我們以跨國比較特 

定國籍團體時，最明顯的差異將顯現出來。以德國與瑞典爲 

例，摩洛哥人在德國只有0.1%的比例，但在瑞典卻有20%， 

是德國的200倍，這個倍率也是這個研究所有國籍團體與國家 

中，最極端的數字。另外一些明顯的差異發生在希臘人身上， 

在德國只有0.1%的比例，在瑞典卻有10.5% ;此外土耳其人 

的比例分別是0.1%與6% ;西班牙人則是0.2%與7.4% ;義大 

利人是0.2%與2.2% ;南斯拉夫人是0.6%與1.8%。雖然這些 

差異都在相當小的範圍內變動，但--個國家規範公民身分的法 

律確實發揮了作用：因此，在1985年荷蘭實行新的國籍法 

(Nationality Act)後，在一些國籍團體裡歸化的比例增加了四 

到五倍之多。

很多因素會影響這些比例：是否鄰近其母國；其母國是否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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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或即將成爲歐盟成員；母國規範公民身分的政策——例如摩 

納哥與希臘並不容許放棄他們的公民身分的舉動。

在1980年代晩期，各國間大致的差異如下所述：瑞典、 

英國和法國採取自由的政策走向，在外籍居民的公民身分取得 

上，這三個國家都僅做適度的條件限制：出生在該國的小孩可 

以自動或經選擇後取得公民身分、五年甚至更短的居住年限、 

申請手續上適度的花費、對良好行爲的有限要求、簡易的申請 

程序(Rath, 1990)。荷蘭與比利時於近年來也自由化了其手 

續，但仍要求必須確認申請者融入該國的意願，同時必須接受 

有關當局的調査，因而手續較爲複雜。德國與瑞士在歸化過程 

上有許多條件限制與要求，移民的後代申請程序同樣如此，必 

須有10到12年的居住年限、高額的規費，以及由當局任意指 

派的複雜手續，以證明申請者融入當地社會的情況良好。在德 

國與瑞士的歸化被視爲是同化的最後階段。

121 透過對英國與瑞士之政策較細緻的描述，將讓我們更清楚

明白何謂自由與較不自由的申請程序。或許最令人注目的現象 

是較自由的制度日漸緊縮，而較保守的制度卻曰漸(這類舉動 

似乎永遠都是這麼漸進)放寬，這也正是我們在今日西歐許多 

國家裡可以看到在移民與難民的政策上，整體來說已漸趨相似 

的情況，不論這些國家在歸化與公民身分的法律上，原本以及 

持續以來的差異有多麼鉅大。

英國的制度傳統以來就力行出生地主義：所有出生於英國 

在世界任何角落領土上的人都可以擁有英國的公民身分，即使 

其父母並非英國人，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原大英國協的諸 

國都各自立法來規範公民身分，但英國公民的身分仍舊保留下 

來。移民控制的措施在1960年代與1970年代開始實施，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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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公民進入與定居的權利，因而破壞了英國原本較包容的公民 

身分定義，最終較狹隘的定義在1981年時透過英國國籍法案 

(British Nationality Act)予以明文規範，認定一個出生在英國 

的人要成爲英國公民，必須在出生當時雙親之一是英國公民， 

或是定居於英國；而一個出生在英國之外的人要成爲英國公 

民，除了在血統上的認定外，還必須在出生當時雙親之一是英 

國公民，或是雙親之一必須是在軍隊或其他政府機關裡服務， 

或是在歐洲共同體的機關中服務。生於英國但出生時不符取得 

公民身分的資格者，在10歲時可以申請成爲公民，但必須在 

這10年間出國的時間不到90日。另外還有各式各樣跨國取得 

公民身分的規範；這一切規定在1987年12月31日時被終止。 

在幾種情況下可以申請歸化，其中之一就是居住在此三到五 

年，但是否接受申請是內務大臣(Home Secretary)的職權所 

在，而且毋需提供予以拒絕的理由。19

瑞士的公民身分是立基在三個自治的行政層級上：聯邦、 

州以及區(commune d’origine)，一個公民即使從未住在瑞 

士，也能繼承「城市的權利」。申請歸化者必須同時爲三個層 

級接受，因此歸化成功的比例在不同的州與區裡變動很大。 

1952年頒行的聯邦國籍法(Federal Nationality Act)雖在1984 
年進行修正，但仍保留下以血統主義爲本的基礎。唯有藉由婚 

姻及血緣關係才能自動取得公民身分，否則必須先進行歸化， 

而在聯邦的層級裡這項要求有一些例外情況可以通融，像住滿

19.在法國，能否feWtT最終仍是政府的自巾裁量決斷，但很少會被拒絕 

的：據估計，只有］0%到12%的申請會被拒絕，其中許多是第二次 

嘗試的(Cosla-Lascoux, 1987)。另外，據支援移工的組織CIMADE 
(譯註：法國一個救援團體——離散者救援委員會的簡稱〉的估計， 

申請被拒的比例約在30% =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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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以及「有歸化的意願」，後者是透過複雜的程序，希望能 

確認申請者及其家庭融入瑞士式生活的意願，而這項要求必須 

同時得到三個層級的認可才算完成。在州與區的層級裡，許可 

與否的決定往往是透過立法機關或是公民集會做成的，這都會 

受當時的政治氣氛很大的影響。

幾次針對歸化政策舉行的公民投票，其結果減少了一些限 

制：1983年讓女人同樣和男人一樣，享有轉移公民身分給孩子 

的權利，在1987年的條例則把這項能力延伸給配偶。歸化政 

策一直以來受制於反移民主張的政黨——反民族與祖國過度外 

來化之國家行動黨(National Action Against Overforeignization 

of People and Fatherland)的攻擊，此黨透過憲法的修正，希望 

將每年歸化的人數限制在4,000人，但這項提議在1977年訴諸 

投票時卻以二比一的比例被否決。

荷蘭的例子告訴我們，一個積極推動自由化體制的嘗試是 

如何要求移民負起整合入社會的重責大任。1985年新版的荷 

蘭國籍法(Dutch Nationality Act)取消了不久之前(1982年) 

的版本，准許自出生後即居住在該國的18至25歲外國人，可 

以經選擇而取得荷蘭的公民身分，這是一項簡易的申請。在 

1987年之前這段過度時間裡，母親爲荷蘭人的外籍小孩也能經 

選擇取得公民身分，很多人當時也都這麼做了。雙重國籍在當 

時是被允許的，而父親或母親是荷蘭人的也可以取得公民身 

分。出生在荷蘭的外國人之子女，只要出生在荷蘭，就能成爲 

荷蘭公民。至於其他的外國人得先歸化，而進行歸化前得在荷 

蘭住居住五年、年滿18歲、無特定類型的犯罪記錄，同時可 

以用簡單的荷蘭語與人對話；假使歸化申請被拒絕，還可以上 

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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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項法律裡，主要的改變條例在於賦予男女有同樣取得 

或轉移公民身分的權利，以及有權對歸化被拒的決定申請上 

訴，還有以行政的程序代替原本立法的程序。新的法律包含在 

荷蘭「少數族裔政策」的大架構下，這個政策希望把嚴格的控 123

制與自由傾向的歸化與入境制度做結合，同時認爲外籍公民及 

居民的文化認同應該被尊重，因此針對歸化僅設立了最低程度 

的整合要求。

在1990年代初期，一些歐洲國家遭遇到極大的壓力，希 

望能對那些被視爲是洪水湧入的難民與移民進行控制，因此改 

變了政策，實行了對入境更多限制的規定，這也導致了西歐國 

家在政策上的匯合。包括法國在內的--些自由傾向國家，對取 

得公民身分及歸化設下了更多的限制(請參考1993年的新國 

籍法規)；而像是德國這類的國家則鬆綁了歸化的條件，讓取 

得公民身分前必經的這一步更容易達成。瑞士修改了規範公民 

身分的法律，如今允許在歸化時保留其原本的國籍，在荷蘭也 

不必先放棄原先的國籍，這使得這二個國家與主要的人口移入 

國家以及允許多個國籍的國家更加相似，前者像美國、加拿 

大、澳洲，後者則有英國與法國。德國、奧地利與盧森堡如今 

仍維持放棄原本公民身分的要求，但瑞典已大致容許雙重國籍 

的存在(Baubock and Cinar, 1994) °在德國，「社會公民權」

(social citizenship)的擴展已增加了移民的政治機會，同時也 

有規模不小的運動，要求允許出生地主義的某些概念以及雙重 

公民身分存在。同時德國在1993年也修改了規範庇護的法 

律，加入了更多的限制。對於遷移與庇護政策上的匯合的確是 

當初歐洲共同體形成的目標之一。希望能減少多重國籍現象而 

於1963年訂定的歐洲議會公約(Council of Europe Co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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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透過等待追認的第二次議定而減少了限制，同時在不久的將 

來，也預估將有更實質的轉變發生。

以上透過很簡要的描述，討論了幾個國家的規定。這樣的 

描述方式排除了整套手續與控制如何實際執行的面向，也排除 

了以下幾個更廣泛的議題，包括移民如何在法律與政治實踐裡 

被再現爲特定的社會政治類屬，來自不同地區、背景的移民如

124 何再現自己、當西歐看待難民與移民的方式，以及西歐的移民 

問題如何從勞動力市場的考量轉變爲認同議題並將他們種族 

化，這個重新界定的過程(Schnapper，1991; Wihtol de Wenden, 

1988; Faist, 1994; Weil, 1991; Miles and Phizacklea, 1984)，20這 

些議題也很可能動員起廣大群眾的情緒，我們將留待第七章再 

多做討論。

移入議題與來回移動的自由

歐盟的成立讓各國必須在下列議題上採行一致的政策，包 

括政治難民的承認、非法移民的處理、外籍居民的地位。在歐 

盟境內撤除邊界的舉動導致各國在居住、停留、簽證、工作許 

可、犯罪上的規範也必須要一致。令當前政策制定者頭疼的主 

要問題之一，在於許多政策與法律裡將移民區分爲兩種等級： 

隸屬於歐盟成員國的人，以及歐盟之外的人。前者已逐漸被授 

予一些權利。更進一步是當前歐盟的護照所象徵的發展——公 

民身分的超國家形式，更加深了規範不同種類居民體制的差

20. Wischenbart (1994)也付用另一槌方式來闡明移民政策的現況冇多袍 

雑與重要。他認爲從奧地利的移民政策可看出趄匈帝國的文化逍產又 

再恿新運作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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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尤其是在歐盟人民與非歐盟人民之間。促使在歐盟境內普 

遍的公民身分應享有之權利得以發展的馬斯垂克條約，裡頭也 

賦予在歐盟境內公民投票的權利，此約也迫使我們必須面對移 

民與難民的議題，還有這些人歸化所伴隨而來的問題。

1990年代初期在討論政策一致性的問題時，移入議題之所 

以浮上檯面，一方面是因爲規範人群自由移動的條例，這個權 

利是實現歐洲單一市場的夢想裡不可或缺的元素，另一方面是 

因爲外籍居民人口、非法移民與尋求庇護者的數目大幅增加。 

移入人口的遽增是因爲家庭團聚、自然增加以及來自東方之新 

移民的關係。1991年時，估計有260萬名非法難民，到了 1993 

年時則增至400到500萬人之間。尋求庇護者的人數在短短幾 

年裡就增爲四倍之多，光是在1992年就有70萬人，占流入歐 

盟地區的移民人口總數約四分之一。

在1991時有愈來愈多人擔心在難民與尋求庇護者之中， 

有許多其實是經濟移民，他們利用庇護的理由以便在關閉勞動 

移民大門之際，有更好的機會能進入。也有愈來愈多的批評與 

關切指向申請程序進行太過緩慢，導致尋求庇護者在地位尙未 

被確認前，無法工作而使生計產生困難，另一種情況是在地位 

尙未被確認前，無法支領提供尋求庇護者優渥的福利津貼。發 

生在前南斯拉夫戰爭所導致的大規模難民潮也加深了以上的疑 

慮。事實上，各國共同努力的目標是將這些難民留滯在母國， 

或儘可能將他們留在「距母國愈近愈好的地區」，以及前南斯 

拉夫的範圍內。

歐盟境內人身自由移動的原則長期以來就是個爭議不斷的 

議題，即使是歐盟成員國國民的權利都有異議了，遑論非歐盟 

的國民。因此直到1988年以前，希臘公民仍不允許自由的移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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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而在1992年以後西班牙與葡萄牙人才享有這項權利。

原則上，成員國在這些議題上〔包括特維小組（譯註：特

維小組（TREVIGro叩）全名爲Terrorism, Radicalism, Extremism 

and Violence International，1975年成立，由成員國内政部長及 

相關部門官員組成，一年召開兩次集會，負貴恐怖主義與内部 

安全事宜；請同时參見註釋23）與申根協議等等〕所採行的措 

施並未明顯排除非成員國的國民，但民族國家在這些事務上仍 

是擁有主權的決斷者，即使整套可凌駕在國家決斷之上的權利 

義務規範，以及制度正對它運用主權的權力產生侵蝕。我們將 

在第七章時再回到這個議題的討論上。

在這個脈絡下，對移民所施行的規範集中在限制工作證的 

核發、非法勞工的逮捕與遣返、鼓勵已失業的人志願返回母國 

上；這麼做的目的是要讓成員國的工人可以優先取得工作機 

會，而這種就業規範上的緊縮政策也造成了對移民工人的傷 

害，因爲他們通常都缺乏訓練與專業背景。21

歐盟成員國許可那些來自非成員國的合法移居者，就像那 

些成員國的國民一樣，享有同樣的權利可以在境內來回遷徙。 

荷蘭則要求所有移民必須在該國定居至少五年才能享有這權 

利。而簽署涵蓋特定國籍的雙邊及三邊協議，在原則上是可行 

的：因此，法國、比利時與荷蘭境內都擁有不少摩洛哥人，而

126 這三國也都因爲遷徙自由使三國能在不同失業情況的地區內，

有效率地分布勞動力，讓這三國顯著的受益。但要如何設定擁

21.對於北非移民而言，這種現象特別嚴重，他們其中有85%是住在法 

國’除了緊縮對栘I:的控制之外，各國政府與歐盟機構還必須著手執 

行一些支援移工的政策。法國在1984年2月I日開始實行的第84-05 
號公告就是個很好的例T，rt茧要措施裡有一項就是提供失業的移工 

職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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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些國籍的人可以享有，同時人數的上限要如何設定？

至少有一些人認爲這類在幾個簽署國內達成自由遷徙的協

議，應該適用於這些簽署國境內所有國籍的外國人，才不會造 

成另一種區別。這也解釋了爲何有些政府不願意向所有國籍的 

外國團體，或是向今日尙未出現在其領土內的外國團體敞開大 

門。而對自由遷徙有區別性的設計也強化了當前移民之間在國 

籍上的分布情況，複製了在特定國家內有特定國籍團體特别集 

中的現象。

在單一歐洲市場的計畫以及難民、移民情況不斷改變這二 

種情勢匯合在一起的背景下，我們看到了浮現出來的是歐盟組 

織對移民、難民政策上更深的介入，這是在數年前猜想不到 

的。即使各國政府長期以來在這個議題上，從不願放棄自身主 

權的行使，同時歐盟組織在這些事務的許多方面仍無法勝任有 

餘，但事情眞的這麼發生了，並實行了一段時間了。在馬斯垂 

克，歐盟各成員國的政府並未給予基於簽定條例而成立的歐洲 

共同體，在移民事務上除了簽證的政策之外的領導權。因此， 

各國政府必須共同協調其打動，以制定執行有效的政策與程 

序，同時避免把問題推給鄰國。各國政府訂定了跨國協議，並 

共組工作小組以掌控歐盟境內的政策制定情況，而針對移民與 

難民事務，歐盟組織介入的興趣日益濃厚，也漸漸發展出了一 

套專業方式來管理(Voisard and Ducastelle，1988) °
在歐洲共同體的成員國之間簽定政府對政府的協議其傳統 

由來已久。22在1970年代我們已經看到各式各樣政府間合作的

22.政府間的協諶能容許各別國家針對不想在歐洲共同體的架描卜處邱的 

事務進行運作，包括一邛歐洲共同體同樣有權處置的諶題。這類協議 

受到國際法而非歐洲共同體機描的約束：而因爲歐洲共同體條例沒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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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出現，大多是與外交政策相關。因此，歐洲議會在1986 

年針對移民議題成立工作小組這件事，並不新鮮、少見；這小 

組之所以會出現，主要因爲特維小組的成立，以及大家日漸認 

同一件事，就是單一歐洲市場將使各國面臨移民議題的挑戰， 

而此議題必須透過政府間的共同努力才能解決。23事實上， 

1988年6月漢諾威(Hanover)的歐洲議會討論移民議題後， 

幾乎每次歐洲共同體高峰會都必須碰觸這話題；而在單一歐洲 

法案(Single European Act '簡稱SEA)通過後，政府間針對 

人身移動自由共同的努力，主要的結論就是1990年頒布的都

127 柏林協約以及1991年起生效的外部邊界協約(External 

Frontiers Convention)，兩者都隱含著遷移與移民的議題在裡面 

(Butt Phillip 1994)。24

更廣泛來說，有些歐洲共同體的國家也倡議透過1985年 

的申根協議(法、德、荷、比、盧都有簽訂+)，在歐洲境內打 

造一個無邊界的區域。這五個申根協議簽訂國無法在1989年 

II月簽定第二份協議，因此無法按原訂在1990年丨月1日推行 

無邊界區域的計畫；這項計畫的失敗除了因爲柏林圍牆倒塌後 

外部邊界的控制問題浮上檯面，也因爲在銀行保密、毒品、資

規範歐洲議題的榷力與功能，因此後者也提供了 •個制度性的大傘， 

可容納政府間的協議。像1993年對家庭團聚議題的處置，這類政府 

問協議的處邢方式在阈際法與歐洲共同體法律內並無依據。

23. 特維小組成立於1975到1977年間，它讓各國的內政與司法方面的官 

員與部長們，得以籍由政府與執行機關間的合作來處厢一些事務，包 

括打擊犯罪活動與保衛境内安全等。

24. 都柏林協約在本章前面Li簡要地陳述過、外部邊界協約則讓各國承認 

彼此提供非歐洲共同體阈民的簽證：如今定居在歐洲共冏體其中-個 

國家内的非歐洲共同體國民，假使想進入另一個成員國，若停留不到 

三個月的時間，毋需申請簽證，ffl前提是必須不是去那裡就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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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保護等議題上的歧見。第二份申根協議雖然在1990年6月簽 

定了，但許多問題仍未解決，實際執行的時間也一再延緩： 

1992年1月1日、1993年12月1日、1994年2月1日。其間的 

困難一部分是因爲仍需要歐洲共同體的制度來處理一些事務； 

另一方面，英國也宣稱執行遷徙自由上遇到的困難，再加上歐 

洲共同體組織僅在一些必要程序上才有權力介入，這個事實強 

化了國家在處理恐怖主義、移民、國籍等問題上不受限制的權 

限。

申根條約同時向我們說明了，在移民事務上這種政府間協 

議的潛力與侷限何在。申根協議也因爲義大利、西班牙、葡萄 

牙與希臘的加入而得到強化，而它們也決定要在申根協議的範 

圍上圍起更加嚴密的外部邊界。申根資訊體系也在成形，而最 

後落腳於斯特拉斯堡；同時，申根成爲了政府間努力朝向內部 

毫無疆界控制理想邁進的象徵（請參考Spencer, 1990）。

在1990與1991年時，政府間合作的架構與歐洲共同體的 

形態都面臨了類似的難題。從那之後，出現了各種提議，希望 

能共同承擔難民與尋求庇護者這個愈來愈重的包袱，尤其因爲 

有些國家接收了其中大部分的人；簽證的政策已成爲歐洲共同 

體組織的權限；政府間對難民、移民、庇護者議題上的合作也 

被含納成爲所謂馬斯垂克的第三項重要決議。歐洲共同體組織 

介入移民與邊界管制的議題愈來愈深，在1991年時，歐洲共 

同體要求各國採行相同的移民規範與政策，而不僅將移民問題 

視爲邊界管制下衍生的次議題。至於政府間合作的組織，如移 

民工作小組，它們核心的關懷之一：非法移民議題，也必須仰 

賴歐洲共同體層次進行的行動；另外在推動驅逐出境上的努力 

也同樣如此。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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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來愈多人認同在一個行動自由區域裡的移民與難民政策 

必須要一致，再加上歐洲共同體與跨政府機構的專業能力曰益 

提升，因此製造出了一長串該被執行的工作項目。一份「不受 

歡迎的外國人士」名單已準備好要在各執行機構間傳閱，而對 

公務人員在邊界控管的各種事務上進行的一般訓練也已就緒； 

另外，一個交換邊界穿越與移民相關事務的新資訊交流中心也 

即將成立；最後，在家庭團聚上的規範也已進一步地趨於-- 

致。更多朝這個方向努力的工作在1993年6月於哥本哈根舉行 

的WGI （Working Group on Immigration的簡稱，BP移民工作小 

組）會談中已被執行，包括要求在內部對非歐洲共同體人士有 

更多檢查的措施，以及要求制定驅逐出境的明確標準。25

在WG1的工作表上羅列的議題，包含範圍從對第三國國 

民提供短期契約，尤其是從東歐來的，到那些尙未取得歐盟成 

員國國籍的長期移居歐盟境內者。後者是歐洲共同體內針對國 

籍政策討論的一部分，因爲任何一個歐洲共同體成員國授予申 

請人國籍，意味著此人享有在歐洲共同體境內所有的權利。同 

時，拒絕授予長期居民公民身分，愈來愈被視爲是不恰當的、 

無法持續也不應維持的政策，因爲這讓移民無法整合進入新社 

會裡，而這是當前十分重視的。即使是這方面限制最多的德 

國，也開始調整立場，承認自己的政策將成爲歐洲共同體內的 

困難。26

25. 針對非法移民的議題，L1用盡方法勸導各國政府不要鉍當情況不在萃 

握中時，就經常試阃將规範化：而是希望接收國與輸出國的政府們 

能彼此協調，同時設立ftd額制度來吸收那些有急泊需要的人。

26. 對歐盟而言，可能的選項足共同商議阔籍政策，規定出歐盟境內各國 

每年核發新公民身分的k限：也很■要的是，在進行大規摸的遣返冋 

國動作時，耍與第二國商議是否授捕讓池們能歸化及有公民權利。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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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一致性的政策過程所產生的困難，因爲環繞如何規範 

家庭團聚的討論，而更加被凸顯，但後者在原則上並未有異 

議，並在各國間有相當一致的看法。這項政策是基於對人權的 

歐洲協約(European Conven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的第八 

條而來，裡頭聲明人們有權過著正常的生活，認爲家庭構成了 

社會自然且基本的要件，因此國家與社會應該予以保護。27據 

此，移民有權在自己收入負擔得起、居住無虞、其申請被接受 129
的情況下，接送家人一同來團聚。即使如此，這仍是西方中心 

下對權利的看法。因此，當法國與德國試圖對家庭團聚設限 

時，就被行政和憲法法庭認定有違反國際協議之虞給阻止了。

在法國，1970年代末期的政府曾想禁止家庭團聚，但被議會 

給駁回了 (Weil, 1991)。

在這項政策的細節規範t各國有著很大的差異。例如，來 

自馬格里布地區的移民在家庭團聚的規範下較爲不利，這是因 

爲他們居住的環境較差，同時在勞動力市場上的位置很容易遭 

到失業的威脅(Khader，1991)。

許多人認爲，在歐洲共同體的規範趨於一致的要求下，意 

味著相關的情勢將走向自由化，但仍有害怕家庭團聚會使移入 

數目增加的恐懼心理存在。但是，有些人(請參考Khader，

1991)認爲依親的數目不可能太過龐大，理由如下：在歐洲各 

國生活花費高昂的情況下，單獨住在這裡的人中很多可能不會 

選擇讓親人過來，更何況要找到適合一整個家庭居住的環境並

單地說•急需討論的議題就足，規範公民身分的不同制度如何對整個 

歐盟產生衝擊。

27.在1975年簽定的ILO協約第143條也承認家庭團聚能滿足人道土義與 

社會融合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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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易；另外在本身還與母國保持連繫，又希望下一代在母國 

接受教育的情況下，不太可能將老一輩與小孩都帶離母國，因 

此在大多數的勞動遷移例子裡，是與家人分離的。許多人在異 

地工作了幾年後，仍存著有朝一曰回到家鄉去的盼望。

目前仍舊沒有所謂歐洲共同體的移民政策，也沒有所謂歐 

洲共同體的規範公民身分政策，但歐洲共同體漸漸取得了專門 

處理這類事務的權限與權力。它也與各國政策共同分享在制度 

上的責任，而制度上大多的責任事實上仍屬政府與政府之間 

的，而非歐洲共同體能掌握。歐洲共同體的組織也不受民主程 

序的控制，因此其權力無法在各方面受到約束，這個事實在歐 

洲共同體被桃戰的敏感領域上更是顯而易見，例如在個人的公 

民自由議題上。這也意味著歐洲共同體的政策推行上，在各國

130 議會的討論與追認上經常會遭遇困難。然而，各種情勢匯合在

一起的新局面仍使各國政府與歐洲共同體，可以共同努力地在 

歐盟內進行協調一致性的移民和難民政策，而這與幾年前的局 

勢相較起來可是天差地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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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移民政策該如何制定

這一章將運用本書所談到的歷史，發展出幾項我認爲很重 133 

要的主軸，以便增進我們的知識並有助於移民政策擬定。第一 

個主軸就移民潮仍被特定的時間和空間所限定。在接收國的集 

體社會想像或是一些巷議雜談裡，總是把移民與難民想像成是 

從四面八方無止盡地湧入的洪水；然而，這絕非今日的實際狀 

況，即使在沒有邊界控管的過去也不是如此。第二個主軸是在 

其他如經濟、政治、文化方面跨國化過程的影響下，反映在移 

民與難民的政策上，也有日趨跨國化的傾向。各國政府仍在許 

多事務上享有主權，但它們日漸被含納入一張權利與規範的網 

絡裡，與其他的實體鑲嵌在一塊——從歐洲共同體組織到捍衛 

難民人權的法庭。第三個主題是對今日的歐洲而言，可供選擇 

的康莊大道只有一條，就是與定居的難民與移民共同努力，協 

助他們完全融入社會裡；透過保障文化與宗教的多元性架構來 

達成上述的目標，將成就公民社會的一環，這一環能將我們緊 

緊繫在一起，而不是區隔開來。

上述三個主題同樣也涵蓋了部分的難民議題，畢竟一旦他 

們定居下來後，所遭遇的情況常常與移民是十分雷同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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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我們也必須針對這群尋求避難者的情況，維持某些特定的 

措施；當前的情勢督促我們修正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制定的曰內

134 瓦協約對難民的定義，這將決定那些想逃離迫害者能否有機會

一償所願。本章也會討論難民的問題，但僅限於他們與移民共 

同面臨的部分、

勞動遷移是鑲嵌在特定脈絡的過程

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的證據顯示，勞動遷移在地理上與時間 

的持續上是有模式可循的，絕非不可逆轉的洪流。同樣地，用 

大規模入侵的觀念來想像也有問題，雖然移民大多來自較貧窮 

的地區，但他們一般只占人口的-小部分，也從來不像龐大洪 

流般，「入侵J的這種事情更是從未發生過。甚至在政府還未 

對邊界完全掌握控管並缺乏技術與組織能力可以控管的時代， 

也只有某個地區或國家裡的少數人可以遷移。

在從前的時代，有些地區裡窮人遍佈，區域間薪資與工作 

機會上的差異懸殊，又沒有邊界的管制，爲什麼窮人們沒有全 

部（或大多數）移往較富裕的地區呢？

勞動遷移發生在特定體系的脈絡裡，並且當中似乎存在著 

多樣機制，成就了遷移的規模、持續時期、地理位置。從巨觀 

社會的角度來看，這些都可被視爲平衡機制的一種。我們或許 

可以這麼說，正因爲勞動遷移從未演變爲大規模入侵，因此它 

一直是某個體系的-部分，且受到這個體系特質的決定。歐洲 

的勞動遷移歷史告訴我們，從未有過鉅大、長時間且過量移民 

潮出現。

召募工作與（經常是特定空間上、特定範圍裡的）網絡的

-162 -



第七皐今日的移民政策該如何制定

重要性、長期進行且連繫起特定起終點巡迴遷移的頻率，這--- 

切都指出了遷移是鑲嵌在特定體系裡，並爲這個體系所形塑的 

事實；這個事實早在國家能控制邊界之前就已存在，因此我們 

知道不僅僅是移民政策這類東西才能產生出形塑遷移的結果。

一般來說，除了個別遷移者的意願之外，還有其他因素會影響 

遷移潮的形態與持續與否，常常還包括了某種特定地理區內的 13S

體系。

我們可以從許多方面標示出這類體系的特徵：經濟方面 

（例如19世紀的的大西洋貿易、歐洲經濟共同體、北美自由貿 

易協定）；政治一軍事方面（幾個歐洲國家建立的殖民體系、

美國對中美洲的介入）；跨國性的戰爭層面（例如因爲歐洲幾 

場主要的戰爭引發的大規模難民潮）；文化一意識形態層面 

（能提供每個人「美好生活」的西方民主意象對社會主義國家 

產生的衝擊）。

然而，儘管明白體系對勞動遷移在地理、持續時間、規模 

上的形塑；儘管知道人口成長十分緩慢、死亡率又高、勞動短 

缺情況又很危急，但是移民工人在19世紀時就已被歧視，被 

整個大社會底下的許多團體所憎惡。今日，爭論或許集中在種 

族與文化的議題上，但事實上這只是用新的內容來承載舊有的 

激情：將外來者與「他者」給種族化。今日，「他者」被刻板 

地再現化爲另一個不同的種族與文化。事實上，從外顯的型態 

以及廣義的歐洲文化來看，移民始終被標識爲「他者」。遷移 

被認爲是兩個世界之間的移動，即使是在同一個區域或國家內 

進行的，像是東德移往西德。

雖然移民與難民的數目常常十分可觀並被視爲「他者」，

但即使在歐洲，失控的洪流與「被入侵」的經驗卻似乎從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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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人們的想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才有了改變。國際體 

系的形成與強化使得邊界控制及國籍的問題浮上檯面，而出現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難民」定義主要也是出於國際體系， 

這定義與更廣泛的人權概念、尋求庇護是普遍人權等概念，只 

有薄弱的連繫。

在19世紀大多時期，「移民」被建構爲一個範疇的方式 

與今日大不相同，因爲當時的邊界控制並不嚴格，直到第一次 

世界大戰發生後，各國政府才行使主權力求邊界控制。邊界的 

集中控制之所以產生，部分原因是因爲國家掌控所有的邊界與

136 境內領土的能力有所增長。這種想把所有領域的活動都加以管

制與「國家化」的渴望，爲「國家」的歷史寫下嶄新的一頁。 

而另一方面則因爲國際體系的強化。

今曰，在歐洲共同體的制度成形、國際性體系發生變化、 

冷戰結束的情勢下，來自貧窮國家的移民與難民一度又再被混 

爲一類，認定爲他們都是來自東方、南方的人們，基本上都是 

爲了滿足經濟上的需求而來。與當前經驗及人們觀感較近似的 

或許是19世紀的情況，而非兩次大戰之間的時期或大部分的 

冷戰時期。

我認爲去面對以下這個問題是很重要的，即探究勞動遷移 

究竟是不是一個經濟與社會體系運作或演進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簡單地說，這個論點的邏輯如下：如果移入現象是由一 

個個尋求更好生活的個人加總而成，那麼從接收國的角度來 

看，移入現象就是一個外生的過程，也就是說是受到與接收國 

家無關的因素形塑與影響下出現的過程；接收國因此被強加上 

幫助這群人適應的責任。在貧窮與人口過剩的情況更加嚴重的 

時期，這類論點將轉變爲針對移出現象的另一平行論點，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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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潛伏著這樣的論點。接收國被視爲是一個被動的旁觀者’面 

對著在自己領域及控制之外的過程正在發生，因此如果想避免 

遭受這場「侵入」的襲擊，它們唯•一的選擇就是緊緊地關上邊 

界。

然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如果移民現象受到接收國經 

濟體系的操作影響，包括直接的人才召募在內，那麼接受國就 

不能自稱爲僅是個外於整件事務的被動旁觀者。如此一來，移 

入現象便成爲接收國經濟的成長過程裡，在空間與時間上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至少在一些特定衰退與重整的時期裡，情況是 

如此，就像1970年代與1980年代美國經歷了去工業化，但是 

血汗工廠卻取代了有工會參與的工作。移入現象發生在國與國 

之間不平等的脈絡下，但光靠不平等是不足以形成的（請參考 

Sassen, 1988; 1998, ch2）。這種不平等還必須被激發爲一股推 

動遷移的力量——透過有組織的召募工作、新殖民主義下的連 

帶關係等等。接收國的經濟、政治與社會條件成爲影響移入潮 

流的因素。移入的人潮或許會等待勞動力需求的轉變，或是工 

作機會飽和與否的時機，但同時他們也不斷按照接收國的情況 

來調整自己的腳步，即使這些調整可能不盡理想。因此，一且 

在1990年代初期德國的工作機會並不多，同時德國又容許由 

東向西的通勤遷移，尤其是由前東德往西德的遷移時，移入德 

國之波蘭人的成長率就下滑了。人潮的規模與持續的時間爲這 

些條件所影響：它絕不是只受另一地的貧窮及人口增加所影響 

下的外生過程，因此自然會依照接受國的情況而做調整。

如果規模與持續時間全面都受到接受國的條件所影響，那 

麼也就有可能制定出合理且有效的移民政策。要去管理一股有 

模式可循、被某些條件影響的移民潮，所使用的方法是非常不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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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於要控制一股「侵入」的浪潮。有效的政策執行方式並不必 

然意味移民潮及其定居的情況能與接受國完全協調一致，現實 

生活裡這是不可能出現的：移入現象是由人類所建構而成的， 

而在過程裡，人總是帶著意志、能動性（agency）、多重認同 

以及自我生命軌跡，這些因素都讓現實中的移民並不吻合那些 

考量接收國的政經體系或社會的利益下所看到的、界定的移民 

範疇。在這個議題上沒有絕對的證據，但卻有模式可循，也有 

過去曾經存在而已結束的模式可循，它們可以告訴我們，移入 

現象如何由一連串受制約的事件所構成，如何開始與結束，如 

何在特定的地理範圍內運作；所有人口移入的組織與運作，都 

大大地受到接受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所制約。

遷移的地緣政治

將人口輸出與人口移入國家緊繫在一起的機制，原則上以 

多種形式呈現出來，但其中有兩種是最顯著，並且能解釋大多 

數的遷移是如何開始的。一個是過去殖民與當前新（或準）殖 

民狀態的連帶關係。第二種是經由政府直接開啓，或是因政府

138 支持的誘因促使雇主進行的有組織召募行動，這類召募行動常

常與第一種情況一併發生，但終究大多的遷移人潮仍能取得某 

種外於組織性召募機制的自主性。儘管組織性召募以及隨之而 

成的將某些國家建構爲勞力輸出國所產生的遷移，在許多方面 

看來都與往昔的殖民連帶所產生的相差很多，但兩者之間仍有 

相似之處。在很多方面上，勞力輸出國是處於從屬的位置，並 

在媒體或政治上都一直被再現爲一個勞力輸出國，這種情況也 

發生在上個世紀裡，那時一些勞力輸出地區不但處在經濟上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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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的地位，在準政治地位上也是。原屬波蘭後來割讓給德國的 

領土就是這樣的情況，使得這個地區產生了顯著移往西德或其 

他地方的波蘭「裔」遷移潮，在英國統治下的愛爾蘭也是如 

此，另外還有持續將自己再製爲提供歐洲其他地方勞力供給國 

的義大利。

知道了存在著遷移的地緣政治這個事實後，也可以進一步 

發現有許多例子都與這種情況類似。在大不列顚當中有6%的 

外籍居民是來自以前亞非兩洲裡的統治區或殖民地；來自歐洲 

的移民比例相當低，並且有約有四分之三是來自愛爾蘭這個一 

度也是「殖民地」的地方。舉例來說，幾乎沒有移民是從土耳 

其或南斯拉夫來的，而這兩地的移民卻占德國外籍人口裡的最 

大宗。居住在歐洲而來自印度次大陸及英屬加勒比海地區的移 

民，幾乎都住在大不列顚裡。

繼續沿著這些軸線來探索會發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 

頭10年裡，移往德國「移民」裡占絕大多數的就是流離失所 

而要重新定居回德國的800萬德裔人。另-個主要的來源則是 

在1961年柏林圍牆築起之前來自東德的300萬人。幾乎所有的 

德裔人都到了德國，不然就是前往海外。但在歐洲的希臘移民 

裡有86%都住在德國，同樣地土耳其移民裡有80%，南斯拉 

夫移民有76%。較近期以來，德國將勞動召募或尋求勞力來源 

地區的觸角伸向葡萄牙、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西亞，而 

這些國家的移民大多數都住在法國。簡而言之，在德國的例子 

裡可以看到的，首先是根植在對東方地區長期宰制歷史下的大 

量遷移現象，其次是循著傳統上勞力輸入與輸出國之間的機制 

在運作的，來自較低度開發國家的移入現象。

做爲歐洲長期主要的人口移入國，法國在1960年代晩期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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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排名落到德國之後，成爲第二多的國家；去殖民化使得200 
萬法國人自海外返回。在戰後成長高峰期時，一股全新的遷移 

潮正從法國在北非前勢力範圍裡發展；幾乎所有定居在歐洲的 

阿爾及利亞人都住在法國，而86%的突尼西亞人與61%的摩 

洛哥人也如此；幾乎所有來自目前仍爲法國控制的海外領土的 

移民，像是法屬安地列斯群島、大溪地、法屬蓋亞納，都定居 

在法國，但也有84%定居在歐洲非本國的葡萄牙人與西班牙人 

住在法國。就像前幾章裡提到的，法國向義大利與比利時召募 

移工的歷史也非常悠久。

荷蘭與比利時皆接收了不少來自前殖民帝國管轄下的人 

民，它們也接受了來自像義大利、摩洛哥、土耳其這類勞力輸 

出國的外籍工人。瑞士同樣地接受了來自傳統勞力輸出國的工 

人，像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南斯拉夫與土耳其。後來有 

些自發性的人潮會主動進入，但在這之前，這三個國家都曾有 

組織地召募外來的工人。瑞典接收了93%的芬蘭移民，它也像 

這裡提到的其他國家一樣，有著廣大的召募工人區域，當中也 

包括了地中海地區的傳統勞力輸出國。

當某個特定的勞動遷移人潮行之久遠後，其目的地會愈來 

愈多元，這也告訴我們外於舊殖民或新殖民連帶而生的特定自 

主性被開啓了。來自義大利與西班牙的移民是長期居留人口中 

的大宗，如今也分布在許多國家裡。在歐洲的義大利移民有三 

分之一住在德國，27%住在法國，24%在瑞士，15%在比利 

時。目的地的多樣性仍是有所限制的這個事實，也讓我們看出 

了這些人潮漸漸演變爲遷移的體系。另一方面，愈來愈多近期 

的勞動遷移現象都顯示了極高程度的地理集中特性，這是在典

1O 型人潮流動初期會有的模式。今日在歐洲所有的勞力輸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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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數最多的移民團體是土耳其人，在德國就有150萬人。 

一旦一個地區變成了明顯移出的區域後，這裡的發展似乎

就很難趕得上那些勞力輸入地區，這主要是因爲後者擁有高或 

至少較高的成長，因而累積了較多的優勢；而經濟發展的歷史 

也支持這樣的說法。歷史向我們闌釋說這樣的優勢，勞力輸出 

地區要不是根本難以趕上，就是在結構上難以成爲其中的一部 

分，畢竟成長空間的重要特徵就是這種不均衡的發展。歷史也 

告訴我們，必須經歷過好幾回的經濟階段，才能克服累積下來 

的劣勢以及被排除在成長動力體系之外的窘境。我們不應過於 

死板或機械式地看待這些普遍的論點，但對義大利與愛爾蘭而 

言，這樣的觀察是很貼切的，即使如今它們也吸收外來移民， 

但兩個世紀輸出勞動力的事實從總體經濟的角度來看，仍不是 

個優勢，只有少數的個人與地方能由此獲利。如今，當新經濟 

時代啓動之際，義大利與愛爾蘭也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成爲新成 

長動力裡的一環。

簡而言之，我們可以這樣分析，當今日的勞動接收國愈來 

愈富有與發達，它們也持續擴張其召募或影響的勢力範圍，涵 

蓋了更多國家以及各種移出移入的機制，其中有些根植於過去 

的殖民關係，其他與晩近生成的各國發展參差有別的局勢有 

關，後者也同時構成了今日許多遷移現象的基礎。勞動遷移現 

象鑲嵌在不平等的機制下，不斷將各地區用勞力輸出或輸入的 

標籤加以標示；儘管如此，定義上的模糊地帶仍然存在，最明 

顯的像是中歐、愛爾蘭與義大利，這些在今日也接受許多移民 

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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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國家的管制

本書所涵蓋的兩個世紀，再加上大量包括西歐與美國的移 

民相關學術文獻，都告訴我們許多跨國的管制行動。本書的目 

的是想探知是否今日的移民潮具有地理上、時間上以及制度上 

的界限，這也有助於去解決移民從哪裡到哪裡、何時、是誰在

141 進行等等的定義問題。這些跨國的管制行動大大有助於我們能 

夠瞭解移民，進而知道在制定政策上有哪些選擇。

（一）移出數曰永遠只占一個國家人□裡的一小部分。我 

們如今知道，除了那些受迫離開的難民外，大多數的人是很不 

願意離開自己家鄉的村子或小鎭。墨西哥大部分的人並未到美 

國去，而大部分的波蘭人也未曾嘗試到德國去。因此，1980 
年代末期從東歐進入德國的移民裡，大多數是來自羅馬尼亞的 

吉普賽人（也就是羅姆人〉與德裔人，這兩種爲著非常特殊理 

由而遷移的人群。有少數人因爲生存空間被壓縮，因而無論如 

何都得走；此外在一群潛在移出者的灰色地帶，他們有可能離 

開或留下，端視外在的拉力因素是否夠強。然而，在貧窮國家 

裡很大一部分的人口是不會考慮要移出的。

在邊界尙未管控、國家實際上無科技與行政上能力如此做 

的19世紀裡，情況已經如上一段所描述的那樣。那時移出現 

象僅侷限在少數人上，即使我們在國家的次地區上來看，情況 

仍是如此。例如，義大利南部的一些地區曾達到歷史上最顯著 

的移出程度，但當我們把焦點集中在地理規模上較小的一些地 

區時，會發現即使在從義大利大規模移出到美洲的高峰期，最 

高的比例也不過是每1,000人中有40人。

在今日歐盟境內，成員國國民可以輕易地四處移動到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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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以及各成員國間在所得水準上有著可觀差異的雙重條件 

卩，整個情況仍是如此。近期歐洲的資料顯示，在歐盟居民裡 

很少有跨國界的移動出現；在總數3億4,000萬的人口裡’約 

只有1，500萬歐盟居民工作的國家，與其持有公民身分的國家 

是不同的，而這樣的人大多數是非歐盟成員國的國民，因此他 

們工作身處的國家實際上也是他們在歐盟裡定居的唯一國家； 

而只有500萬歐盟成員國國民的工作地點不是其持有公民身分 

的國家。

（二） 移民永遠是一個國家人民的少數。移民占歐盟人口

裡不到5%，在1，500萬移民裡有500萬（36.4%＞人來自成員 

國，剩下的來自第三國，所以第三國移民占全歐洲人口不到 

3%。例如，因爲文化與宗教因素難以融入而引發許多激辯的 

馬格雷布地區移民，在歐盟八個主要成員國裡的數目有200萬 

人，這占了歐盟移民人口裡的14.5%，占了歐盟境內來自非歐 

盟成員國的移民的21.2%，只占歐洲人口總數的0.62%。即使 

因爲非法移民與已歸化移民的考量，馬格雷布移民總數預估會 

加倍，他們也尙未超過歐盟人口總數的1.3%。類似的關切也 

集中在土耳其人身上；但是，即使土耳其在歐盟境內的移民絕 

大多數聚集在德國，他們占德國人口的比例也不到2%。

更普遍來看，除了盧森堡之外，沒有任何一個歐盟國家的 

非國民占總居民人數的比例超過10%。例如德國與法國的國民 

占總居民人數的比例都達到了93%，在西班牙、葡萄牙與希臘 

更高達99%，其他的國家則大多介於這兩種極端之間。

（三） 返鄕式遷移（return migradon ）的情況十分可觀，除 

非母國的軍事政治局勢不容許他們返回。例如，目前我們知道 

在世紀之交時前往美國的義大利人裡，有大約60%回來義大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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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較近期的1970年代以來，歐盟某國國民跨越國界定居他 

國的比例也逐漸下滑，有部分是因爲來自義大利、西班牙、葡 

萄牙的移工返回了母國=我們也看到不單是在地中海地區，在 

美洲不斷來回式的遷移(circular migration)也日益普遍’這 

些證據都向我們透露著返回式遷移成爲一種特別的現象，需要 

我們將移出與移入的地區都視爲是單一經濟、社會、政治體系 

的一部分，而移民對自己是否要遷移的個別抉擇也是在這個體 

系裡做成的。

(四)一個重要的趨勢是永久定居現象的形成，而會做這

樣選擇的移民就比例上來看是變動很大的，但絕不可能是所有 

人都這麼做。即使在返冋母國的比率很高，或是當地政府的政 

策不希望永久定居人數增加的情況下，上述的趨勢仍是有可能 

發生的。我們在所有接收移民的國家裡都看到這種現象在發 

生，包括像日本(如來自菲律賓、泰國及其他亞洲國家的新非 

法移民)、沙烏地阿拉伯這類極度緊閉的國家，以及西方較開 

放的國家。

143 對於這個現象進展的瞭解上，歐洲各國產生了很大的分

歧。因此，英國的政策制定者已從移民現象最早期的階段發覺 

定居的情況已經出現了，但德國的政策制定者卻還普遍停留在 

客工(gastarbeiter)的觀念上。然而姑且不論政策走向如何， 

所有國家當今都擁有一群已定居下來的移民，其中許多人也在 

此生下後代。不論只是擁有永久居留權或已因爲出生的緣故成 

爲公民，他們大多仍在某些方面被視爲是「非我族類」。在法 

國即使已成爲了法國人，但他們仍被以移民(immigres)來指 

稱，而在荷蘭、瑞典、比利時，大多數移民仍被以少數團體來 

稱呼；在英國也被叫做少數族裔，儘管英國除了「異族」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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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團體外，原本就已有不列顚人的少數族裔存在：蘇格蘭人、

威爾斯人與愛爾蘭人。

（五） 在後二次大戰時期所有西方經濟體裡，非法移民皆

成為了普遍存在的事實，不論該國特定的政治文化與遷移政策 

如何，這也包括日本在內。都已經引起了一連串重新思考關於 

該如何實行管制及該向哪些地方實行的問題（相關討論請參考 

Sassen, 1996, ch3）。雖然非法移民的事實暗示著不論國家的政 

策如何，仍有可能進入國境之內；但根據所得到的資料顯示，

大多數非法移民來自的國家與合法移民相同，而且一般來說前 

者比後者的數目少。這個事實再次指出了非法移民現象受約束 

的程度，同時它也可能與合法移民一樣，受類似的體系條件所 

形塑；因此，它同樣在範圍與規模上是有限的=

（六） 移民是一個非常多樣的過程：當中包括想永久定居 

的人，以及尋找短期工作而想不斷來回的人。兩個今日主要的 

模式就是不斷來回式的遷移以及永久定居。在尙未以系統化的 

方式將邊界控制制度化的19世紀，主要的模式就是不斷來回 

式的遷移。我們也知道當邊界在1973到1974年間關閉時，外 

國居民永久定居的人口出現了大幅的增加，這暗示說如果還可 

以不斷來回的遷移，或許這些增加的定居人口裡有些就不會出 

現。很多人之所以遷移都是爲了補貼在母國家戶的收入，而在 

兩國間鉅大的所得差異的情況下，他們只需待在平均薪資高的 

國家一陣子就足夠了。

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得知上述這些差異是否有助於今 144

曰政策的制定。我們看到愈來愈多的移民在新國度裡，並非尋 

找一個新家，他們自認爲只是跨越了國界，甚至只是在一個全 

球勞動力市場裡移動而已。我們知道，當非法移民被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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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通常會在母國永久的居住下來，而到移民國工作幾個月， 

這種選擇在可以自由來回移動的前提下變得可能。我們知道有 

些今天在德國當清潔工的波蘭女性只想(並感覺自己在財務上 

有這個需要)一年從事這種工作三或四個月，然後大多數的時 

間在自己家鄉的小鎭上生活；有些在義大利的非洲移民也是這 

種情況=想要成爲永久居民的人相較於外籍居民人口總數而 

言，比例上與數目上似申都小的多。

從外籍工人成為定居者

在1970年代發生外籍工人轉爲移民或族裔團體的變化， 

使得現存的融合機制變得不合適了，而這種不合適在主要的移 

民接收國家裡也成爲許多全國性或地方性衝突的主因。在法 

國，共產黨與工會不再能有效整合外籍工人，因爲本身機構已 

受到失業、去工業、政治挫敗的影響而受損；法國的學校體系 

做爲文化與經濟上整合利器的效果也愈來愈差(Schain, 

1985)。德國所採行的客工體制很顯然排除了整合的可能，而 

這體制也在家庭團聚以及外籍人士永久居住人口的攀升等問題 

上產生了衝突，這也包括了已達學齡的第二代所引發的爭論= 

至於英國，其帝國的公民身分也與下述情況產生衝突，即愈來 

愈多人利用帝國的公民身分進入英國，這項的轉變並不在該政 

府的預期之中。

在移入人口大多是勞動力且受到相當多管制的1950年代 

與1960年代，他們自然而然地被整合入自己的工作環境中。

145 這是勞動力需求帶動移入的情況。隨著家庭團聚與第二代的年

紀愈來愈大，居住、教育、鄰近的社團都成爲了他們出現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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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制度性場所。

歐洲共同體組織的改變也讓移民有另-塊在民族國家之外 

的場域可以發聲，而最終移民自己也能成爲政治行動者與政治 

人物(請參考 Withol de Wenden, 1994; Body-Gendrot, 1993) ° 
融合的問題不再僅限於工作場所裡，而發聲的媒介也急遽地增 

加。

大多數人都贊同唯一合理的政策爲必須要聯合大家，同時 

確保現有居民的穩定與完全的整合。移民人口的不確定性是不 

好的，將帶來歧視與危險(Body-Gendrot, 1993〉。有證據顯 

示，像鼓勵移民的結社及文化活動將有助於整合，這意味著一 

種不同的整合形式，不像以往在一個理性抽象的國族概念下， 

認定移民就得被同化，像是原本法國的概念。

即使在德國，也有愈來愈多人承認該國不斷仰賴一些外來 

勞動力，以及外籍居民社區將持續存在的事實；外籍公民

(auslandishe Mitburger)這個詞彙----- ■種外籍準公民身分

(denizenship)的形式--- 愈來愈常被用來指稱在德國體制底

下-種的特定成員身分一一相對於原本客工的概念。在許多充 

斥大量移民人口的德國城鎭，當地政府經常反對給予移民在地 

方選舉上的投票權，因爲此舉被認爲會引起民眾普遍的反感； 

相對於此，德籍的遷出者則持續被鼓勵選舉地方顧問委員會， 

以供當地政府諮詢。但是，我們在德國也能感受到那股朝向更 

大規模自由化的趨勢：因此，Schleswig-Holstein (譯註：德國 

北部的一州)與漢堡都試圖授予移民地方性選舉的投票權，雖 

然還未開始實行(請同時參考Hoffmann, 1990; Oberndorfer, 

1989) °
只是很明顯的是，他們本身的投票權遠不足夠來幫助或推

-175 -



客人？外人？

動整合的進行。例如，英國境內的大英國協或愛爾蘭移民擁有 

完整的政治權利，並有高比例的人已登記爲公民；但他們仍以 

顯著的比例集中在薪資較低的工作上。法定的權利並不必然能 

消除敵視非裔加勒比海人(Afro-Caribbeans)的種族主義情 

況，也無法讓他們自覺受到不公平對待的感覺消失(請參考 

Wrench, Brar and Martin, 1993)°
146 純粹使用法律手段的功效是有其限制的，我們可以清楚地

從以下這個事實裡看出來，即第二代在德國與法國的學校、勞 

動力市場裡的表現都不好，即使這兩個國家法律上的差別很大 

(Wilpert, 1988 ; Body-Gendrot, 1993) ° 而即使在移民長期以來 

就擁有地方投票權的瑞典，年輕的移民仍覺得受到歧視 

(Drobnic，1988) °
在大多數歐洲國家裡，都有以反移民、種族主義爲訴求的 

政黨(Husbands, 1988)，儘管對取得公民身分的規定已有所放 

鬆：法國就有民族陣線(National Front)的勒朋(Le Pen) ’ 

他在1988年的總統大選第一輪投票裡成功地贏得了 14.4%的票 

數；1在德國也於1989年時，在西柏林的共和黨(Republican 

Party)及黑森(Hesse，譯註：德國中部的州)的國家民主黨

1.値得注意的是在法國歷史t以及當代，都存在著訴諸種族文化的陣 

營，打著國籍興移民的乎議來運作：它們強調許多移民根本不可能被 

同化。僅管能見度一疽都很高，但具此政治傾向的路線很少獲得多數 

支持。當政府想在1986到1987年問改革，將公民身分的取得加上更 

多限制時，遭受到人民的反趵而做罷：然而，民族主義與排外情結很 

明顯地是可以與出生地屯義共存，在許多時期都曾山現過，而迕 

1980年代乂再次凶爲民族陣線而並存，並在1993年在某個裎度上算 

是受到人民的壓力而促成了國籍法的改革。當前乂出現了新的右派民 

族主義，更強烈地訴諸血統與血緣上的共同體觀念，巳不再是同化上 

義，而是希望排除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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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身上看到了成功。強烈的反移民 

情緒，即使在瑞典也變得十分明顯，在那裡試圖擴大投票權使 

移民能參與全國性選舉的提議被否決。在瑞士，因爲外國人滲 

透(Uberfremdung)的問題日益受到關切，因此有1970年代 

的黑溪提案(Schwarzenbach initiative)試圖要減少外籍勞動力 

與外籍人口的數量，而在1981年試圖改善在瑞士的外國人之 

地位的提案則以84%的比例被否決(Hoffman-Nowotny， 

1985)。

有些調查的數據指出，多數移民其實並不想取得他們所居 

住之國家的公民身分，即使已待上20年之久。2Hammar 

(1985)的研究發現移民並不傾向接受歸化。認同、對母國的 

忠誠、渴望回去，以上所有因素造成了他們不願意的結果。即 

使在移民未積極考慮回母國的情況下，這結論仍然成立，像可 

以在很多第二代移民的身上看到那樣。

在各種重大變化不斷出現，移民對歸化又興趣缺缺的條件 

下，我們或許應質疑，是否公民身分是整合移民成爲公民的最

2. —則1984年在瑞典所做的調査發現，與瑞典人結婚的移民相較於其 

他移民，有著較高的歸化意願、在母國擁有財產以及計畫返回者則歸 

化的意願低。」分之一的人並不確定己是否想歸化。Hanimar 
(1985 )發現在瑞典的芬蘭人如果可以保留原本的芬蘭國籍的話，是 

願意接受歸化的。在德國一項1984年進行的調査發現，受訪者中有 

13.4%說自己對取得德國公民身分非常感興趣，|fii有32.1%說自己稍 

感興趣，其餘的答案基本h都是沒興趣：其中希臘人與南斯拉夫人足 

最感興趣的，土耳其人與西班牙人足最不感興趣的。在這個調杏神， 

我們看到在居住時間與對取得公民身分感不感興趣，這兩件事之問直 

接產生關係：住的愈久，愈感興趣：例如，在住了 15年或甚至更多 

的人們當中，有21%非常感興趣，但不感興趣的比例不論居件.時間 

長短，仍然維持-•樣：因爲W住時間而造成比例上的改變主要是從那 

些梢感興趣的人轉移到非常感興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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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與最有效率的方式。Hammar ( 1990)與Layton-Henry 

(1990)都曾建議說，「外籍準公民身分」或許是一種方式， 

讓移民能在不必取得新公民身分的情況下，被賦予完整的權 

利，這種方式使得移民能夠成爲更明確的集體行動者。3在歸 

化過程裡，有兩種層次上改變的可能：一種是在地位上改變爲 

政治社群的正式成員，另一種是在兩個不同的國家裡所享受的 

權利上有所改變。移民通常不願意放棄在母國享有的權利(像 

是返鄉、財產權、繼承權、參與全國性選舉的權利)，但也不

147 想完全整合入居住的國家裡。再者，歸化過程裡常常充斥了許

多關於認同與忠誠的問題，但是移民其實並不願接受這些。外 

籍準公民身分將授予完整的權利(包括就業、居住與社會權 

利)，但不包括參與全國性選舉或是擔任公職。

儘管法令的直接衝擊產生對整合的限制，但第二代移民傾 

向不歸化的情況仍需被討論。今日所有西歐國家裡，我們都看 

到了他們之中愈來愈高比例無法完全參與政治民主過程。愈來 

愈多人認識到，將歸化程序給自由化，並允許雙重公民身分是 

很重要的，也有愈來愈多人認爲即使是不願歸化的人，只要他 

們住在這個出生、成長的國家，都應該被授予完整的政治權 

利。另一種想法是有關新公民身分的，認爲不必然要透過歸化

3. Denizen這個詞彙原本指一位被16世紀的英國王室以皂家特許證書 

(royal Setters patent)授予公民身分的外國人(Cohen. 1987) s在現代 

的用法裡，這個字強調的足傅統上明確二分外國人與公民之間的區別 

已漸漸模糊，而有大量的外阔公民G與其居住的國家建/Z起親密、密 

粜、長期且穩尚的關係。雖然他們是外國人，卻仍是這個國家的一分 

子。如耒這樣的身分被廣爲承認，將提供在成爲公民或非公民的二分 

選擇下另一個替代的可能(Hammar, 1990; Layton-Henry, 1990) » 
Baubock (1994)的研究，曾針對過去幾挿被考迸過的公民身分形 

式，足這類分析中最細緻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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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取得成爲該國一分子的身分，而是透過在一個社群裡的參與 

及居住(Wihtolde Wenden, 1994)。

經濟上的整合是非常重要的。總體上高失業率以及移民裡 

較高於平均的失業率都很容易導致這樣的想法，即認爲移民人 

口是多餘的。但這必須正確地放在以下脈絡來解讀。將勞動力 

市場的組織與結構條件考慮進去，能讓我們在分析這些證據時 

得出不同的觀點。在移民所擔任的大部分工作裡，眞正有效的 

勞動力供給是遠低於失業率所告訴我們的；針對這些工作的有 

效勞動供給包括了數目多變的本國人，他們曾擔任過這樣的工 

作，或願意接受這樣的工作，但這個數目是遠低於失業者人口 

的。另一方面，移民在高階、薪資高、白領的工作上，的確與 

本國人在競爭相同的職缺。

我們之中有很多人是在辦公桌前工作的，從來不知道在建 

築工地上工作一整天，或是花上一整晚來打掃辦公室的感覺究 

竟是如何。我們缺乏徹底疲憊不堪、肌肉長期疼痛、常在高度 

危險與可能導致工殤環境下工作的實際經驗。我們也不知道低 

薪、自己的身體日漸老化、幾乎無升遷可能、鮮少享有先進社 

會的主流「文化」會投注給專業人士與技術人員的尊敬，這一 148 
切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必須終身忍受的生活條件究竟是何滋 

味。對所有先進國家(如今也包括日本)的經濟而言，有著很 

好的理由要持續招募外來的勞動力(Sassen, 1998, ch4)，保有 

這種勞動力是在先進經濟體裡必須的，因爲在其中至少兩項主 

要過程的結合中，使外來勞動力成爲系統性的條件之一：對這 

類工作不斷的需求，以及一種可以宣稱先進經濟體必須擁有高 

教育水準的文化。

從經濟體的結構條件的觀點來看，我們必須知道在過去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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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世紀裡，歐洲大多數地方的勞動力需求很明顯是變動不定 

的。在1970年代與1980年代的大半時期，失業率都非常高， 

而工作機會的淨成長則很低。在1975到1985年裡，歐洲共同 

體共失去了總數達100萬個的工作機會，日本是600萬，美國 

則是2，100萬；但其中多數是低薪兼職的工作。在1985年之 

後，工作機會的情況就有些好轉了，在1985到1988年間的就 

業數成長了 4%，在工作總數上就增加了 480萬個。新工作機 

會主要並不是落在失業者身上，而是接受了280萬個工作機會 

的女性，另外還有剛加入就業市場的年輕人。在1990年EEC 
針對就業情況的報告裡指出了勞動力短缺的問題，服務業工作 

機會的增加需要更多願意接受低薪的非技術工人加入，同時也 

需要擁有高技術的工人；歐洲對上述兩種人都有所短缺。

歐盟的人口結構指出其人口嚴重的老化、年輕勞動力與進 

入職場新鮮人的比例縮減的事實。在歐盟3億4,000萬的總人 

口裡有大約69%，也就是2億2,000萬人是適齡就業人口 

(working-age population);在 1990 年時 15 到 24 歲間的年輕人 

占從事經濟活動人口(active population)的23%，倘若目前的 

趨勢(包括關閉移入的大門)持續下去，到了 2025年時將只 

剩18%。老化的現象將減少勞動力供給並製造更多的社會成 

本；年輕勞動力的縮減將使新進職場者的供給也減少，這群人 

是最具潛力去學習新技術，也最有意願接受在職學習或額外訓 

練的。

中歐與東歐在1990年時的總人口數是1億4,000萬人，其 

中有9,300萬人即約65%爲適齡就業人口，並有6,000萬人有工 

作，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此地區的女性勞動參與率高達60%。 

在此我們也看到人口與勞動力的老化現象：總人口裡只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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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低於25歲以下。

在東西歐人口結構上的雷同暗示著，移出的現象將受限， 

而西部未來所需要的將無法輕易地爲來自東部的移民所滿足。 

因此很快地，甚至在當前似乎就可能再次面臨勞動力市場的短 

缺，而急需願意從事低薪或具有高技術的移工加入。在西歐的 

歷史裡可以清楚看到勞動力需求與供給之間的不斷循環，然而 

當這塊大陸正値失業高峰期時，它卻很難記起過去的歷史來對 

當前的局勢做判斷。被結構與組織所決定的勞動力短缺或許將 

再度出現的這個可能性看似微乎其微，但西歐過去確實曾發生 

過。

在學界研究裡逐漸產生一致的共識，認爲對各種不同類型 

的遷移做出區分是愈來愈重要的工作，判斷它是暫時性還是永 

久性的，以及移民具備的教育背景的鉅大差異性。如今知道有 

一群永久性移民的人口將使我們更強調兩項工作的重要，包括 

對永久移民的完全整合工作，以及讓想住在他們母國的暫時性 

遷移者更加便利。在移民問題上普遍被一般人視爲極具傷害性 

的就是移民被視爲一個分離的階級，他們被再視爲不隸屬於地 

主國的一群人。這種情況下確實會製造出我們正被「他者」 

「入侵」的感覺。

移民政策的跨國化(transnationalizing)

在已開發的世界裡以特定國家爲單位，用一組與移民、民 

族國家、疆界相關的概念所制定出的政策，都具有一個基本的 

架構(Sassen, 1996, ch3 ＞。在此我們並不想將前幾章討論過的 

各國政策上的諸多差異給最小化，包括德國在內的一些國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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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政策是基於血統主義，而包括法國在內的其他國家則基於 

出生地主義。在有些國家內取得公民身分是很方便的，像是瑞 

典；但在其他如瑞士的國家內卻不是這樣。包括德國與法國在 

內的有些國家會將返回式遷移的政策給明確制度化，包括金融

150 上的誘因，但其他國家卻很少會正式紀錄下返回式遷移的現 

象，像是美國。在一些如加拿大與美國的國家裡，存在著將移 

民者整合進來的政治文化與認同形塑過程，但在像德國與曰本 

的其他國家裡，就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儘管存在著這麼多的差異，各國的移民政策及其相關執行 

機關，基本上在移民現象上卻呈現出匯合的情勢。在竭力管制 

的努力裡，我們看到了國家的主權與透界控制是（不管是地面 

上的或機場裡的）居於核心地位。再者，移民政策也被這樣的 

認知所形塑，即認爲移民是移出者個人行動的結果，而接受的 

國家與整個遷移過程毫不相干，只擔任被動接收的角色。

但是，我們看到了遷移現象裡的地緣政治，而一般而言， 

國家早在邊界控制出現之前就已涉入，就像我們之前討論過的 

殖民與新殖民連帶的現象。但還有一個有關交易與權利的廣闊 

大網，是超越了民族國家的範圍，並讓民族國家的主權僅侷限 

在邊界控制與移入事務上。經濟活動的全球化、歐洲共同體組 

織的形成、圍繞在人權與公民權上的努力，以上是三個最顯而 

易見的例子，也是本節將要討論的主題。

全球經濟在1980年代遭逢鉅大的轉變。在這10年間，管 

制的解除與愈來愈多經濟活動和市場走向國際化，成爲所有高 

度開發國家經濟政策上的明顯特徵。全球經濟趨勢讓國家經濟 

政策制定上出現了新的架構。隨著國家經濟政策日益開放，這 

個新架構很明顯要強化歐洲單一市場，並肜構區域貿易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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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或東南亞正在組織的。這架構的核心是 

對國家邊界的定位，進行嶄新的思考：邊界不再是強徵稅賦的 

地方，而是保障貨物、資金與資訊能自由流通的可穿透膜° 18 
世紀的自由貿易觀預設了在不同國家經濟體間的自由移動，而 

21世紀的經濟本身是超越國家的(trans-national)經濟，在其 

中的政府是用來協調而非控制經濟活動的。根據我的理解，當 

談到資金流動與特定勞動力部門的議題時，這些政策將導致國 

家領土部分的去國家化(denationalizing)(請參考Sassen， 

1996)。

可以確定的是，不論是舊有的邊界圍牆或是民族國家，都 

不會消失。在這波轉變中所涵蓋的困難與複雜性都在一件事上 

可以明顯看出，就是當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會談之烏 

拉圭回合，決議要促使經濟體對服務業來回移動做進一步開放 

時，各國在各自進行追認的過程中遭遇重重困難。然而，克服 

這些困難的不懈努力同時向世界各國政府施加經濟上的壓力， 

促使它們拋棄國家經濟政策的舊觀念，並能用新的角度來思考 

如何將經濟活動最大化與管理它。

另一方面，高度開發國家的移民政策的架構仍深植於過 

去：當我們前進到2丨世紀之際，移民政策仍未對邊界、國家 

在經濟整合上扮演角色的改變有所回應。4邊界控制仍是管理 

移入現象時的基本機制。除此之外，移民政策的架構仍將勞動 

遷移視爲個人行動的結果，接受國仍被再現爲被動的地位；移

151

4.我在其他地方檢視f矩否存在著某種架構可以替代旨在管制移入的邊 

界控制，以及是否0漸整合的金球經濟或fl由貿易粜圃，能幫助我們 

找到管制這類流動的架構(請看Sassen，l999, Immigration Policy in a 
Global Economy, prepared for the Century Fund, New York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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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現象的原因似乎不受接受國家的控制或在其能力管轄範圍之 

外；移民政策變成是否願意寬厚地接納移民的決定。

在這種認知下，我們看不到以下的觀點，即接受國政府部 

門或廠商的國際活動可能有助於與人口輸出國間建立經濟上的 

連結，這個連結的作用可能不只成爲資金與政治的橋樑，也可 

能成爲遷移流動的通路(Sassen, 1988)。那種舊有的觀點強調 

的是個人受到的推力因素，忽視了體系層面的連結。世界各地 

的證據相當清楚地顯示在遷移的地理分布上有著明確可見的模 

式可循，並且主要的接受國傾向自他們的勢力範圍裡吸取移 

民。這種情況適用於各種不同的國家，包括美國、法國或曰 

本。今日，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過去的殖民帝國搭起了橋樑，但 

卻很不容易看到當前跨國經濟活動的形式是如何同時建立起橋 

樑的。

152 經濟跨國化意味著發起移入現象的責任不全都是移民者自

己該負擔的。某些國家的難民政策並未將移入現象的重擔自移 

民者身上卸除。歐洲前殖民強權時常對前殖民地的移民或難 

民，施以特殊的對待方式。從美國的難民政策，尤其是對印度 

支那移民，也的確看得出政府對創造遷移潮上必須負上一部分 

的責任。很清楚的是在經濟遷移的例子比起在戰爭引發的難民 

潮，要更難以辨識出國家所必須承擔的責任，只因在前者在本 

質上，這種影響要更爲間接。當政府在經濟活動上扮演的角色 

逐漸從管制到協調時，它們在移民政府上的角色也如同在其他 

政治經濟方面那樣，變得愈來愈模糊不清。

更全面地考察將提供我們在分析上及經驗上有範圍的認 

識，而不是無邊無際的模糊印象。今日在歐盟裡明顯可見的各 

樣跨國經濟、文化、政治體系都傾向擁有特定的地理範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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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發生在城市之間的關係中，或是在連結跨越國界的工廠與產 

品配送中心的生產鏈上，或是跨國的文化與政治次社群裡°不 

少遷移就在爲交易而產生的地理範圍裡流動，這應該有助於政 

府們面對那些日益擴大，而它們也理應處理的跨國政治'經 

濟、文化體系。在歐盟裡的移入現象或許將漸漸演變爲一種跨 

越國界的體系。

單一市場的計畫已產生了鉅大的衝擊，使得各種與自由來 

去移動相關的議題日益受到重視，而這點正是打造內部無邊界 

共同體所必備的條件；歐洲共同體的組織缺乏法律上的權限去 

處理這些議題，但仍得開始去面對它們。歐洲共同體組織在這 

類議題上的受挫日益嚴重，像是簽證政策、家庭團聚與遷移的 

政策——所有這些議題在形式上都是個別國家的獨占權限，而 

各國政府也在這些過去曾是國家獨占的範疇內，抵抗歐洲共同 

體的介入。但如今不論在法律上或實際上，介入這些議題已可 

被接受，同時也是無可避免的，儘管在公開上的宣稱與此相 

反，在各國政治的再現上看到的仍是移民政策緊緊地掌握在個 

別政府的手中，被視爲是國家主權管轄的事務之一；同樣地，

政治上的再現仍持績將歐盟各成員國視爲非人口移入的國家。 153

愈來愈顯而易見的是，移民與難民政策的許多面向與歐洲 

共同體的法定權限有交集出現，在此主要的核心關鍵在於人身 

自由的移動，以及形塑單一市場下伴隨的社會權利。實際上歐 

洲共同體被賦予愈來愈重要的角色，而各國是移入國家的事實 

也慢慢被承認。貨幣與經濟上的統一將有賴工人與其家庭更有 

彈性的移動，而對當前各國針對歐盟成員國之非歐盟國民加以 

規範的移民法律造成了愈來愈多的問題，這尤其是1980年晩 

期以來增加最快的移民來源，非歐盟國民無權利以旅客或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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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分遷移至歐盟的另一國。根據現行的政策，這意味著在歐 

盟領土之內的邊界控制，而1986年的單一歐洲法所暗示「境 

內無邊界」的宣稱也訂在1992年12月31日開始實施，5同時 

也需要加強對外的邊界。愈來愈多人體認到需要有一個全歐盟 

共同推行的移民政策，而這在過去長期以來是被個別國家所反 

對的；而在蘇維埃集團崩解，難民數量快速增加後，這樣的需 

要變得更加急迫，雖然朝向各成員國移民政策更緊密的統一大 

方向，進展仍十分緩慢。

不單是像英國或丹麥這些國家的政府反對撤去內部邊界的 

作法，也有人擔心撤界將強化對移民或少數族裔篩選控制上的 

角色。再者，代表難民與尋求庇護者發言的組織也認爲，撤界 

將使他們更難取得庇護或找到避難所，只因連帶地將對外部邊

界的控制更加嚴格--- 歐洲堡壘綜合症(Fortress Europe

syndrome) °少數族裔則擔心對他們身分有額外的檢査，以及 

當成員國採取最大同質性做爲一致的政策標準時可能使他們更 

難達成家庭團聚。

但是，仍有另一條途徑可以使移民政策的制定，不再侷限 

在個別國家的政府。政府們發現自己已陷在一個關於權利與行 

動者的廣大網絡裡，重重包圍了他們施加在移民決策上的主權

5-勞動力市場的整體槪念足說工人能去到有勞動力需求的地方，在那裡 

他們能找到工作。再者，在歐盟關心對新移工封鎖自家邊界的情況 

下，有些人認爲如果在歐盟境內能有移工勞動力的彈性化趨勢產生， 

也f•分合理，像是假如某成员國發生勞力短缺，需要移1：進來補充， 

即可訴諸另一個具有高度就業率的國家。根據我對來自歐洲與美國的 

資料解讀，要逹到快速的調適事實卜_有賴政府的介入：人們不能依賴 

山場來產生出邱想的結果。但是，這種將勞力供給調整到勞力有需求 

的方式俾限於移工充斥的逄業或工作。這棟力式也能讓某些移民團體 

在地邱上不再如此集中，也能將移工含納入打造跨國之歐洲的過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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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lifield, 1992) °參與政策辯論與制定的政治行動者遠較20 154
年前來的多：包括歐洲共同體組織、反移民傾向的政黨、聲稱 

或確實代表移民且爲移民權利奮鬥的組織所形成的廣大網絡、

移民社國、本身是移民的政治人物，尤其是第二代。理念差異 

甚大的各國議會代表，對於政府彼此間的協議與歐洲共同體的 

程序皆秘密進行且缺乏民主過程，有著愈來愈多的不滿，這種 

情形可能延續到移民政策制定上的某些層面。簡而言之，移民 

的政策擬定過程不再侷限在狹隘的政府各部會間或行政互動層 

次上，公眾的意見與公開的政治辯論已成爲移民政策形塑角力 

場域裡的一環。各政黨也依據對移民現象的立場來尋求自身的 

定位。

另外，目前也有一些國際協議已產生了效果，使得國家在 

控制移民現象上的主權受到限制(Hollifield，1992; Jacobson,

1996)。也有一些定居移民的權利是受到法定權力的廣泛保 

障。事實上，目前正形成一套圍繞在國際協議與協約，以及移 

民所獲得各種權利的政治制度，來對國家的角色進行限制。6這 

是一個嶄新的階段，與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啓國家幾乎能絕對控 

制這些事務的階段大不相同。有許多例子能反映出這樣的發展 

情況。前一章裡曾提到法國與德國想限制家庭團聚的舉動，被 

行政與憲法法庭以違反國際協議爲由來阻止。法庭也一貫地支 

持定居的移民享有許多權利，結果也限制了政府控制這些事務 

的權力；同樣地，法庭也限制政府想禁止尋求庇護者進入的權 

力。上述各種過程，再加上移民現象與移民本身政治化後的總 

體效果，已使得整個西歐的移民與難民政策產生了逐漸匯合的

6.例如：聯會& 1990年12月18日所通過的保障所有移工及其家 

庭的國際協約(Resolution 45/1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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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勢。

過去這幾年間所看到更普遍的討論與瞭解之所以會產生， 

155 很大一部分是爲了回應所有這些國家共同遭遇的客觀情況，包

括從經濟活動的跨國化到由法庭與國際協議所維護的移民、難 

民權利的網絡。這跟過去相比，儘管只過了幾年，但卻有顯著 

的轉變。每個國家的歷史、文化遺產，愈來愈強迫各國參與這 

些當前的現況，在其中也開啓了國家角色一個嶄新的紀元，並 

標誌出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這個階段的告終。

結論

本書所提出的事實及論點都告訴我們，遷移並不是自然而 

然發生的，而是被製造出來的；同時，遷移發生的地點並非各 

國之間可能的排列組合而已，而是有模式可循的。再者，移工 

現象也有模式可循，在各接收國中我們很少看到，移工們在工 

作類別與產業的分布情況和本國人是一樣的。最後，雖然遷移 

現象一直存在，但我們確實可以發現它在過去兩個世紀以來， 

有明顯的分期以及不同的模式。簡而言之，國際遷移現象是被 

製造出來、有模式可循，並鑲嵌在特定的歴史階段中。

對這些特性的認識也讓我們在看待移民政策的問題時，不 

單圍繞在那些熟悉的範圍內，像是邊界控制、家庭團聚、歸化 

制度及規範公民身分的法條；而本書中針對開啓的新問題，也 

提供了三個分析與解釋的面向。

第一個面向是關注勞動遷移是如何鑲嵌在更廣大的社會、 

經濟、政治結構之中的，同時最終在其分布的地理區、持續的 

時間及規模上的界線何在。遷移的地緣政治是存在的，事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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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移現象也是體系裡的一環：兩者同時決定了遷移現象的界限 

何在。遷移現象絕非以入侵的方式在進行；即使是在邊界控制 

仍極微弱甚至不存在的19世紀裡，遷移現象並非如此進行， 

更何況是在今天。不論是移入或移出的現象，一直以來都僅是 

該國人口裡的一小部分人在進行。

遷移現象不只是個人決定的加總，而是被既存的政治經濟 

體系所形塑、模式化的過程，如果我們能接受上述的觀念，那 

麼控制與管理的執行就變得可行了。在遷移現象所鑲嵌的體系 

裡包括了自己各種的管制力量，外流的人口往往只是極少數， 

同時很明顯的是當情況超過限度時，我們就會看到許多回流返 

鄉式遷移的發生，以及（或是）移入現象趨於減少；這個過程 

可能要花上幾年的時間，但它確實會發生。

第二個面向是移民現象具有高度分殊化的性質，尤其是在 

不斷來回式遷移以及永久定居之間的差異愈來愈重要。如果我 

們接受移民現象是一種有界線、內部分殊的過程，而不是來自 

貧窮國家的大規模入侵的話，那麼制定移民政策就變得更加可 

行。例如，旨在確保永久居住的移民能完全融入社會的政策， 

就應減少威嚇的成分。如果我們知道移民的範圍何在，那麼很 

重要的是整合移民的方案必須根據對文化與宗教差異之承認的 

架構，這也會讓方案更加可行。

第三個面向是今日的移民政策制定有跨國化的情況。一方 

面是全球各經濟體的連結，另一方面是伴隨著移民本身投入政 

治行動，一個由權利與法庭決議所組成的廣大網絡，兩者同時 

減少了國家在移民（與難民）政策制定上的自主性。在經濟、 

文化與人權爭議等層面上日益朝跨國化的趨勢下，有上述的發 

展應該不令人驚訝。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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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顧過去20年來，西歐各國緊湊的變化已進入尾聲之 

際浮現出一個遲疑的想法：這些長時間居住在此的移民與難 

民，眞的成爲今天的居民了嗎？更廣泛地說，後殖民的歷史是 

否部分地在這些過去的宗主國中被持續下去，而我們的移民或 

難民是否爲後殖民移民的一環？我們已經透過歷史，確實地描 

寫了這些在世界各地的西方殖民地中，擔任辛苦、被鄙視之工 

作的定居者。移民擔任低薪、危險、辛苦的工作，是否是今曰 

繁榮社會裡的殖民地昵？我們是否已在先進經濟的中心裡，創 

造出了新的邊緣地帶，特別是在美國與西歐的大城市裡呢？並

157 且是否是因爲這些在我們當中的「邊緣地帶」無法成清洗迷思

的對象呢？本國人與移民皆受其苦的失業現象是否也是當代在 

我們之中的邊緣地帶，只是如今無法再透過大規模的移出來使 

它轉移到遙遠的另一地去？

歐洲各國，包括政策上有極端差異的德法兩國，在過去至 

少兩個世紀以來，不斷地含納「外來」的男男女女。很重要的 

是，歐洲不斷散播這樣的形象與再現，認爲這塊大陸的遷移史 

僅限於過去大規模移出的現象而已，這種偏頗的論點已到達扭 

曲事實的地步，同時也不斷阻礙更合理的政策制定。不論來自 

遠在天邊或僅有咫尺之隔的移入人口，一直都是歐洲歷史裡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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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1
1986-1996年間以下歐洲國家中外籍人□的總數， 

以及其占全國I人□的百分比

— 1986
單位: 

1990
丁人與百分比 

_"1996
奧地利 314.9

4.1
456.1

5.9
728.2

9.0
比利時 853.2

8.6
904.5

9.1
911.9

9.0
捷克共和國

• • •
198.6

1.9
丹麥 128.3

2.5
160.6

3.1
237.7

4,7
芬蘭 17.3

0.4
26.3

0.5
73.8

1.4
法國 • - • 3596.6

6.3
德阈 4512.7

7.4
5342.5

8.4
7314.0

8.9
匈牙利 • • • 142.5

1.4
愛爾閱 77.0

2.2
80.0
2.3

118.0
3.2

義大利 450.2
0.8

781.1
1.4

1095.6
2.0

虛森堡 97.3
26.3

113.1
29.4

142.8
34.1

荷蘭 568.0
3.9

692.4
4.6

679.9
4.4

挪威 109.3
2.6

143.3
3.4

157.5
3.6

葡萄牙
• ■-

107.8
1.1

172.9
1.7

西班讦 293.2
0.8

278.7
0.7

539.0
1.3

瑞典 390.8
4.7

483.7
5.6

526.3
6.0

瑞 956.1
14.7

11003
16.3

1337.6
19.0

英國 1820.0
3.2

1723.0
3.2

1972.0
3.4

註：資料來源皆是官方的人o正式記錄與外籍人士登記記錄，除了法國與英 

國（人口普查）之外。葡萄牙與西班牙（居留許可）'愛爾蘭與英國（勞 

動人口調查）的资料，除非在他處有特別註明，不然皆以該年12月31日 
的人口爲準。

資料來源：這些表格皆微引自SOPEM1, 1998.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Conlinuoux Reporting System on Migration Annual Report. 
Paris: 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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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2
1986-1996年間外籍人□進入以下歐洲國家的數目

- 1986 1990
單位：千人 

1996
資料根據官方正式的人□紀錄

比利時 39.3 50.5 51.5
丹麥 17.6 15.1
芬蘭 … 6.5 7.5
德國 478.3 842.4 708.0
匈牙利 … 37.2 9.4
盧森堡 7.4 9.3
荷蘭 52.8 81.3 77.2
挪威 16.8 15.7 17.2
瑞典 34.0 53.2 29.3
瑞士 66.8 101.4 74.3
資料根皤居留與工作許可的記錄

奧地利 … … 224.2
法國 38.3 102.4 74.0
英國 216.4

註：因爲各國採用的登記標準不一，根據官方人口記錄的資料之間並不 

全然可互相比較；如荷蘭、挪咸，尤其是德國，都將爲數可觀的尋 

求庇護者的人數計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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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3

1986-1996年間從以下歐洲國家移出的外籍人口

單｛5 :JFA

比利時

1986
31.8

1990
27.0

1996
32.4

丹麥 4.3 4.6
芬蘭 0.9 3.0
德阈 347.8 466.0 599.1
盧森堡 5.5 5.5
荷蘭 23.6 20.6 22.4
挪威 8.4 9.8 10.0
瑞典 15.4 16.2 14.5
瑞士 52.8 59.6 67.7
註：資#來自官方的人C7記錄。

表格4
1986-1996年間以下歐洲國家中外籍人□的三年遷移數目

單位：千人

1986 1990 1996
比利時 7.5 ~ 23 197
丹麥 133 10.5
芬閬 5.6 4.5
德國 130.5 376.4 148.9
盧森堡 1.9 3.8 …
荷蘭 29.2 60.7 54.8
挪威 8.4 5.9 7.2
瑞典 18.6 37.0 14.9
瑞十 14.0 41.8 6.5
ii :資料得自表格2與表蝽3+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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